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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技术不仅重塑出家庭空间的新样貌，还与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结构的改变紧密交

织。本研究将重点解决如下问题：什么是新技术情境下的家？数字技术为家研究带来何种实践方式和理论

视野的变化？研究认为家正在逐渐转化为“数字之家”，这种新形态具体可以从家庭空间的拓展、家庭成

员与技术的关系、交流互动与亲密性技术、流动家庭中的数字技术使用等层次理解。在此基础上，本研究

提出“数字之家”的研究取向与方法，即引入家庭的整体性取向与嵌入性方法、重视历时性的日常生活研

究、还原家庭内部生活经验与个体。“数字之家”不仅可以构成分析和理解新媒介技术重要的文化视角，

也可以成为建构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方法尝试。

关键词　 家；数字之家；新媒介；媒介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孙信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郭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苏南京 210023

一、引言

近些年，“‘家’出乎意料地进入了中国哲学和社会理论研究者的视野”[1]，

家庭革命、家的观念和模式、代际与养育、性别与分工、流动与转型等和家

庭相关的研究不断延伸。尤其当我们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化和后现代性背景，

“家庭作为个人的庇护所，依然处于个人生活的中心位置，处于个体与更宏

大的结构之间，调节着全球化、社区资源、国家政策对个人的影响。个体很

少脱离家庭资源和情感依附关系来做决定。所以，家庭作为行动者（agent），

依然是分析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2]。相较诸多研究领域，媒介研究者更关

注新媒介技术如何以多样化的形式介入家庭生活和私人场景。近几年，除了

手机和社交媒介的深度渗透之外，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运用在居家、教育和

养老等场景中。这使得媒介使用既可以在家的空间和范围内展开，同时也可

以突破家庭场景，这种打破固有空间和物理边界的技术特性，与拥有私密、

亲密、边界感等特点的家形成张力。更重要的是，媒介技术不仅与各类形态

的家发生互动，重塑了家庭空间的新样貌，还与家庭成员关系型构甚至家庭

结构和模式的改变紧密交织。家在人类的新技术中被表现和塑造，日益成为

人们媒介生活的一个中心。

“数字之家”：家与新媒介的研究及方法探索1)

孙信茹 郭晨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智能技术与新闻传播学的实践转向及知识生
产范式变革”（24&Z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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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家与新技术之间的关系表达，

家与媒介技术的互构以及家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发

生何种变迁等问题尤其能够引发传播与社会研究

者的关心。有学者提出，对家的研究主要呈现三

个层次，即“制度、观念与实践” [3]，那么，家

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更关注的是“实践形态的

家庭”[4]，即强调在现实情境中理解家的形态和

运行模式的变化。沿着这样的思考，如何予以新

社会背景和技术情境下家的新定位和阐释，由此

来理解新媒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进入

家之后的变迁过程？新媒介尤其是数字化技术为

家带来的实践方式和理论视野有何变化？这些成

为本研究主要突破的问题。

二、“家”作为社会变迁研究的分析性概念

家作为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与重

要维度，在不同的学科脉络之下多有讨论。如果

从侧重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以及亲属关系的角度

展开，人类学与社会学意义上对家的分析具有典

型性和代表性。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发

展进程带来了人类学者认识家庭的分野，根据费

孝通的观点，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是小家

族，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都需要家族来经营

和承担，这里的家族是按照差序格局，利用亲属

的伦常组合而成的社群；西洋的家庭团体则被认

为是一个“生活堡垒”，它发挥着生育儿女的功能，

以保证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及社会的延续 [5]。人

类学者对中西方文化中家庭的认知虽各有侧重，

但总体上呈现高度关注家庭结构与功能随社会发

展变化的特点。早期一些国外人类学家在对中国

的家庭结构进行研究时也基本从类似的视角出

发，例如，将中国家庭分为自然家庭、经济家庭、

宗教家庭、传统的或氏族的家庭四种类型 [6]，或从

经济、亲密关系、亲属、地理和交往角度对核心

家庭与扩大家庭做出区分，这一界定中的核心家

庭尤为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完

成 [7]。对家的功能性研究不仅是人类学关注的重

点，同时也构成了家庭社会学的重要理论面向，

一些社会学者对西方理论进行了语境化诠释，有

的立足个案，从家庭结构变动 [8]、家庭形态和代

际关系 [9] 展开分析；有的从家庭权力讨论家庭

代际资源分配 [10]，关注家庭现代化理论 [11]，探

讨流动对农民家庭结构产生的影响 [12] 等。这些

研究也为揭示家庭结构、功能、关系的变动脉络

和走向特征贡献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总结。

在此类讨论中，研究者通常具备在不同的

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情境中分析家庭类型的敏感

性，尤其对于“具有伸缩性的特征、经济合作单

位的性质和父权制的结构”[13] 的中国家庭而言

更是如此。结合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情境可以看

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迁重新刻画了中

国家庭的基本面貌，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推动了家庭内部结构的变迁 [14]。有学者提

出从家的视角切入：“‘家’不仅是私人生活的

温床，也是承载社会转型和保护社会平衡的机

制。”[15] 家庭空间成为我们窥见社会变迁的重

要切面，家的重要性重新被发掘。麻国庆提出，

家成为一个游刃有余的伸缩性概念，反映在中国

人的理念与实际行动中，社会结合呈现出一种

“家”的投影和重构的特点，成为中国社会工具

性的文化适应生存的重要结构概念 [16]。近年来

有学者提出，在对中国社会理论的构建中，家成

为一个关键点，把家带回社会理论研究是理解

“包括制度和心态在内的中国社会的构成逻辑及

其变迁的必经之路”[17]。这种分析将物质性的

家的概念转化为一种隐喻，以此构成我们理解社

会制度的依据。从更为宏大的角度看，中国社会

的家国观念也正是在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

此，家既是承载社会和国家观念的重要载体，同

时，社会系统的运作和变迁也规约着家庭中的每

一个成员。在这些意义上，家成为窥见社会变迁

的重要分析性概念。

三、媒介技术介入家的多领域研究与价值

总的来看，在传统人类学和社会学对家的讨

论里，家被普遍看作与外界连接的中转站，一方

面为家庭成员提供社会关系的凝结和情感庇护，

另一方面又成为家庭成员与外部组织联系和关系

拓展的保障。这些研究较为关注由家庭成员构成

的子单元及系统与外部更广阔的物质领域和社会

前沿视点 • 数字生活的本土经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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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发生的关联。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西方家庭社会学将家庭关系视作家庭变迁研究

的核心范畴 [18]，由过去偏重于家庭结构和功能

的分析逐渐转移到对家务劳动及分工、家庭空

间分配、亲密性与私密性等家庭内部生活的讨

论上，尤其是在“第二现代性的影响下，家庭

生活变成了关乎自我认同和自我创造的一项事

业”[19]。这一点在中国的实践经验中也得到了

证实，人类学家阎云翔也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

长年的民族志研究发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远比家庭结构形式上的

变化更重要”[20]。家作为一个不断连接与建构

个体相互关系的亲密空间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

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的演进脉络也呼应

了这一变化。例如，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提出家宅的诗学。他用萤火虫、灯光、星星之

类的普通事物表达家宅作为庇护所带给人们内

心空间的紧密压缩感 [21]，这一表述彰显出家既

是住宅空间、房屋建筑的物理体现，也是容纳

情感、意义和社会关系的象征；段义孚吸收了

这些思想，用恋地情结来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

的所有感情纽带 [22]。这些人文地理学者由家延

伸出的“家园”概念颇具启发性：家园是一种

空间性的想象，是一个地方，即居住与生活的

地点，是一系列情感 / 文化的含义，蕴含着人类

情感的观念和想象，同时也蕴含着上述两者的

关系 [23]，家园成为可以“被概念化为与他人建

立关系的过程、建构秩序与归属感的过程”[24]。

这些浪漫化的家园观突出了一种更加个人化、

在地化的经验，家不仅是具有制度性和观念性

的家，还是情感实践活动展开的所在，从而成

为实践性的存在。

早 期 传 播 学 对 家 的 研 究 受 到 社 会 学、 心

理 学、 家 庭 学 的 影 响， 较 多 围 绕 家 庭 沟 通 与

信 息 接 触 进 行 延 展 和 探 索， 家 庭 传 播（family 

communication）作为新兴分支学科因其对传播

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贡献而广受关注 [25][26][27]。

除此之外，传播学的功能主义传统也与着眼结

构和功用的家庭概念遥相呼应，诸多讨论媒介

呈现和影响家庭互动及关系的经验研究纷纷出

现，虽尚未构建起根茎脉络清晰的理论体系，

但也为家的探讨注入了联结媒介的想象力，以

梅 洛 维 茨（Joshua Meyrowitz）、 莫 利 (David 

Morley)、西尔弗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莱

文森（Paul Levinson）等人为代表的诸多传播学

者逐渐转向关注家庭沟通与媒介的广泛联系上。

恰恰是在这点上，家中之“物”以及那些技术

性的存在体如何介入家的场所，又以怎样的行

动连接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自然成为研究

者们着重探讨的方向。媒介技术因其与个体使

用者天然的亲缘和接近，使得家庭中的技术面

向难免会首先注意到其带来的后果或影响，但

这些影响并不意味着技术物与家存在着先验的、

进化论式的因果关系。

在这点上，来自技术人类学的探索给了我

们极为重要的启发。对人类学家来说，技术“是

一个由对象、活动、知识和意义构成的网络，它

包含如下因素：要达到的目标、需要完成的任

务、为这些目的而制作的物品、赋予物品的用

途（物质的、社会的或者象征的）、物品被制

造出来以及达到待用状态所需要的资源和过程，

在这些过程中调动起来的技能、感知、知识和

组织”[28]。按照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理

解，“真正塑造人类的道德价值观、世界观和

社会关系的技术现象，是家用技术”。她以房

屋为例，认为“房屋是将仪式关系、政治关系

和宇宙观转化为日常经验的一个文化空间”[29]。

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技术、价值观和

生存意义如何与家居生活缠绕在一起，看到人

们对于家庭的整体观念、个人的独立和自我实

现感等不同的意涵。虽然白馥兰是从科技史学

的角度切入对技术的讨论，但其鲜明的社会人

类学色彩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她甚至从

抽水马桶考察物、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当

人们按下家中抽水马桶的按钮时，一切污秽物

都消失了，看起来似乎是私人化的、独居的活动，

实际上离不开公共基础设施的支撑 [30]。由此可

见，家经由某种技术化的介入和转化，实则与

外部世界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

讲，“家”能够成为窥视技术变迁的一个十分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3 期前沿视点 • 数字生活的本土经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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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文化阐释和分析工具。

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广泛进入家庭空间的

当下，无论是内部的家庭生活和结构还是外部

的家庭系统的联结与互动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改变。在这种变动中，家始终发挥着其亲密性

的人文本质，容纳和定位家庭成员的社会互动

与生存样态。数字技术成为行动者用以建构亲

密性家园和归属感的重要中介。早在传统媒介

时代，西尔弗斯通在将电视作为连接家居与外

部世界边界的分析 [31] 中对媒介技术与亲密性已

经有所涉及。数字化背景下的家具有了向外部

拓展的社会性，由此，家不仅与物理世界密切

相关，还构成了由数字技术嵌入、参与、调适、

互动的文化空间。这也意味着媒介技术正在以

更多样化的形式介入到家庭生活中，重塑家庭

空间的形态，改变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今天，穿梭于虚拟与现实空间中的人们在

数字媒介实践中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流动状态。

家庭成员在实体空间流动中的遭遇和体验会在

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上逐渐沉积并展现出来。

社交媒体不仅作为桥梁将个体与家庭联结起来，

还如同一个汇聚了家庭变迁、流动和城市体验、

亲属关系互动，以及个体在家庭中角色变化的

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在互联网世界流

动的同时，又将这种线上流动与家庭生活、家

庭关系维系和亲密情感的呈现等连结起来。对

于研究者来说，这种新的变化需要将媒介实践

视为重新审视家庭场域内多重关系运作的声呐，

去探测隐蔽而有力的关系结构，去关心家庭生

活中数字技术的具体体现，去书写传统与现代

交织、亲密与冲突兼具的家的生命故事。

四、“数字之家”的提出与基本特征

（一）数字技术与家在当下的研究面向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在当下情境中，对

数字技术与家形成的复杂互动关系与表现展开

分析无疑成为吸引学者的热点问题。较多研究

者倾向于将媒介技术视作进入家庭的新力量和

影响要素，尤以强调技术作用于家庭互动、关系、

特殊形态的研究最为突出，在此分析导向下，

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面向：

1. 新的数字技术进入家的场所，必然带来

对家庭互动、沟通模式的多重功能性影响，在

技术使用过程中，家庭成员的职责、角色与认

同也得到重塑。城乡流动背景下母职的重构 [32]，

微商妈妈不稳定的数字劳动实践与自我身份认

同的关系 [33]，技术物与家庭亲职实践的互动及

其带来的养育焦虑 [34]，家庭变迁背景下老漂族

的互联网使用对人际交往意愿的慰藉 [35] 等，都

是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家庭变迁中出现的独

特现象。

2. 在家庭关系的研究方向下，数字技术对

家庭关系的重塑涉及夫妻、亲子、婆媳、同辈

亲属之间的家庭内部关系，乃至家庭这一基本

单元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此类研究中，可

以看到进城务工者的移民生活对传统家庭内部

夫妻、婆媳关系带来的影响 [36]，以及围绕抖音

展开的亲子、夫妻亲密关系互动 [37] 等问题。其中，

尤以代际问题最为突出，产生了诸多对数字反

哺、互联网与老龄化、儿童媒介使用、家庭权

力关系等复杂问题的讨论。例如，数字反哺和

亲子关系的和谐 [38]，儿童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

如何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技能的培养等 [39]。

此外，媒介技术也在重构家庭成员代际间的权

力结构 [40][41][42]。

3. 中国社会急速变迁的情境下，留守家庭、

残障群体家庭等特殊家庭类型和数字技术之间

有了更为紧密的关联。其中，传播学研究对留

守家庭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媒介对留守群体日常

生活与心理结构的影响上。例如，智能监控如

何成为家庭成员跨越数字鸿沟和进行情感互动

的重要媒介 [43]；在亲子分离的状态下，智能手

机如何创建了新的交往场景和交往关系，又如

何加剧留守儿童社交茧房的生成 [44]。这些研究

多将数字媒介视为一种连接留守家庭“留守方”

与“流动方”的重要媒介。同时，还有一些研

究观察了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关注数字时代

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的父母媒介干预策略 [45]。

这些研究让我们得以窥见特殊家庭内部的互动

结构与交往形态在数字时代的变迁。

前沿视点 • 数字生活的本土经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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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之家”的基本表现与特征

如果研究媒介与家的关系只停留于辨识互

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家庭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以

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那么既有研究都已或多

或少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可一旦我们从希望增

进对家庭文化及观念变迁的目的出发，重新审

视家庭的复杂情境与动态变化，透过家庭关系

模式的运作，关注家庭所承受的内部与外部作

用力量对其型塑过程的影响，便有必要重新思

考家在数字媒介生态中的转变。在当下，我们

认为家成为被数字技术推动和型塑着的“实践

形态的家”，成为“一个小社会系统和其他家

庭以及其他社会系统发展各种可能的新的联系

与组合的形式”[46]。我们用“数字之家”指涉

技术带来家庭成员角色、职责、关系以及沟通

实践等一系列的变化，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为我

们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具体来看，“数

字之家”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1. 数 字 技 术 形 成 家 庭 新 的 空 间 性 媒 介。

英 国 人 类 学 家 玛 丽· 道 格 拉 斯 (Dame Mary 

Douglas) 对家的分析中有一个经典的表达：“家，

始终是一个在地化的（localizable）理念。家存

在于空间之中，但并不必然是固定的空间。”[47]

延续这一理解，家可以被归纳为兼具物质与想象

两个有所区别但相互关联的层次，家的研究也

因此可以开拓出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家不

可避免地以房屋和住宅的形式呈现出来，物质

空间本身即家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第二，在

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中，家屋的空间象征一直与

亲属制度、性别隐喻、生命仪礼等社会文化活

动及其意义紧密关联，居住者一旦进入建筑中，

就要学习这所建筑内的社会文化所特有的知识、

技能和价值观 [48]。将二者结合起来看，家有其

物质基础和内在逻辑，但其最终形态必然是人

类社会活动的建构结果，“当经由人在物质空

间活动而产生社会关系空间时，便有一‘脉络

化’的意念机制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中” [49]，因

此，家空间的研究势必要意识到物质空间与人

类活动之间相互结合运作的可能性、具体途径，

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空间观念。

今天，在这样的逻辑下来观察互联网和数

字技术催生出的新的日常生活空间，可以看到，

家的地理边界、实践行动和文化结构都在不同

程度上有所改变。家在媒介的延伸下边界愈发

公开、模糊，原本的私人生活领域成了一种可

参观的空间及文化，并因人的媒介实践衍生出

许多新的属性。例如，抖音上的家庭女性博主

们将过去私密性极强的家务劳动等生活场景进

行视频化展现，曾经意味着私密、安全、不可

侵犯甚至不可观看的家具有了可接近性、可互

动性和表演性等特征 [50]。从数字技术编织的更

广泛的时空网络来看，无论家庭空间在今天如

何变化，人们仍旧期望在行动中召唤一种临时

或长久的家园感，新媒介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

人们对空间秩序和时间秩序的掌控，并不断产

生和再现新的时空关系，生活节律和社交关系

的支持共同组成了构建家的归属感的重要环节。

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数字之家”

看作家庭成员诉诸技术去追求日常生活秩序的

实践，并将注意力转向嵌入家中的媒介技术在与

家庭成员的互动中生成的新形态与新特征。数字

技术作为一项中介各类家庭关系的空间性媒介，

衍生出新的社会关系特征；同时，在这个过程

中，空间习性也被赋予了社会文化的重要特质，

将深层次的情感动因从一种隐蔽的形式转化为

可感可见的具体行动。从这一点上看，“数字之

家”不断地完成从固定地点和居所的物质性空

间向关系性空间的转变，在这种活跃的存在状

态中延伸着边界，定位和掌控生活的时空秩序，

并由此构成当下社交媒体文化中的诸多新现象。

2. 数字技术形成家庭成员“照看自我”的

新媒介。在理解自我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上，福

柯（Foucault） 认 为， 人 类 通 过 不 同 的 方 式 发

展出关于自身的知识，并将它们与具体的“技

术”相结合进而生成人类了解自身的工具。他

将这些技术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其中自我技术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是指“使个体能够通

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

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

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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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51]。

概言之，自我技术的核心即为关注自我，照看自

我的实践则是关乎想象和理想自我的实践。如果

将对于自我关注的理解置于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

中来看，自我技术则需要将这种“永久的医学式

看护”，这种在对自我的培养过程中所产生的诸

多实践活动 [52] 置于一种关系论的视角中，“照

看自我”关乎人们如何在关系中定位和关注自我。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

与发展深嵌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自我更多作为

发展和修缮人际关系的手段存在，可以说，人们

处理与自我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将发展家庭乃至

社会关系网络作为最终目的。虽然数字技术不断

加速着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改造，但是当下中国社

会的自我技术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延续着关系

性自我的文化脉络，只是变得日渐多元并且富有

延展力。例如，一项对于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

民族志研究表明，在中国，智能手机并没有像追

求个人主义的最终目标那样导致更多的自主和分

离，而是帮助当代老年人探索如何真正扩大社会

关系和联结，个性（individuality）而非个人主

义（individualism）的兴起是描述中国这一现象

更准确的方式。个性意味着培养个体差异，同时

接受家庭、社区和国家等领域的义务，这在本质

上关乎个人如何通过群体来定义和支配自己 [53]。

以技术对家庭关系和格局的介入为关切点，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自我技术作为自我探

索的主体性概念，如何能够作为创造性发展家庭

人际关系的重要理论来源，即人们如何在家庭中

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又要如何在处理与自我的

关系中发展家庭人际关系。今天，不论是在智能

手机中记录和反观自我与家人间的实践行动，还

是在社交媒体上组织起新的日常生活，数字技术

都能在其中自如地帮助人们建立关系。一方面，

“数字之家”型塑了一种面向互动的新型交往环

境，个体通过自我观照和自我建构的具体实践，

将对家庭关系的处理前所未有地置于更加广泛的

社会系统。例如，我们在对退休女性与媒介技术

关系的研究中发现，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

“在线 K 歌”实践始终与她的家庭生活紧密联

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种新的网络结群行动和处理

不同家庭关系的过程中，母亲得以重新定位家庭

成员的角色，并完成对自我的观照，在线 K 歌

平台也成了母亲发现自我和理解家庭成员角色的

新型空间 [54]。另一方面，家庭本身因具有弹性

的人际关系网络被视为一种形式易变但内核稳定

的关系结构，“数字之家”继承与延展着这种

“外松内紧”的家庭结构与纽带，并在家庭内外

成员的媒介实践中被持续重塑。人们在与自我和

其他家庭成员的想象、展演和交往中维系着家庭

弹性的关系格局，重新定位自己在虚拟与现实双

重世界的新身份、新角色，并在熟悉而又亲近的

人际关系中找寻着家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以一项

对家族微信群的观察为例，子代以观察者和游离

者的角色参与到数字家庭交流当中，并通过添加

亲戚或同辈亲友建构出多重社交媒体交友和沟通

路径，增进对家庭成员的了解，并渐渐产生对家

族的归属感 [55]。因此，“照看自我”成为家庭

成员在传统和现代、理想和现实的纠缠中建构自

我和发展人际关系网络的一项关系实践。

3. 数字技术成为家庭化的亲密性技术。白

馥兰通过研究李白和杜甫的诗篇，提出诗词歌赋

“正是缓解焦虑和缩短距离的亲密性技术”[56]，

所谓亲密性，是指“提供或保持实体的或虚拟的

亲近关系形成的技术。它意味着空间、事物或经

验的共享，能促进个体之间的紧密联系”[57]。从

这层意义上来看，亲密性技术强调的是通过技术

的介入以达到空间（包括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

关系、情感三重要素的连接与平衡。如今，家庭

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共同创造出新的亲密性技术，

哪怕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家人也能够在新媒介帮

助下共处同一在线空间，以缓解远距离带来的分

离感。亲密性技术正深刻地嵌入到人们创造性重

塑“数字之家”的实践行动当中，成为家庭行动

者用以寻觅归属感的重要中介。

亲密性的技术视角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新的

方式去理解家庭媒介化下的交流和互动。受个体

化浪潮的影响，个体的幸福和权益已被视作与家

庭整体的幸福和权益同等重要，现代社会的家庭

从“需要共同体”（community of need）变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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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选择性关系 [58]。特别之处在于，中国家庭的

交往实践很多时候却是以互相干预个体边界的形

式维持关系的动态运作。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

通过手机进行最为平淡、基础的交流，或是对微

小的生活抉择进行共同商议和策略调整等行为也

会在家庭成员之间生成命运相连的感觉。在研究

普米族一个大家庭形成的“抖音之家”时，我们

看到年轻夫妻在抖音中有这样的亲密互动场景：

阿梅的作品中夫妻常同时出现。她最爱借

用歌曲里的表达 : “你说我的眼睛灿若星辰，

那是因为你是星辰。”阿梅还喜欢在合影中加

入抖音中风靡一时的视觉魔法道具“爱你三千

遍”。有时，杨林并不直接出现在阿梅的抖音

里，但阿梅在短视频中对特殊物件的展示流露

出她和丈夫的亲昵关系。一个作品中，阿梅穿

着结婚时的红色礼裙自拍，有亲朋说裙子显得

老气难看，她就在抖音中这样写道 :“它在我眼

里就是最漂亮的，因为它对我有着非凡的意义，

一生只穿一次。”当然，夫妻并非总是以影像

的方式共同出现在抖音画面中，在对方的留言

区相互点赞、发文字和表情包，也是他们常见

的交流方式和互动方式 [59]。

可以看到，年轻夫妻间的情感表达在技术的

加持下更加频繁、热烈，技术在连接彼此的同时

也进一步促进了亲密关系的巩固。尤其对于远距

离家庭而言，异地的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依

赖具体、适切的技术交流手段和关系经营策略来

展开家庭交往，进而激活、维护和重塑着数字时

代的家庭亲密关系。“数字之家”的媒介化交流

和互动，很大程度上正是家庭成员间有意或无意

使用亲密性技术来维系和运作家庭关系的过程。

4. 数字技术成为流动家庭的连接技术。在

日常生活深度卷入媒介化现实的背景之下，流动

逐渐成为现代人普遍的存在状态，流动性也正在

以多元实践形态参与社会构成与发展，众多经

验与事实都表明，流动性正在技术与社会现实

互嵌的语境中衍生出新的问题域，成为当下社

会科学研究关切的重要问题。约翰·厄里（John 

Urry）的新流动范式沿袭社会科学领域将流动性

与社会关系相结合的风格，将人、物质、信息的

流动悉数纳入研究之中，提出一系列问题、理论

和方法论，关切全球化和民族国家、身份和归属

感的去领土化等现实议题 [60]。新流动范式对于

日常交通和物质文化，以及与流动相关的通信技

术和新兴基础设施的关注 [61]，也让一众传播学

者看到了全球化视野下流动性在现代社会的重要

地位，激发出与物质性等议题结合的跨学科研究

想象力，从而提供不同的认知范式以拓展传播研

究新的面向。从问题意识到现实关怀再到范式转

变，“研究者需要对网络技术所开创的流动性给

予新的理解，较为自觉地将流动不仅理解为地理

空间的迁徙和变动，更将流动看作是数字世界与

网络空间的状态和带来影响的结构性力量”[62]。

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数字媒介在连接流动

家庭中的贡献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正如有

学者指出的，中国家庭兼具困顿与韧性的矛盾状

态需要放置于流动性的概念框架中去理解，这一

命题包含不同层面的含义：家庭在时空上的迁徙

和变动，结构和形态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

家庭关系和模式上的流动性和多元化 [63]。如果

把握住“流动人口对‘家’的感觉并不再依赖于

一个固定的实体或对某些地方独有的依恋，流动

中的‘家’成为个人情感和社会关系建构的地理

变迁载体”[64] 这一重要转变的实质，突破固定

和有界的视角去理解流动家庭，在个体流动经验

中去解读数字技术带来的诸如新的人 - 地关系、

情感归属、身份认同等多元现实问题，则能够较

好地实现流动性研究与社会现实的结合与转化。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不仅为虚拟信息的流

动创造条件，还提供了身体作为移动媒介进行流

动的可能，家庭中的个体本身作为可移动的“连

接点”，在媒介实践中构建起新的交往秩序。例

如，“老漂族”借助微信完成社会交往实践及社

会关系再嵌入，在流动实践中协调流动、暂居、

安居不同状态之间的张力 [65]；远程家庭的媒介

化抚育通过父母、祖辈、儿童三者与媒介的互动

和互构实践，建构起远程亲密关系的同时，也带

来了代际之间新角色和分工 [66]。正如这些研究

所示，我们认为是家庭成员的数字化交往实践而

非技术本身“连接”着流动家庭。数字家庭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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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实践构建起包裹着情感和亲密性的家庭生态，

家的意义网络也因此得以重新编织。

总体而言，家庭的流动性包含家庭观念和

实践之间的妥协、互动和再造，反映家庭建构

性的实践取向 [67]，关乎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交往

行动和身份流动，也关乎“家”如何在家庭成

员日常生活的媒介实践中变化和重塑。我们将

“数字之家”视作当下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一项

充斥能动性的建构过程，这种从“做家”（doing 

family）而非“拥有”（having）或“存在 / 成为”

（being）出发认识“数字之家”的研究取向，

在诠释中国诸多殊异家庭类型时也更具开放性、

想象力和解释力。

五、“数字之家”的研究取向与方法

当代中国家庭正在经历复杂和持续的文化

转型，数字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全面而深

刻的影响，在“数字之家”基本特征的分析基

础上，我们更需要对数字技术与家的关系进行

整体性和语境化的考察。可以说，家与技术的

深度卷入持续召唤一种富有想象力和包容性的

研究范式来完成这种研究，我们尝试提出以下

研究取向和具体方法。

（一）引入家庭的整体性取向与嵌入性方法

人类学的整体观为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

示。这一取向强调关注某一现象牵涉得更加整

体、全面、宏观的背景和多元要素，即政治、社会、

经济、价值观等交织纠缠的广阔情境。将对于家

的探索置于整体情境下展开，既可以用一种持

续性、生态性的眼光深刻把握家庭生活与文化，

也有助于生成合乎中国社会独特语境的理论和

经验总结，从而避免对某一具体现象或常识的

偏见和误读。举例来说，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

中国出现了许多看似冲突和反常的现象，诞生

于欧美国家的个体化理论难以贴合中国语境从

而作出合理阐释，因此需要将具体文化现象置

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情境当中。以中国的“啃老”

现象为例，“啃老”是个体化背景下明显的团结

与冲突并存的矛盾意向型代际关系，成年子女对

父母的高度依赖既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主

义文化规范，也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孝道文化

规范。然而中国社会却存在着对“啃老”的弹

性接纳，亲子之间存续至今的互助和互惠传统，

也使得代际间的适度依赖成为幸福家庭的象征，

合乎中国语境的研究表明，“中国家庭在现代

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代际团结”[68]。

如果说整体观是把握媒介与家之间关系的

认识论基础，那么嵌入性则是将这种相对宽泛的

观察进一步定位到技术与社会系统的关系轴上，

从而让研究者得以对人们围绕媒介技术展开的

实践活动进行关系性、在地化的文化诠释，“这

既是对媒介研究中语境化研究的延续，同时也

昭示着媒介人类学领域中对关系研究视角的重

视”[69]。因此，为了完成对家与媒介的整体性

研究，有必要采取嵌入性的方法和具体操作路

径，将家庭结构、模式、生活方式等多元要素

考虑进去，并进一步明确“数字之家”的生成

过程是与特定家庭成员的角色分工、互动关系、

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嵌合在一起的。

整体性取向与嵌入性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从

在地化与联系性的视角聚焦家与新媒介的互动

关系。回到“数字之家”的研究，我们认为，

虽受到数字技术这一重要动力的驱使，但家归

根结底仍然是中国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家，今

天的媒介化社会是技术与社会、文化传统交织

在一起的结果，文化和社会性因素不仅没有丧

失，反而在媒介的中介作用下被深刻地重塑。

当技术与这些要素缠绕在一起时，我们必须在

中国家庭所处的复杂语境中去解读技术与家的

关系，在流动的表象中去提炼和把握深层次稳

固的文化内核。“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人们

的在线行为的话，我们所实施的大部分研究都

关于人们的离线生活。我们应该明白，离线生

活是供我们阐释在线行为的具体语境” [70]，米

勒的这一阐释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理解与

践行整体情境的内涵。换言之，对技术现象的

观察和文化阐释必须在全方位深入剖析文化自

身特质的前提下才能触达“数字”。唯有对整

个家庭场域内外进行全面而立体的观察与诠释，

才能进一步打开研究视野，找到数字时代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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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研究的突破性思路。

（二）重视历时性的日常生活研究

考虑到技术嵌入日常生活与社会系统的现

实逻辑，当技术介入人们的家庭生活，其与人

的互动通常要经历融合、接纳、调适等过程，

从“物的介入”到“人的实践”再到“家的生成”，

这一过程性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关系建构、交

互和发展，要求研究者应当将人和技术之间互

动的观察置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去细致地洞察

家庭悄然发生的变化。显然，无论是暂时性的

闯入还是持续性的影响，对于数字技术的理解

和反思都无法脱离时间的检视，这便要求家与

媒介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当下性的分析，而是要

纳入历时性的分析视野和框架，将家与日常生

活的互动放到长时段的过程中去理解和观察“数

字之家”这一社会田野。

人类学历来遵循长时段研究的传统，强调

长期田野作业、重返和回访研究、生命史和口

述史的方法等，这是因为人类学家希望一旦进

入文化现场，便能够与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而真

切地互动，在“鼹鼠式”的过程研究中产生新

鲜的文化观察与诠释 [71]。人类学的研究中有一

些广为人知的例子：马林诺夫斯基从 1914 年到

1920 年三次前往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田野考察，

对当地人在经济、宗教、巫术、礼仪等方面习

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行为特质、文化观念进行

了整体性的观察和书写 [72]；阎云翔在黑龙江下

岬村生活了 7 年并在多年后重返十余次，长时

间扎根田野的志趣令他能够对于中国经济与社

会分层、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个体主义的出

现等诸多议题产生深刻见解。这些经历所体现

的正是人类学家浸润于地方生活，往返于书斋

和田野之间的旨趣所在。

在具体方法上，“数字之家”的民族志研

究对于历时性的践行和呈现可以采用家庭事件

的追索，或是家庭成员的生命史访谈等方式，

通过在特定时空关系中追踪家庭事件因情势而

自然发生的节奏与过程，自然而又生动地呈现

家庭或个体的生命历程。这是因为家人间的关

系在不可见之中承载着具体而真实的社会力量，

这些力道彼此交叠缠绕、相互作用，只有通过

让人回溯和解开这些容纳家庭成员间相互对待

方式的关系和记忆，才能激发出生命故事本身

所潜藏着的研究机遇与价值。林耀华的《金翼》

正是透过生命传记法，将平常人的生活世界置于

社会的兴衰浮沉当中，看似静态的叙述背后“既

是对中国人特有的生命历程之绵延性的时间暗

示，也是有别于归纳和演绎之常规研究方法的

学术探索”[73]。此外，由于今天的民族志研究

愈发难以在实地调研中满足长时间停留和观察

的要求，这也促使进入田野的具体操作和方法

随之改变。面对数字技术日渐嵌入社会生活的

新情境，网络空间也应当随之成为家庭研究尤

其是研究者熟悉的文化新田野。无论何种形式，

重要的是，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追踪“数字之家”

自身的生命故事及其背后不断弥漫的文化网络，

才是家庭与媒介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还原家庭内部生活经验与个体

家 常 常 被 视 作 和 谐 一 致 的 共 同 体，“ 以

至于被错置对待的经验与被忽略的差异性反而

正是每个家庭所共有的‘被压缩与扭结’的经

验”[74]。然而事实却是，家庭中每一个体都有

着殊异、独特的生命经验，家庭生活也并不存

在普适规律和指导方针。因此，媒介人类学对

于家庭的研究势必要透过个体的真实生活经验

进行总结和提炼，正是这些被忽略和遮蔽的差

异性，家庭内部和家人之间掩藏搁置的记忆和

情绪孕育了经验研究的持续动力。具体而言，

我们对于“数字之家”的研究强调的是要在个

体性的视角下重新理解家庭的逻辑，从家庭内

部的媒介使用和生活经验出发，去关注作为个

体的家庭成员，还原个体的生命与形态。

“中国之前的家庭研究更多关注不同家庭

之间，即家庭与外界的互动，而不是家庭内部

各人的关系及互动过程。换言之，大多数学者

的目光一直集中在中国家庭的公共层面，包括

经济、政治和法律层面。”[75] 事实上，从家庭

内部生活和个体性的经验、情感出发理解家庭

成员间的相互对待方式同样十分必要。在个体

化命题的视角下，家庭成员的主体性以及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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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介入的异质性体验和接受等都成了我们观

察更多社会问题的切口。例如，近年来一些关于

数字技术与代际关系的研究表明，家中的长辈

愈发熟练地借助技术以维系社会关系和代际间

的情感纽带，打造出个人丰富的数字生活 [76][77]。

当数字技术革命遇上促使人类彼此亲近、依恋、

相互依存的亲密性作用力，老年一代也可以成为

驾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主力军。回到互动实

践本身，当因数字技术介入家庭生活而出现的

家庭角色分工的重新配置，以及家庭模式、结构、

形态等的变动，与社会文化层面的家庭价值观

更广泛、更全面的变化同时发生时，在这种互

动关系中重新审视家庭中个体的主体性显得尤

为重要。从另一方面来看，透过家庭内部的生

活故事和微观叙事去检视个体承受的内外力量，

并在这种力量作用下找到其定位，也能够更好

地帮助个体在关系中锚定自我。

在方法论层面，这种对家庭内部生活经验

和家庭成员个体性的关注，要求研究者进入具

体的“人”的生活世界，在微观叙事中把握个

体的日常经验，进而重新反思技术与社会景观

变化。口述史、日记法、走查法、自我民族志

等都是有益于书写个体生命经验的重要参考，

上述方法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将焦点转移到对事

件和过程的关注中来，进而挖掘技术嵌入家庭

的实践究竟如何得以实现；同时，也在另一方

面启发我们要不断丰富和创新微观叙事的形式，

将个体和家庭的日常生活作为展现纷繁的多样

性文化的一部分，通过对每一个体的生活经验

和情感的呈现，编织起家庭与媒介研究的谱系。

六、结语

“数字之家”的出现是数字技术全方位崛

起并且介入和参与人类生活的缩影，家与技术

的交织共生也成了深度媒介化时代典型的生活

图景。当我们进入生动、真实的日常生活现场，

去关注家庭内部生活经验，包括代际关系、亲

密关系乃至家庭冲突时，不难发现，“数字之家”

不仅可以构成分析和理解新媒介技术的重要文

化视角，也可以成为建构中国社会理论的方法

尝试 [78]。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强调实

体空间的“家屋”、侧重功能与结构的“家庭”、

作为隐喻性文本的“心安之处”、富含想象力与

亲密性色彩的“家园”、强调人际沟通与互动

的“家庭传播”等，诸多与“家”相关的学科概

念都无可避免地处于变革之中，虽表达了现实

的某一方面，却也难以清楚地掌握并剥离这之

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迂回和迷失于“小概念”

的辨析和圈地，或将有损“大范畴”的内外争

鸣，也无益于进行跨越学科藩篱的探索与对话。

因此，我们不再执着于将“家”的概念类型化，

而是以“数字之家”的讨论锚定数字技术涌入

下的整体性变迁，从而构筑起在数字技术时代

研究家的开放、多元、动态的知识图景。

本研究主张跳出家庭媒介研究的结构功能

主义范式，以“数字之家”作为一种隐喻性表达

去重新认识其所容纳的多重关系和作用。当前一

些传播研究倾向于把家当作背景而非蕴含变革

的环境，忽视整全的、动态的思考使得研究缺

乏持续对话的延展性和可能性，“如果我们采

取人类学的视角，认识到技术同时具有象征性、

社会性以及物质性功效，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

审视其重要性”[79]。这提醒我们，“数字之家”

的研究势必要在不同理论和学科视野下的光影

交错中，探寻媒介与家庭之间的隐秘关系，从

而廓清媒介技术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定位和逻辑。

在这一前提下，“数字之家”研究采取对知识

的实践取向，强调将对媒介本体论的认识放置

于经验研究当中，以实践知识对家和媒介研究

进行补充和修正，这不仅因为人类学的理论贡

献通常来源于经验总结，强调在经验中检视和

反思理论，还因为数智时代的技术变革正在对

知识生产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能够从处于动态

变化的家庭场景中理解新旧事物、人与关系，

让真实复杂且变动的家人关系转为研究土壤，

那么对于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和特定的文化

语境中去反思人、社会与媒介之间的多元关系

则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数字之家”的提出，是为了能够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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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中考察家庭关系和整体形态的变化轨迹，

通过观察媒介技术与人类活动的博弈，最终回归

人类自身文化延续和变革的情境。“人类学家感

兴趣的问题是，其他社会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以

及人在其中的位置？他们的愿望和需求是什么？

他们发展出来的技术是如何来满足这些愿望和需

求的？”[80] 归根结底，技术在多大程度中参与

其中固然重要，但家却并非技术发展的被动承受

者。因而，借助“人”的能动实践，去探究“家

的传统秩序和属性如何积极和连续地应对技术介

入的‘挑战、损耗和撕裂’”[81]，去阐释家的结

构、形态和文化如何在人的媒介行动中被不断重

塑，我们才能在这个动态变化的现实世界中，不

断向内求索并尝试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家”终

将走向何方。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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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Home”: A Research and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of Home and New Media

Sun Xinru, Guo Chen

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digital technologies not only interact with diverse forms of home, reshaping their 
spatial configurations, but also closely intertwine with the changes of family member relationships, family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concept of “home” in the context of new technology, arguing that the 
contemporary home is gradually transforming into a “digital home”. This perspective sheds light on the changes in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brought by digital technology to home studies. Specifically, from 
various dimensions such as the expansion of home spa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nd technology, 
interaction and intimacy technology, and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mobile families, this paper proposes 
research orientations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digital home”, namely, adopting a holistic and embedded approach 
to home studies, emphasizing diachronic studies of daily life, and restoring the live experience and individuals within 
families. "The Digital Home" can not only provide a crucial cultural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technologies, but also serve as a methodological attempt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theory.
Keywords:  home; digital home; new media; media anthropology
Authors: Sun Xinr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Guo Che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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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中国乡村的具体实践，与国家现代化呈现出“同向而行”的发展

趋势与特征。而许多主要依靠外力推动的中国乡村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还要面对物质和制度因素之外

的种种张力与冲突。本文通过深入西南边疆 D 乡进行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行动实践，试图考察当现代化

的新媒介技术嵌入到一个相对传统的社区时，与本地传统思想、观念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张力关系。研究发

现，D 乡作为“直过区”的现实基础与现代化要求之间存在着一个大跨度的“断层”，这种断层不仅表露

在物质性层面，更内隐于观念与文化维度，从而形成一种现代性的“裂隙”。而表现为分配、交换等观念

维度的“裂隙”，所指向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新媒介；赋权；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苏涛，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云南省广告与品牌研究院研究员，云南昆明 650504；李冬冬，

光明网舆情中心助理编辑，广东深圳 518000

一、引言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直

播电商作为助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盘活农副产品流通、赋

能下沉市场消费 [1]，还有助于吸引人才返乡就业创业，推动农村地区就地城

镇化、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其促进效应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

施而持续提升 [3]。然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直播电商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障碍，这一点在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D 乡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属于典型的“直过区”a 和深度贫困地区。虽

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D 乡一直受到国家各项扶贫脱困政策的关照与扶

a 所谓“直过区”是一个与“直过民族”紧密关联的概念。二者用来指称那些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跳跃式发展的地区和民族。这种跳跃不仅仅指涉社会性质的变迁，
也包括生产力的跃进，即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原始山地农业以及狭隘封闭的区域性经济，
向商品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直接跨越。尽管这种跳跃在理论上是可
行的，但在现实层面无疑是艰难的。所以，笔者认为，“直过区”与“直过民族”更多是
用来指称一种社会发展状态，而不是结果。

现代性的“裂隙”：一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
下的乡村新媒介赋权实践
——以云南 D 乡为例

苏涛 李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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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并由此实现了一种“跨越式”的现代化发展 [4]，

但它的这种“跨越式”发展并非源于自身内在的

发展驱动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是在

国家的扶持下被迅速纳入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之

中，“跨越式”地参与到现代性的国家再生产及

话语体系中 [5]。

对于 D 乡这样的“直过区”而言，直接过

渡的主旋律是制度变革，而从早期的帮扶工作到

后来的精准扶贫、再到当下的乡村振兴所指向的

更多是经济社会发展 [6]。制度方面的大跨步式变

革并未同步性地带来该地区经济的繁荣，因为社

会发育程度低、商品经济不发达、产业结构单一、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以及思想观念、市场竞争意识

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重重阻碍 [7]。显然，D 乡的“直过区”特性，

导致其在主要由外力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

面临物质和制度层面之外的种种张力与冲突。

然而，既往的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研究，虽

然也有涉及新媒介技术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相

调适的问题，但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些表现

在精神、观念层面的张力与冲突。于是，本研究

通过多次深入 D 乡地区进行新媒介赋权乡村振

兴实践，试图考察当现代化的新媒介技术嵌入到

一个相对传统的社区时，与本地传统思想、观念

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张力关系，并以此在一定程度

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一些回应与反思。

二、文献综述

（一）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

的历史进程 [8]，现代化理论同样经历了一个从经

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再到

后现代化理论的演化过程。起源于 20 世纪中叶

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以韦伯（Max Weber）、帕

森斯（Talcott Parsons）等学者为代表，认为现

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

韦伯强调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尤其是资本主

义经济和科层制组织的发展，是现代化的典型特

征 [9]；帕森斯则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框架，

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系统逐步分化并整合的过

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子系统的协

调发展 [10]。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问题在于，不仅忽视了

非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也未能充分考虑全球化的

复杂性，因此，它过于强调西方模式的普适性，

从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挑战。正

如 20 世纪 60 年代后提出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的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1]

和阿明（Samir Amin） [12] 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展

开的批评：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简单的现代化路

径实现发展，因为它们长期处于国际资本主义体

系的边缘，经济上依赖发达国家。此后，沃勒斯

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3] 提 出 的 世 界 体 系

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也强调全球资

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核心国家（即发达国

家）通过剥削外围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维持其

经济优势。

20 世 纪 末， 以 贝 尔（Daniel Bell）、 利 奥

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学者为代表的后

现代化理论逐渐兴起，并关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

经济、信息技术和文化多元性对现代化的影响。

后现代化理论不仅认为知识和技术成为社会发展

的核心驱动力，还对现代社会中的普遍性和统一

性进行了解构，从而在信息技术革命和文化多元

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为我们理解和探讨全球化

背景下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现代化理论逐渐

从单一西方模式转向多元路径，其在中国的发展

也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将“现代化”等同于“西

方化”到自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主要受西方经

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当时，现代化被视为工业

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的代名词，而这些特征多以

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德国）为典范。例如，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14] 中提出“实业计划”，

试图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国的富强，但这

一计划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挑战，反映了中国在

早期现代化探索中的局限性。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

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结合自身的制度优势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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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者罗荣渠也

提出“多线式现代化”理论 [15]，反对将现代化

等同于“西方化”，强调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

和本土化。进入 21 世纪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

多个场合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 [16]。这一现代化路径也标志着中国现代

化理论的成熟和自主建构，不仅为中国的发展

提供了独特经验，也为全球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媒介促进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及缺憾

在现代化的诸多议题中，媒介与社会发展

的关系无疑是重要的一对。媒介不仅是信息传

播的载体，更被认为是社会结构重构和文化变

迁的关键驱动力。

“1958 年，美国学者丹尼尔 • 勒纳（Daniel 

Lerner）《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的

出版，率先把媒介、传播纳入推动社会发展的结

构性因素范畴中，传播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重要

力 量。”[17] 此 外， 施 拉 姆（Wilbur Schramm）

强调大众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工具性角色 [18]，

罗杰斯（Everett Rogers）则通过创新扩散理论

分析了传播对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影响 [19]，而以

“后工业社会”研究闻名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

尔·贝尔（Daniel Bell）也认为，媒介（特别是

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推

动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20]。这些研

究都遵循着传播媒介促进现代化的理论范式，

为我们理解媒介在发展中国家和乡村地区的社

会进步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显然，媒介不仅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工具，

也是现代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

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更是与现代化进程

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乃至于，媒介、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研究已逐

渐成为中国本土传播学的一个热门领域。然而，

传播媒介促进现代化的理论范式研究，基本遵

循着一种固定的思维逻辑，即传播媒介与现代

化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传播媒介的介入势必带

来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在互联网和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新媒介之于乡村社

会发展的影响，已经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路径

和村民“主体性”而变得非常复杂。例如，念

鹏帆基于时隔 16 年对同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两

次调查数据，发现传播媒介的接触对当地人的

观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媒介使

用并不等同于观念现代化 [21]。

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了一种统筹城乡社会发

展的媒介新生态，在激活乡村社会多元主体自

我赋能进行新媒体实践的同时，也推动着乡村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但面对由新技术引发的媒

介与社会生态变革，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媒介

促进现代化理论范式，以深化对媒介现代化复

杂过程的认识。

具体到本研究所聚焦的新媒介赋权乡村振

兴实践：直播电商作为一种基于现代商业逻辑

的新媒介技术，由其所触发的经济行为天然地

蕴含着现代社会所尊崇的运行规则和行为逻辑，

而当这种现代化的新媒介技术和行为嵌入一个

相对传统的社区时，其商业模式与运作机理必

然与本地传统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一

定程度上的张力与冲突。从逻辑上来讲，这种

张力越大，赋权实现的难度也就越大。正如郭

建斌所言，现代传媒进入中国的乡村社会、少

数民族地区，是“嵌入式”的 [22]。媒介与其他

的信息传播技术尽管强大，也应始终被视为在

更广泛的社会和传播环境中使用的工具 [23]。作

为技术物的媒介与其所嵌入的社会并非总是适

配的，技术转移也不能全盘照搬，而是必须基

于自身特色对其加以适应性改造 [24]。因此，考

察“能动的使用者”及其所处的文化是题中应

有之义。更进一步讲，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

这是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 [25] 与亟

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在以往的媒介赋权乡村

振兴的研究中，罕有涉及技术与社会的调适尤

其是精神层面的张力与冲突——现代性的断裂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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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研究着重思考的问题是：直播

电商作为助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进

入 D 乡之后，与本地传统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

了怎样的互动？这种互动在物质和制度因素之

外，还会产生哪些表现在精神、观念层面的张

力与冲突关系？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

讨论这些张力关系的意义何在？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选择

（一）作为“直过区”的 D 乡

独龙族，意为“石岩人”，是云南省人口

最少的民族，总数不过 7300 余人 [26]。D 乡属于

典型的“直过区”，位于滇西北一隅，近 60%

的独龙人世居在狭长的河谷地带。本文的田野

点位于 D 乡最上游的 D 村，“本地人”形容它

是“独龙族原始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村落”。

截至 2022 年，该村共 164 户、546 人。其中，“三

类人员”a31 户，共计 79 人 b, 约占该村总人数

的 14.5%。

“直过区”的特性、边远的地理位置和长

期阻隔的交通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了 D 乡长

期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边缘地带。回顾 D 乡

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D 乡长期处

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极度缓慢，其人

亦被视为“太古之民”；20 世纪 80 年代，D 乡

首迎市场化浪潮，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内向型

市场”[27]；2014 年，高黎贡山公路隧道贯通，

D 乡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2018 年年底，

通过“整乡推进整族帮扶”，D 乡群众摆脱了绝

对贫困，完成“千年一跃”；如今，D 乡全域已

形成“南草果北灵芝＋特色畜禽养殖”的产业发

展新格局，正通过乡村振兴迈向“更好的日子”。

a “三类人员”是指存在返贫风险的脱贫人口、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和因病因灾因意外导致的突发严重困难户，
它以家庭为单位，以上一年度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1.5 倍左右为底线。2022 年的监测底线为 7000 元。

b 此处数据来自 D 村村委会 2022 年度工作总结。

c 草果是豆蔻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温暖湿润气候，适宜在林下或溪边种植，但迪政当村海拔较高、气候寒冷、无
霜期短，不适宜种植草果。因此，在进行产业布局时，D 乡并未将草果列为迪政当村的特色种植产业，而是代之以重
楼和灵芝。尽管如此，还是有部分村民选择在自留地种植了少量草果。

d “四通五有三达到”是“十一五”期间，云南省针对省内 175 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开展的综合性扶持项目，主要
是指通路、通水、通电、通广播电视；有学校、有卫生室、有安全饮用水、有安居房、有基本农田或牧场；人均纯收入、
人均有粮、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国家扶贫纲要和“两基”攻坚计划要求。

然而，在 D 乡“巩固脱贫成效、实施乡村

振兴”的总结汇报中，其中一项存在的问题便

是“特色产业商业化、产业化程度不高”； 对

应的建设规划是“完善乡村集市、边民互市、

集镇夜市……做好乡村‘一码游’、产业运营

公司、抖音及直播带货账号，培育直播、网店

等新型销售方式，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

定制生产等新模式，加快农产品出村进城”。

在客观条件上，D 乡已经具备开展直播电

商的基本条件。草果是乡里的支柱产业，总种

植 面 积 达 8 万 多 亩（ 注： 迪 政 当 村 除 外）c，

其他林下作物还包括灵芝、重楼和羊肚菌等。

此外还有特色养殖业，例如独龙牛、独龙鸡等

特色农副产品。近些年，我们还尝试与结对帮

扶的上海企业共同打造“彩虹庭院”，让少数

民族妇女在自家庭院织独龙毯。如何通过小小

的手机屏幕帮助老乡把种的草果、织的独龙毯

卖出去，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情。（D 乡副

乡长 CX，2023 年 8 月 4 日）

在 基 础 设 施 方 面，D 乡 地 区 也 实 现 了“ 四

通五有三达到”d。

通过“整乡推进整族帮扶”，乡里的道路、

水电、教育、医疗、住房等条件都得到了明显

地改善。尤其是 2014 年，高黎贡山公路隧道贯

通以后，进一步方便了独龙族同胞的出行，同

时也加强了 D 乡内外的沟通与联系。2019 年 5

月，云南省的第一个 5G 电话就是在 D 乡拨通

的； 到 了 2022 年 7 月 份，D 乡 的 6 个 行 政 村

也相继实现了 5G 网络全覆盖。（时任 D 乡党

委书记 HWB，2023 年 8 月 4 日）

通过光缆信号，D 乡少数民族同胞再一次

扩大信息半径，实现了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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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加强和通信条件的改善，

均为将“养在深山人未识”的优质农副产品、

特色浓郁的手工艺品通过直播电商销售出去创

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二）行动研究方法的使用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3 月间，本研究团队

先后两次进入 D 乡，以直播电商为载体，进行

了一项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的行动研究。行动

传播研究不仅追求“认识世界”，还致力于“改

造世界”[28]。因此，本研究在理论诉求之外，

还预设了提高直播电商运营技巧、拓宽本地农

副产品销售渠道、完成农副产品生产与销售转

型升级、实现增收致富等实践目标。

为了胜任行动推动者这一角色，本研究建

立了一个 4 人配置的基础型“新媒体培训直播

团队”，开展了两期直播电商培训。培训采用

理论讲解与实践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内容主要

包括抖音直播电商发展指南、账号搭建与团队

分工、短视频拍摄与剪辑、出镜者形象与技能、

数据分析与直播复盘等。

除参与式行动外，本研究还配合使用了访

谈法，用于辅助田野中所发现问题的验证和分

析。 访 谈 基 于 目 的 抽 样（purposive sampling）

来确定受访对象的基本类型，主要包括新媒体培

训班参与人员、未参培但有志于从事直播电商

的个人 / 企业（既包括事业单位性质的供销联社，

也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电商直播从业人员、

乡镇一级主管单位和县级有关部门、专业孵化

机构这六类；访谈以半结构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进 行， 围 绕 D 乡 直 播 电 商 专 业 实 践

的意向、现状、存在问题和可能的改进之策等

主题展开。

2024 年 3 月 5 日，本文的第二作者再次进

入 D 村回访。此时，在当地政府和第三方孵化

公司的介入下，专业直播间已经搭建完成，D 乡

乡村振兴数字新经济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

也在有序推进中。不过，从村民一方来看，当初

参加培训的村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归到原来的

生活轨道，有的仍然靠采挖草药、巡山补贴过活，

有的则成为县文工团的一员，而他们账号所发

布的内容或与直播电商无关，抑或直接断更。

四、现代性的“裂隙”：D 乡新媒介直播电商赋

权行动实践

（一）新媒介赋权的结构性困境

通过对 D 乡赋权行动的观察与分析，本文

将由政策、市场、基础设施条件和平台等外部

环境因素所导致的新媒介赋权障碍定义为“结

构性困境”。具体而言，它包括政府开展的大

规模直播电商培训，因其效率低下而导致当地

有（小）网红而无（专业）主播； 物流的短板

则导致 D 乡与其他地区物流之于电商行业的提

速降费效应相比，呈现为“加价减速”的反作用；

此外，D 乡的特色农产品在（抖音）平台难以取

得销售资质认证，同时往往还需要缴纳高额保

证金。

例如，迪娜直播团队中有两人都参加过相

关培训，但依然没有掌握短视频拍摄与剪辑的

基本专业技能，无法完成实操。对此，迪娜直言：

一般都是讲课（理论讲解）。老师就跟我

们讲要多拍一些短视频，这样才能引流。短视

频最好是配上音乐，不要拍太长，但到底怎么

拍嘛是不讲的。比如远景、全景、中景、特写，

这些都不讲，怎么配字幕也不讲。所以学完就

完了嘛，还是不会呀，也没有直播过，更不要

说带货了。（D 村待业青年迪娜，2023 年 7 月

24 日）

而对于曾做过直播带货尝试的古路，则直

接卡在资质认证和保证金上：

在抖音开店要好多手续，像营业执照呀，

食品许可证之类的，这个我们没有，也不晓得

咋个办。就算是这些都弄好了，对于普通村民

来说，保证金也是交不起的嘛！（D 村某农民

专业合作社老板古路，2023 年 7 月 29 日）

我们在 D 村遇到的上述问题，对于全国各

地乡村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这也是郭建

斌称之为的“乡村传播实现经济功能当中所遭

遇的负面情境”[29]。

实 际 上，D 乡 作 为 一 个 少 数 民 族 边 境 乡，

这些年受到的国家各层面的关注和照顾不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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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这从上至中央、下到地方的一系列发展规

划、扶持计划中皆可窥见一斑。然而，现实情况

是，尽管“国家向基层投放了大量的资源和政策 ,

但是因为项目衔接困难、资源使用错配、群众不

理解等问题 , 导致政策实施方案与村庄的发展实

践不匹配”[30]：

我们这里的培训是不断的，什么内容的都

有。像焊接、农产品种植、养蜂啥的，就连直

播电商也是有的。老师们主要都是讲课嘛，有

些 还 发 教 材。（D 村 村 委 会 原 主 任 YH，2023

年 7 月 30 日）

以 D 村为例，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关于

直播电商的相关资源支持和政策扶持主要集中在

直播电商运营培训，也即技术、知识赋能这一中

间环节，而较少关涉供应链上游的产品端和下游

的快递物流等配套设施。因此，上述“结构性困

境”是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话题，特别是在实

践与应用的层面，但鉴于这些问题更多是广大农

村地区的共性问题，以及本文篇幅限制和论述重

心的关系，对此浅尝辄止，不再做过多展开。

（二）结构之外：现代性的“裂隙”

美 国 学 者 布 莱 克（C.E.Black） 认 为， 正 是

由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作为结果的现代性特

征。而“ 现 代 性” 概 念 最 深 的 层 面， 是属于哲

学的，属于哲学反思所把握的时代本质与精神 [31]。

布莱克这段话的启发性在于：在结构之外，在制

度性、物质性因素之外，由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

更为抽象的、精神与哲学层面的“现代性”问题，

或许对新媒介赋权过程有着重要的、至少是不应

该被忽视的影响。

回到本研究个案，前文所总结的结构性因

素，无疑对新媒介赋权行动和赋权效果，有着非

常重要的影响。但如果分析仅止步于此，似乎还

不能深入解释我们在实际行动中遇到的所有情

况，更无法完全解答由此而引发的种种张力问

题。事实是，新媒介技术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的调适问题，尤其是种种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张力

与冲突还没有找到具有解释力的答案，而这又恰

恰属于布莱克言及的哲学层面的“现代性”问题。

吉登斯认为“断裂”是现代制度特有的属性，

因此在其现代化理论中特别突出了现代与传统的

断裂，并将现代性视之为在这种断裂后建立起来

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32]。由于吉登斯基本上

将现代性看作一种现代社会所独有的政治和经济

制度，其“断裂”的概念也就自然而然更多地指

向制度的维度。本文在此借用了吉登斯“断裂”

的概念并稍做改造，从而提出现代性的“裂隙”

这一分析概念，一方面保留了现代化演变过程所

蕴含的矛盾与张力意味，另一方面也对现代性所

导致的“社会现实”与“观念现实”进行了区分，

从而在内涵上指向精神、观念与哲学层面的现代

性问题。

具体到本研究中，现代性的“裂隙”用以

阐释直播电商作为现代化的新媒介实践嵌入到 D

乡这一传统的少数民族社区后，在由传统向现代

变迁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观念与哲学层面的张

力关系。通过行动研究，本文将其中较为典型的

张力关系总结为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分

配观念的冲突和交换观念的冲突。

1. 分配观念的冲突：从原始协作的平均主

义到市场体系的多劳多得

直播电商既是一种新商业营销模式，也是

一种新型商业业态。而新业态必然意味着需要新

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与之适配。这本不足为奇，换

言之，这种变化放在一般的市场环境中，或许

只是一种营销模式和技术迭代的问题，但对于 D

乡村民而言，却面临着分配观念上的困扰，甚至

需要伴随着一种现代商业契约精神的重建过程。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D 乡还处于

原始社会的末期，产业结构也以农业为主，所遵

循的还是原始协作关系主导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原

则。这一时期，当地的土地形态及其耕作制度可

以分为公社公有共耕制、伙有共耕制（即公社内

部分成员的小型合作单位，独龙语称“夺木奢”）

和少量的私有伙耕与私有私耕四种类型 [33]。不

同公社虽略有差异，但大体趋同，土地“公有”

和“共耕”是其基本特点，“私有”和“私耕”

仅占极小份额。土地公有是因为当地还没有发展

出较为完善的私有概念，共耕的劳作形式则是源

于生产力低下和土地地力严重不足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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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出籽种、集体劳作的结果就是农作物收成的平

均分配。粮食分配完成后，在更小的家庭基本单

位，则实行主妇管仓和主妇分食制 [34]，不论年

纪大小，不计工时长短和劳动力的强弱，所有食

物人均一份。《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里

还记载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政府在发放救济粮时，有区分地进行了

重点救济，不过此举在村民们看来却有失公允，

原因是这种分法不够绝对“平均”[35]。可以说，

平均分配的观念已经融入 D 乡村民的血液中。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原始平均主义的道德观念已

经渗透到“直过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36]，

甚至无需借助外部力量的强制约束。

调研期间，我们曾对本地一个颇为知名的

网红“都利”（化名）a 进行访谈，并记录了一

场因分配观念冲突而引发的“罢工事件”：

几年前，我承包了一个建设工程。一个人

搞不赢嘛，我就找来一些村民一起合作，说是

合作，实际上就是雇他们来完成我承包的项目。

起初，大家相安无事，合作得还算愉快。后来，

有个村民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了我承包工

程的价格，还把它告诉了其他村民。结果，在

工程还没做完的情况下，一部分村民就撂挑子

中途退出了。因为这些村民都觉得，我从工程

里赚得太多了，而给他们的报酬却很少。（D

村村民都利，2023 年 8 月 2 日）

在这场风波中，双方都觉得十分委屈，村

民评价都利“奸诈”“黑了心”“不道德”；而

都利则认为村民们没有契约精神、不守信用，背

叛了他。都利秉持的观点是，尽管他跟工友们都

是乡亲，但自己作为“包工头”，不仅在工程上

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还额外承担了一定的

经济成本和潜在风险，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是现代

商业行为的基本规律、“多劳多得”更是无可争

议的分配原则。

都利之所以在访谈中提到这个事情，是想

以此说明在本地做生意的不易：在一个相对传统

a 都利不仅是一个在抖音等平台拥有一定粉丝量的网红，还常年做着本地土特产销售的生意，有自己的线下土特产商
店、民宿和成熟的销售模式，是一个典型的乡村“能人”，之前还承揽过一些小型的本地建设工程。

的社会里，通行的市场化规则和商业观念还远远

没有建立起来。而实际上，此次罢工事件从表面

上看是由利益分配不均所导致的龃龉，其实质却

是原始协作的平均主义观念与市场体系下的多劳

多得观念之间的冲突。在村民们的眼中，他们和

都利是基于地缘，甚至血缘而形成的邻里乃至亲

戚关系，双方互助协作共同完成一项工作，由此

得来的收益由双方均分或趋向于均分自然是情理

之中的事，换言之，他们“不能马上接受有计划

的分工和按劳取酬的办法”[37]。而从都利的角度

来讲，他和村民之间却是市场化的雇佣关系：村

民加入了工程队，就意味着双方实质上达成了老

板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如此一来，作为“老板”

的自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才是正确的分配方式。

上述分析无意于评价涉事双方的孰是孰非，

而是意在说明在 D 乡这一相对传统的社会中，

现代契约意识虽已萌芽，但“身份意识”[38] 仍

然很强，以致持有不同观念的村民之间不可避免

地发生了道德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剧烈碰撞。

2. 商品交换观念的冲突： 从以物易物到随

行就市的价值规律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产品分配是通过交换

实现的，交换从总体来看属于生产的要素。所以

如果说分配观念涉及基本的现代经济原则，那

么，商品交换观念则直指现代经济制度的核心。

D 乡人的商品交换观念与当地作为“直过

区”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从历史发展来看，与

其他地区相比，D 乡的商业行为开始较晚，发展

速度也稍慢。这是因为它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农

业和手工业尚未完全分离，因而也就没有发展出

商品性的生产行为，也没有专事交换的商人阶层

出现，更没有形成固定的地方性市场，以物易物

的“一袋贝母换一匹布，一张兽皮换一块茶”的

现象长期存在着 [39]。

独龙族学者李金明曾详细介绍了这种“物

物交换”的商业形式，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原

始的物物交换、等价的物物交换和不等价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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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换 [40]。这三类交换方式都是以有易无，但

根据与交易对象的亲疏远近，又存在着不同的交

换比率。原始的物物交换主要发生在亲友之间，

交换双方并不过多考虑物的价值，而是以建立友

谊为旨归，只要彼此同意，即可达成交换，颇具

原始互助的意味。这种朋友式的交换在独龙语中

称为“布嫩牟”，此时交换行为中的“物”是本

质上的“礼品”而非“商品”，交换的过程其实

是一种“礼物的流动”，两种不同形态的物既可

以是等价的，也可以是非等价的。换言之，在“布

嫩牟”中，传统的价值规律是不起作用的。等价

的物物交换，也即马克思所说的扩大形态的物物

交换，这种交换大多发生在独龙族内部，交换双

方需要衡量物的价值。在此情况下，就形成以铁

刀、贝母和兽皮等为媒介物、以“盟”和“朗”

为计量单位，进行定期结算的商业交换。在独龙

族的原始商业活动中，朋友式的交换、等价或近

似等价的物物交换占据着较大的比例。

随着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交易对象也

由民族内部而拓展至外来商贩。应当承认，与外

来商贩的贸易在客观上促进了独龙族商业观念的

变化，包括同期引入了白银、银圆、半开（滇造

银币，半圆一个）等稀有贵金属作为一般等价物

的货币 [41]。遗憾的是，金属货币的引入并未进

一步促进独龙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少独龙族同

胞将其串成项链挂于胸前以作装饰。直到 1953

年 12 月，D 乡区民族贸易中心商店才正式营业，

这是该地区最早的现代商业机构 [42]。甚至到了

2000 年，我国互联网业务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部分媒体已开始试水电子商务这一新兴的商业形

态 [43]，而此时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 D 乡却依然

普遍上演着“用鸡蛋换茶饼”的剧情 [44]。

我们在调研期间也发现，时至今日，一方面，

除了 K 村（乡政府所在地）的菜市场与各类商

店外，D 乡仍然没有任何形式的集、街或圩等具

有一定规模的定期 / 不定期的地方性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即便是在 K 村主街上的商业机构，

也难觅本地人的身影。

D 乡村民都比较害羞，不愿意做生意，觉

得很难为情。你看乡上，有四川人开的酒店，

丽江人开的快递代办点，也有来自曲靖的卖菜

小贩，还有跑运输的甘肃司机。不能说没有做

生意的 D 乡村民吧，但毕竟是少数。以前包括

直到现在，乡政府鼓励老乡们开展贸易活动，

给家家户户发放了蔬菜大棚，还拿出部分摊位

供他们免费使用。但是大家都嫌不好意思，所

以造成菜市场半数的摊位都闲置着。（D 乡副

乡长 CX，2023 年 8 月 4 日）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除了偏远闭塞的地理

环境和交通因素之外，当地人羞于买卖的观念意

识，也进一步阻碍了地方市场的形成与商品交换

的发展。而这种“羞于买卖”并非像有学者所认

为的那样，仅仅是民族性格的原因，是其不愿意

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45]；其深层原

因还在于，现代商业观念与 D 乡村民传统的以

物易物观念和道德观念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

D 乡村民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协作互助、团结

友爱的道德观 [46] 以及以物易物的交换观念，这

种朴素的观念反映在现代商业交换活动中，就与

基于供需变化、公平竞争、盈利需求等价值观念

的现代商业交换观念无法完全适配，因此，随行

就市的交换价值变化在他们看来往往是不可理

解、不被接受的。

这边的人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有些道理跟

他们讲不通。2018 年底的时候，猪肉价格涨了

挺多的，所以猪肉罐头（注：指午餐肉）也跟

着 涨 了， 原 本 进 价 是 10 块 钱， 我 卖 11。 那 涨

价以后，我就加价 1 块钱，卖到 12 元一盒。村

里人对此很不理解，发朋友圈骂我，嫌我“赚

得太多”。后来，我再去县城进货，村里的阿

兹（奶奶）请我帮忙捎带 100 块钱的猪肉，我

就找个借口拒绝了。这些人不看电视（注：指

新 闻）， 也 不 晓 得 物 价 高 低，100 块 钱 只 能 买

这么一小疙瘩猪肉，她不理解，肯定是要骂我

的嘛。（XX 小卖部老板娘 LYZ，2023 年 7 月

27 日）

事实上，商品价格的随行就市，放在现代商

业环境中并不难理解，但在 D 乡，除了信息闭塞、

文化水平导致产生信息差这个原因之外，恐怕“羞

于买卖”伦理以及传统的商品交换观念也是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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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事情变得复杂的重要原因。

乡村社会就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它将资

本的运行逻辑和经济关系嵌套进整体性的村庄

生活和伦理中 [47]。对此，赵月枝也做过类似的

解释：“农村社会是整体性的社会，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没有分得那么开。在乡村社会，商业

关系是嵌入到乡村社会中的，被看成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48]D 乡作为“直过区”的“过渡社

会”属性，使之在市场理性已然侵入的同时，

乡土理性尚未退场。于是，即便村民们部分接

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规则，在真正面对完

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和价值规律也会频频出现

消化不良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既不是

完全传统的“自然人”，也绝非彻底的现代“经

济人”。

五、余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

“现代化”可谓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经

历的一场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而近代

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则是世界现代化历史

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和备受关注的重大课题——在

人类发展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口规模如此

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顺潮流而动，不仅在很大程

度上实现了经济增长、制度创新、社会转型和

文化复兴，同时也实现了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

中的位置和作用的巨大跃升。这样的变革，无

论是对现有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的反思，

还是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而言，都意味着要

回归到中国的现实语境。

本 研 究 团 队 在 D 乡 进 行 的 新 媒 介 赋 权 行

动，展示了我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和复

杂性： 首先，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

像 D 乡一样偏远的乡村还远远没有完成现代化

转型；其次，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存在多重路径，

不仅呈现出有别于城市与发达地区的转型之路，

也呈现出有别于城市与发达地区的矛盾、冲突

与张力关系；最后，乡村的现代化转型除了要

面对物质性、制度性阻障之外，还存在由现代

化过程所引发的更为抽象的、精神与哲学层面

的现代性问题。特别是像 D 乡这样的“直过区”

的现实基础与现代化要求之间存在着一个大跨

度的“断层”[49]，这种断层不仅表露在物质性

层面，更内隐于观念与文化维度，从而形成本

文所总结的“现代性的裂隙”。而表现为分配、

交换等观念层面的“裂隙”所指向的正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

以中国为语境，“现代化”既是一个学术

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 [50]。作为政治概念，

它被重新提炼并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并

试图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作为政

治概念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强调中国特色

和实际的同时，始终没有忽视乡村在现代化进

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乡村的现代化问题：

乡村及其振兴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

重要一环，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中国乡

村的具体实践，与国家现代化呈现出“同向而行”

的发展趋势与特征。

而面对乡村现代化实践这个“富矿”，包

括传播学在内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者，不仅需要

投入更多关注与精力，更被期待实现理论上的

创新和突破。正如有学者所言：“未来中国乡

村传播研究，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发展传播学

研究将再度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因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特殊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既往发展传播

学理论能够解释的范围，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

定实践，若进行深入研究，完全有可能建构起

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发展传播学话语体系。”[51]

实际上，D 乡案例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

已经有所呈现，如 D 乡所经历的跨越式发展（或

曰跨越式现代化）、“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

模式”[52] 等，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的现实语境。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过程总是与“现

代性”密不可分。但诚如学者任剑涛所言，“现

代性问题隐藏在现代化问题的背后，使得中国人

对于现代化的社会运动的关注热情，远远超过

对于现代化社会加以反思的现代性问题的关注

程 度”[53]。 自 20 世 纪 80 年 代 以 来， 伴 随 着 中

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学界关于现代化及

其在理念、思维、价值与行动等方面的关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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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日趋热烈。其中大多数讨论集中于现代化及

现代性的内涵、表现及其所引发的危机与问题，

也不乏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反

思。但总体上看，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特别是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种种冲突、

矛盾与张力，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缺乏

应有的反思和批判。

如前所述，在一般意义上，现代化是指传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英国社会学家

鲍曼有言：“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

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

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54] 换言之，这也是吉登

斯意义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

必然要经历的现代与传统的“断裂”。然而，

由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会对其

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现代

化进程与其必然带来的断裂，将无法完全切断

一个社会与自己文化传统的联系，特别是无法

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观念和习惯的影响（包

括本文分析的分配与交换观念）。或许正是因

为如此，周宪才将现代性从逻辑上区分为“社

会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性”[55]。

再次回到 D 乡的案例加以审视，得到的启

示是：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根植于中国特殊的历

史发展和文化传统，而现代化的文化传承与断

裂、社会现实与观念现实往往表现为一体两面、

互为悖论的问题。此外，本文认为，这种“裂隙”

最终涉及人的现代性问题。美国社会学家英克

尔斯（Inkeles Alex）曾下过断语：“如果没有

人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与行为特征方面从传

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人们是难以适应现代化

的变化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 [56] 在此，

借用周宪关于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的二分法，

本文也将现代性分为“物的现代化”与“人的

现代性”两个方面。在我国乡村振兴大业中，

物的现代化相对更容易实现，而在我们在解决

了物的现代化之后，如果乡民的主体性意识没

有觉醒，乡村的理性化和契约化的现代观念没

有形成，也即没有解决人的现代性问题，媒介

很难成为现代化的载体，更无法填补由现代化

进程带来的观念与文化裂隙。

最后，在实践层面，本文虽未实现新媒介

赋权乡村振兴的行动研究目标（想要取得计日

程功的赋权效果，也是很不切实际的），但也

指出了现实困境之所在。中国大多数乡村仍然

处于“外生型”现代化发展状态。以直播电商

研究为例，在 D 乡无论是铺设与直播电商相关

的软硬件设备，还是教授直播电商知识和技能，

皆非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使然，而是

国家主导地区发展的硬性结果。所以，当政府、

各种社会力量以乡村振兴为名对那些传统乡村

地区实施帮扶行动之时，包括一些具体政策、

资金或项目帮扶，一方面要意识到它们仍处于

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中，因此不是所有的商业行

为都会完全遵循现代市场法则；另一方面，也

要充分考虑到这种转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所

存在着的观念与哲学层面的“裂隙”。否则，

即便在乡村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之际，也难以

摆脱“运动式治理”[57] 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在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的征程上也将举步维艰。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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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化环境下，流量作为平台、算法与用户共同作用下的数字表征，已成为一种评价性指标和生产

性要素。本文以把关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对 55 位从业者的深度访谈，考察了流量介入下新闻价值判断

的分化及其生成机制，进而提出分布式把关的概念，即媒体在政治导向、情感动员、阵地抢占的细分目标

下，弹性化地将流量作为新闻价值判断的参考，从而对不同价值要素进行锚定、改造和凸显，建立其把关

秩序。这一把关的复杂样态是媒体对流量逻辑的回应，反映出从业者对数字压力的化解、平台对社会质疑

其公共性缺失的预防、媒体组织面对发展性危机的调适。本文的意义是为流量与新闻生产关系提供情境化

阐释，并从经验和规范层面对把关理论展开讨论。

关键词　 流量；把关；新闻生产；媒体；数字新闻业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张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王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流量作为平台、算法、用户共同作用下的数字表征，已逐步演变为一种

评价性指标和生产性要素，成为当前新闻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

体系统性变革”。这为新时代加快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指明了大方向。媒体需

要通过改革实现内容大流量与高质量的统一 [1]，通过对流量的合理使用促使

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得以提升 [2]。作为响应，新闻从

业者需要在媒体发展、专业标准、算法平台、用户需求构成的复杂生态中展

开与流量的关系工作。

流量数据已经成为新闻业无法回避的“打交道”对象。国内外多数研究

从新闻生产的角度考察流量之于新闻业的影响。新闻生产被视为新闻业的“黑

箱”，是新闻业运行的核心环节，其关键在于新闻价值判断与新闻选择 [3]。

此前研究呈现出新闻生产被流量颠覆 [4] 或流量被专业化新闻生产收编 [5] 两种

结论。事实上，流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并非处于两个极端之中，其中的复杂

性需要研究者对其情境化地解读。

分布式把关：流量时代新闻判断的要素分化
与价值协商 1)

张雪 王斌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智能时代新闻学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研究”
（24&ZD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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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新闻生产研究中兼具理论色彩与实

践意义的把关理论为分析视角，对流量影响下新

闻把关的样态进行显微透视，从而将其差异性特

征典型化，并阐释其把关过程。本文的意义是，

通过对经验材料的语境化阐释，发掘流量影响

新闻生产的因素，为优化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提供事实层面的依据；重回把关理论的原点，

丰富流量影响新闻建构过程中的后台知识，推

动新闻把关从描述性较强的实证性概念升维至

规范性概念 [6]。

二、文献综述

（一）流量指标影响下的新闻生产

在互联网行业中，流量指的是一段时间内接

入特定网站的访问量，包含用户总量、用户行为

等多种指标。这一概念传播到新闻业后，通常被

简化理解为新闻报道的点击量或阅读量 [7]。当前，

流量已深深嵌入新闻机构的日常生产实践中，并

成为一种全球性新闻创新现象 [8]，但其具体影响

不可一概而论。

在主流媒体中，流量并未实质性地改变既

有的新闻生产标准，反而发展成为媒体做强做大

主流舆论的工具。有学者通过研究党媒的新闻客

户端发现，媒体编织了一张安全网以应对流量竞

赛，其保留了长期以来的组织运作模式与专业价

值取向，避免核心业务受到流量所代表的商品化

逻辑的侵蚀 [9]。同样是针对某党报旗下新闻客户

端的研究发现，该媒体的制度设计和有限的数据

开放权限体现出其不完全支持量化数据主导的新

闻生产 [10]。这些结论并不意味着主流媒体不重

视流量，这恰恰是其平衡策略。从业者基于专业

理念并结合流量特点，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通过

改造新闻常规、改变叙事模式等方式来提升反映

主流价值和主流影响的新闻内容的可见性 [11]。

在商业性平台中，流量对新闻生产的驱动作

用相对更为强烈。虽然互联网商业媒体从业者在

话语上强调自己与流量划清了界限，但是具体的

案例却反映出他们仍然根据流量高低判断什么新

闻值得做，流量在实质上控制着他们对新闻的选

择 [12]。这一特征在西方市场化的媒体环境中更

为典型，因为高流量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收入，流

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些媒体生存的命脉 [13]。

总之，流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是情境化的，

媒体差异性便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我国媒体的双

重属性决定了他们在面对流量“诱惑”时，要避

免数据导向所造成的新闻去专业化与新闻权威的

消解，更要在保持专业定力的同时合理利用流量

以提升新闻的传播效果。

（二）作为研究视角的新闻把关

把关理论可以作为分析流量如何影响新闻

生产的工具。把关指的是媒体对信息的筛选和判

断，即在新闻与公众“见面”之前遵循一定程序

并在多种力量作用下所作出的新闻决策 [14]。该

理论是扎根于新闻生产现实土壤的经验型理论，

它与新闻的正式结缘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怀特

的新闻把关人（gatekeeper）研究，后续随着研

究的推进，名词性质的把关人逐渐被理论化为动

词性质的把关（gatekeep）。流量影响下的新闻

生产归根结底是把关问题。媒体内部是充满斗争

的复杂场域，当设定的情境、分析单元、分析维

度不同时，把关实践自然是差异化的 [15]。

当前，学者们指出媒体把关权力转移并总结

出各类新把关模式。一方面，新闻机构不断出让

新闻生产的掌控权，把关能力趋于弱化乃至被消

解 [16]。学者们也因此认为把关已经转变为守门 [17]、

协作式布展 [18]、策展 [19]，甚至是开门 [20]。另一

方面，随着把关成为新闻行业内的共享过程，用

户、算法、平台等分散了把关的集中权，导致把

关权力向新闻接收端后移，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新

把关模型。如，用户通过在平台中的点击、分享、

评论等方式成为二级把关人 [21]，催生了参与式

把关 [22]、对话式把关 [23] 等；平台凭借其技术优

势衍生出算法把关 [24]，并且随着平台汇集了越

来越多的媒体内容、用户及其行为数据，它逐步

发展为新闻业的超级把关人 [25]。

以上结论虽有不同，但是在根本上具有共同

的指向，即“关”与“把”的二重指向——“关”

的设置标准决定了什么是新闻，“把”的具体过

程决定了谁在界定新闻。由此可见，把关就是一

种系统化的新闻价值判断，具体可以分为新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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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价值衡量标准（即“关”）和新闻价值的

判断调适过程（即“把”）。现有研究表明，

影响新闻把关的行动者已经从媒体内部扩展到

全社会，而这种影响最终仍落实或体现在媒体

内部从事新闻生产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规划等层

面上。例如，从业者根据传统媒体时代所提出

的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趣味性，

以及数字环境下研究者提出的可分享性 [26]、喜

悦 [27] 等新要素进行新闻决策。上述变化通常由

多元行动者共同推动，这意味着新闻把关的不

确定性在持续提升，因而需要被仔细审视并有

所规范。媒体有责任通过价值判断与新闻选择，

筛选出具有公共性和重要性的议题，帮助公众

更好地理解和感知现实世界，而这也正是新闻

把关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发挥社会过滤作用的

核心所在 [28]。可以说，把关角色是媒体众多角

色中至关重要的元角色（meta-role） [29]。

媒体把关是组织性和社会性的产物，流量

的介入进一步提升了其复杂性。本文在把关理

论的视角下考察专业媒体的实践过程，目的并

非重复验证其把关权弱化或转移的结论，而是

希望通过持续向内检视，展现更多流量作用下

新闻把关的情境性，进而反思新闻机构在全媒

体传播时代进一步提升其把关能力的可能路径。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流量影响下的新闻把关呈

现出何种特征？从把关标准来看，编辑部对新

闻价值的不同理解方式是否会影响其对流量的

接受程度？从把关过程来看，新闻把关表现出

的新特征是由哪些因素所驱动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访谈对象是我国

专业媒体中的记者和新媒体编辑。他们区别于

其他新闻业行动主体的关键特征是具有官方认

可的新闻采编资质，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一手信

源，是原创新闻的主要生产者。在访谈之前，

我们根据论文主题设计了访谈提纲，具体涉及

受访者日常工作的内容、流程、新闻选题的来

源以及他们对流量的理解、态度和使用行为。

在选择受访对象时，使用了“滚雪球”抽样的

方法，尽量兼顾便利性原则和最大差异化原则，

确保受访者来自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媒体，

在工作时长、岗位、职级上具有多样性。

本研究的访谈工作贯穿 2020 年至 2023 年，

分为三个阶段。共有 55 位新闻从业者参与了该

研究，他们被编号为 N1 至 N55。55 位受访者在

接受访谈时均为在职人员，他们供职于北京、

上海、广州、成都、杭州、南京等地的媒体。

表 1 第一阶段访谈受访者信息表
（2020.1—2020.4）

编号 媒体类别 岗位 编号 媒体类别 岗位

N1 中央级媒体
记者 / 新
媒体编辑

N11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2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编
辑 / 记者

N12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编
辑 / 记者

N3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编
辑 / 记者

N13 省市级媒体
新媒体编
辑 / 记者

N4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

编辑
N14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5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15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6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16 省市级媒体
新媒体编

辑

N7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17 省市级媒体 记者

N8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18 都市化媒体
记者 / 新
媒体编辑

N9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19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10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

编辑

表 2 第二阶段访谈受访者信息表
（2022.5—2022.11）

编号 媒体类别 岗位 编号 媒体类别 岗位

N2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编
辑 / 记者

N24 省市级媒体 记者

N3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编
辑 / 记者

N25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7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26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9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27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11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28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15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29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16 省市级媒体
新媒体

编辑
N30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20 中央级媒体
记者 / 新
媒体编辑

N31 省市级媒体 记者

N21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32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

编辑

N22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33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

编辑

N23 省市级媒体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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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55 位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时长在 1—25 年之间。

其 中， 男 性 22 人、 女 性 33 人， 中 央 级 媒 体 从

业者 25 人、省市级媒体从业者 16 人、都市化

媒体从业者 14 人，媒体中高层领导 6 人。在访

谈形式方面，文字访谈 2 人，线下面对面访谈 4

人，其余访谈均通过电话或微信语音通话完成。

所有访谈在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录音，平均每人

访谈时长约 70 分钟，最终整理出逐字稿 73 万

余字。鉴于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国家相关政

策文件的出台，N20、N31、N33、N36、N52 于

2025 年 1 月接受了文字或 20—45 分钟不等的电

话回访。

四、有的放矢：弹性化流量策略与新闻价值的要

素分化

数字环境下，媒体对其所需的流量类型以

及通过流量实现何种目的进行分类，进而将其

与新闻价值判断对应嵌合，衍生出了分布式的

把关模式。从把关标准层面来看，这一分布式

特征体现为媒体内部新闻价值要素的分化；从

把关的具体过程来看，这一分布式特征体现为

多元主体新闻判断的价值协商。

把 关 本 质 上 遵 循 一 套 标 准 化 的 新 闻 价 值

观 [30]，而流量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动力，也是阻

力——在不同的细分目标下，媒体允许流量介入

把关的程度存在差异，流量与传统新闻价值的

融合程度也因此有所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

了信息能否通过“关卡”成为新闻。细分目标

主要体现在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新闻价值要素中，

这些分化了的价值要素映照着把关内部的动态

性与多样性。然而，以往研究侧重于归纳出一

个 个 孤 立 的 新 闻价值要素（既包括传统的“五

要素”，也包括“可分享性”等新要素），却

忽略了这些价值要素反映出的把关秩序。因此，

本研究从把关标准入手阐释新闻价值要素的分

化逻辑，总结出了政治导向、情感动员、阵地

抢占三种典型媒体细分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新闻生产过程中弹性化流量策略的成因。

（一）政治导向

政治导向目标统摄着“政治性”“公共性”“导

向性”等价值要素。我国媒体是党的耳目喉舌，

在议程设置方面具有舆论引导与主流价值引领

的使命。媒体作为新闻生态中的关键节点与核心

行动者，在把关过程中对政治性、公共性等新闻

价值要素的锚定并未因流量外力的介入而动摇。

媒体以其严格把关的内容定力践行其职责与职

能，流量并不会“后入为主”地逆转新闻价值

判断的过程，也不会影响新闻选择的核心逻辑。

第 一， 对 于 肩 负 着 政 治 职 能 的 主 流 媒 体

而言，新闻把关首先需要突出选题的政治性。

N11、N22、N33 等多位受访者均着重强调了这

一原则。“新闻价值最重要的是政治性了，我

表 3 第三阶段访谈受访者信息表
（2023.9—2023.12）

编号 媒体类别 岗位 编号 媒体类别 岗位

N6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44 省市级媒体 记者

N20 中央级媒体 新媒体编辑 N45 省市级媒体 记者

N34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46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35 省市级媒体
记者 / 新媒

体编辑
N47 省市级媒体

记者 /
新媒体

编辑

N36 省市级媒体 新媒体编辑 N48 省市级媒体 记者

N37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49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38 省市级媒体 新媒体编辑 N50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39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51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40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52 省市级媒体
新媒体

编辑

N41 中央级媒体
记者 / 新媒

体编辑
N53 中央级媒体 记者

N42 都市化媒体 记者 N54 省市级媒体 记者

N43 省市级媒体 记者 N55 省市级媒体
新媒体

编辑

图 1 分布式把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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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媒体姓党。”（N33）“首先最重要的是讲

政治，毕竟是党报。”（N11）更进一步，何为

政治性？政治性又如何落实在新闻把关中？这

体现在新闻从业者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保持对时政

新闻的高度关注和及时反应。N33 在访谈中特地

强调了新华社所提出的新闻工作要确保始终做

到“三个一分钟”，即“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

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一分钟都不离开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 [31]。

这不仅是新华社开展工作的刚性原则，而且为

其他媒体指引着工作方向。我国的新闻从业者

坚持党媒姓党的原则，其工作成果要契合媒体

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而在这一宏观愿景下，

具有政治意义的新闻报道的价值无法用流量高

低来衡量和外化。

我们有时候回头看很多历史上的名篇，它

一定不是总上微博热搜的那些内容。（N34）

侧记中的每一个字，50 年或者 100 年之后就是

重要的史料，谁还会在意它当下的传播力呢？

它注定不只是一个新闻作品。（N7）

第二，新闻把关需要凸显选题的公共性。

公共性历来是新闻业的实践准则和价值目标，

也是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基石 [32]。在我国的语

境下，需要在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关系、党性与

人民性相统一下理解新闻事业的公共性 [33]。我

国新闻从业者理应发挥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

的桥梁纽带作用 [34]，他们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

践行这一原则。落实到新闻选择与价值判断环

节，从业者尝试将公共性融合于政治性之中，

寻找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与公共利益、公众

关切的结合点。典型的选题方式便是从重要事

件、重要会议、重要政策文件出发，以公众熟

悉的语言表达和语态，解释清楚其和公众日常

生活的关联。尤其在当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

背景下，新闻从业者也尝试通过走访调研的方

式增强新闻报道的厚重感和现实感。

我们的工作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是讲清

楚我们国家的运作，比如国家出台了一个新政

策，我们要讲清楚为什么要执行这个政策，它

要如何落地。（N49）

政府就是在为老百姓做事情，但他们的语

言比较书面、官方，有时候也不会拎新闻点，

我 们 要 做 的 就 是 把 一 些 比 较 关 键 的 东 西 拎 出

来，把亮点的东西拿出来再进一步探讨，给出

一些建设性的增量内容。（N23）

此类新闻选题一经报道，往往能够获得良

好的流量数据，成为高质量内容与高流量相结

合的典范。新闻从业者对此类选题的选择，并

非本末倒置地出于追随流量的目的。他们始终

坚信并坚持内容为王的原则，确保新闻报道在

吸引用户的同时能够传递富有价值的信息。

第三，导向性主要体现为对“不良导向”

内容的规避与排斥。在政治目标的指引下，新闻

从业者面对流量的诱惑，不仅对让哪些选题“通

关”达成了共识，同时也默契地共享了一份选

题“黑名单”。一是要避免“低级红”的选题。

正如 N2 所讲的例子，宣扬爱国的新闻选题固然

有价值，但如果新闻报道使爱国主义滑向了民

粹主义，“可能很有流量，但是可能出问题”。

二是新闻从业者充分掌握公众的“吃瓜”心态，

深知那些负面性的、噱头性的事件能够带来更

多的流量 [35]，但是他们深知，对此类选题的过

度关注不符合专业媒体的职业操守。

我们都知道最有流量的肯定是那些撕裂性

的话题，比如男女对立、社会不平等、仇官、

仇富，但是它和媒体调性不相符，我们本身要

保持主流媒体的格调、调性、品牌形象。（N2）

多位受访者还提及我国媒体的事业单位属

性，强调媒体以社会服务为目的，这一定位指

导着他们的把关实践，也使他们坚持通过新闻

选择抵抗流量影响下新闻过度商品化以及黄色

新闻泛滥的趋势。

总之，流量在新闻把关中的作用空间存在

明确的边界，新闻从业者将具有政治性、公共性

和导向性的选题严格置于流量影响的范围之外。

在此类议题的把关实践中，新闻从业者展现了

坚定的政治立场，推动相关内容发挥“定盘星”

和“引航员”的作用，从而有效引导公众舆论，

在网络生态中“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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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动员

新闻不仅是事实呈现的载体，更是社会中

情感沟通与共识凝聚的中介。在新闻把关的过程

中，从业者结合平台社会语境下情感公众的特

点，将媒体目标与议题流量表现相对应，进而将

传统的情感性要素改造为情感积极性，强调新闻

对积极情感的驱动能力及其衍生出的社会动员和

社会整合功能。这种以积极情感为导向的新闻把

关策略，是媒体对平台流量逻辑的适应，也是其

在复杂信息环境中为了践行媒体职责而开辟的新

路径。

就情感积极性的确立过程而言，它是媒体

专业导向下的把关实践与公众内容偏好偶然相

遇后碰撞出的火花。正如 N51 介绍：“有时就

是很意外的，我提到那种暖心的好人好事就很意

外，做这些稿子没有想到有那么多浏览量。”随

着相关选题因流量的意外之喜而在把关实践中稳

固化，新的消息源常规也由此出现。在经验总结

与推广的思路下，一些媒体针对性地开发选题资

源，这体现在两条路径上：一是媒体与消防、公

安、交通、医院等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合法  

获得摄像头、监控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拍

摄的视频。这些部门出于宣传需要，也会主动向

媒体提供选题建议与视频资料，新媒体编辑只需

对其剪辑包装，便是一条有高流量潜质的新闻。

二是关注各类表彰大会，深度挖掘个人故事，如

N41 便会针对性地采写制作有关最美医生、最美

教师等人物的特写。

就情感积极性的把关实践而言，新闻从业者

常常给予两类选题更高的优先通关权。一是他们

倾向于挑选凸显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品质的新闻

故 事。 例 如，N44 与 N51 都 提 到 了 路 人 在 大 桥

上看到有人轻生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奋力

营救的故事。这类新闻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后，迅

速引发了广泛关注，“阅读量好像有几亿”（N51），

充分展现了公众对善行义举的高度认同与情感共

鸣。类似地，N55 分享了参与制作的有关一位交

警自掏腰包为高速路上步行跨省回家的路人购买

车票的短视频新闻。该新闻一经播发，便获得了

平台的流量助推，后期还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

认可和推荐。第二，新闻从业者也倾向于挑选凸

显爱岗敬业、牺牲奉献精神的新闻选题。诸如丽

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张桂梅、朝阳医院眼科医生

陶勇等人物的故事成为各级媒体争相报道的典型

事迹。

就情感积极性的社会效果而言，它能够使

新闻报道在传播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维度上实

现共赢。这一把关调适策略不仅为媒体增加了新

的流量增长点，而且推动了媒体在网络舆论场中

有效发挥价值观引领的作用。媒体通过将积极情

感融入新闻生产与传播，将此类故事与我国倡导

的主流价值观相勾连，促使公众在交往中凝聚起

对社会的高度认同 [36]，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媒

体的社会责任与公共使命。

正能量的新闻能促成人跟人之间的理解和

沟通，让大家相信有正义的东西存在。我的特

性是能从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东西，或者说能发

现很多美好的细节，把暖新闻讲的让人相信，

不是那种编的、特别宣传的那种，这是我的一

个能力，我能够让大家相信世界上还是有好的

人，即使我们生活很困难，但还是有人在做出

那么善意的事情，那么让人感动的事情，这个

很重要。（N40）正能量类的选题容易出彩，

转发量容易上去，国家也往这方面引导，这是

对舆论场的争夺。（N12）

需要补充的是，在新闻把关中对反映积极情

感的选题的偏爱同样伴随着从业者对当下新闻传

播环境的反思。在当前内容生产主体多元、信息

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流量及其背后的算法与平台

放大了人们的情感化互动。受访者们反映，一味

地报道负面内容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年

轻人的无能为力和迷茫感、恐慌感，导致社会戾

气加重、社会发展动力不足，其本身对社会的建

设性意义较弱。在一些社会性和争议性议题上，

人们在偶然、随机的场景中相遇，在站队、争吵

后解散，思想观点趋于对立、分化乃至极化，不

同主体间既难以达成意见的共识，更无法结成稳

固的共同体 [37]。表现积极情感的新闻作为传授

双方都偏爱的新闻类型，自然而然地成了媒体通

过新闻报道促成公众间的对话从而建立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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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抓手。

（三）阵地抢占

阵地抢占是指媒体需要始终在公众面前保

持相当的可见度，以有效维系自身的影响力。在

把关实践中，媒体结合流量特点适度放宽了新闻

把关标准从而在算法驱动的平台生态中争夺品牌

可见度和用户注意力，具体表现为突出选题的异

常性、娱乐性，从而制造热点、回应热点。

一方面，在阵地抢占的目标下，从业者在

把关实践中通过总结流量规律从而制造热点。典

型策略之一是关注异常性，满足公众的猎奇心

理。在选题来源方面，中国裁判文书网、12309

中国检察网是都市化媒体记者时常光顾的网站，

寻找与挖掘其中的“奇葩”事件是他们的日常工

作。“这种东西很简便，不需要我们费很大的力

气去采访，这个东西又一定会吸引人的眼球，是

一个流量的来源。”（N37）受访者 N44 的亲身

经历更生动地体现了用户对“离谱”事件的偏爱。

他在小红书上发现，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出地铁

站时，被告知自己欠款 600 多万，便立即采访相

关单位发布了一条短新闻，而这样一条简单的内

容却收获了极高的流量。该事件发生于广州，其

爆出后也立刻引发了非本地媒体的兴趣，上游新

闻、界面新闻、北京晚报等都对其进行了二次生

产或直接转载。

典型策略之二是提升娱乐性，满足公众的

“窥私欲”。一些媒体热衷于适度将时政新闻软

化并展现政治人物的生活后台。在国际报道方

面，他们关注国外政客的个人生活，而像特朗普

此类被人们熟知且具有戏剧性的人物便时常出现

在媒体中。在国内报道方面，N38 讲道：“最近

几条流量比较高的视频都是一些村领导开会之后

没有关摄像头的新闻，还有说一些女干部的新

闻。”他承认此类内容有点低俗，但他认为只要

根据中央级媒体的口径报道，做到恪守底线即可。

我们一般都会平衡好这个关系，这种类型

的新闻一般都会根据央媒的口径来统一报，我

们不会去做一些过格的评论或者是一些过格的

转载……我们当然也渴求流量，也有流量冲动，

但是我们不会违背基本的原则，或者说特别标

题党，做特别浮夸的事情。（N38）

另一方面，在阵地抢占的目标下，新闻从

业者在把关实践中参考流量数据从而回应热点。

典型的体现是记者编辑根据流量和热度确定选

题，进行跟进式报道。在具体实践中，新闻从业

者紧盯各个平台的热榜，选择普遍牵动社会神经

的事件，在报道正文中简单陈述事实，再添加政

府部门的回应。其中，N16、N36、N37 等都提

及与孩子相关的新闻往往更被公众关注，他们在

找选题时也对其更青睐。

我们现在在跟上海女童失踪，还有一个是

四川女童被咬，就是大家都在关心的热点事件。

其实无论出什么稿子，它的流量都会很高，尤

其是在这种事件当中，有超出通报的任何一点

点新的点，它的流量都会很爆。（N37）

总之，在阵地抢占的目标下，一些看似“鸡

毛蒜皮的小事”（N41）具有了通过新闻关卡的

可能性。在传统新闻价值判断中，此类选题既不

具备重要性，也无法体现舆论引导的价值，然而

在当下众声喧哗的环境下，对此类高流量议题的

生产却成为日常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之所以如

此，一是外部环境使然。在人人都能上热搜的平

台语境中，媒体不得不与海量的内容生产主体争

夺公众有限的注意力。而流量数据作为用户需求

和平台偏好的集中体现 [38]，成为媒体可学习、

可研究、可进行逆向工程的重要资料。为了被

公众看见、被平台推流，媒体划分出了一定的

可协商空间，通过适当引入新闻商品化的思路，

来扩大媒体账号的流量池，实现对市场的进一

步开拓和全面占有。二是新闻本就具有娱乐属

性。它需要满足公众的休闲需要，充当人们茶

余饭后的谈资。正如 N24 所强调的 , 新闻本就具

有娱乐属性。“就像很多人爱看热闹一样，我

觉得是满足大家看热闹的心情，它生产出来以

后也能够给我们自己的内容带来影响力。”（N41）

三是媒体的形象应是立体化的。正如 N33 所言，

媒体内容的池子是很大的，要允许有多样性的

存在。而不同的把关标准对应了不同类型的内

容，这能够帮助媒体同时建立既严肃又亲民、

既端庄又活泼的形象。

新闻学研究



34

五、群策效验：多元化把关主体与新闻判断的价

值协商

分布式新闻把关模式不仅在价值要素层面

有别于传统的集中式新闻把关模式，更为重要的

是，分布模式依靠多元行动者来充当新闻判断的

主体。虽然新闻把关的执行仍然主要发生在媒体

内部，并高度依赖新闻从业者的行动，但把关标

准的生成、落实与推进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从

媒体内部来看，从业者在新闻生产中使用的价值

要素往往与个体意志相抵牾；从媒体外部来看，

媒体与数字平台之间的互动向把关过程提出了一

系列新要求；从媒体内外之间的关系来看，媒体

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平均物”，媒体组织是一

种独立的、特殊的调停型行动者，它促使新闻业

的专业性要求、媒体外部的创新性理念以及新闻

从业者的个性化体验在把关过程中得到平衡。由

此可见，分布式把关就是新闻从业者、数字平台

以及媒体组织（主要指管理者）之间的价值协商，

而媒体的弹性化流量策略正是在这种多元行动者

之间的共谋与博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在以往的

研究中，学者们更重视行动者的分化，即多元行

动者对新闻实践造成的差异化影响；相较而言，

“价值协商”讨论的是行动者之间的“无意识合

作”，即多元行动者的差异化新闻判断行动何以

在实践中趋于统一。

（一）媒体从业者化解组织性压力

媒体从业者的工作日常就是以自身的专业

素养来应对媒体组织提出的诸多要求。然而，处

在不同专业区位、具有不同专业能力和专业追求

的新闻从业者面对着不同的工作场景，形成了对

流量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把关逻辑与价值判断标

准。

第一，专业区位是指不同从业者处在新闻

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这种工作角色的差异影

响着从业者的新闻判断。不论个人是否有编制，

新媒体编辑比记者更容易感知流量波动、承受流

量压力，因此在新闻把关中对其参考更为频繁。

N38 跳槽后，由原来的文字记者转变为身兼记者

与新媒体编辑双重职责，他直言：“做新媒体编

辑跟做记者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做记者可

能对流量的要求没那么高，但是做新媒体编辑的

话，这种压力，特别是领导传给你的压力，还是

比较大的，而且也特别忙。”新媒体编辑将其作

品发布在各类平台上，单条的新闻作品均需要接

受流量与部门领导的实时检验。在记者群体中，

他们更关心的是完成多少稿件、多少报道获评好

稿，而由于流量在好稿评选过程中的作用有限，

因此他们对流量需求便没那么强烈，新闻把关也

就并未因数字压力而“变形”。同时，他们深感

稿子的流量高低和跑什么“条线”密切相关，

他们有时候并没有在选题上腾挪的空间。根据

N31、N39 的讲述，一些时政口的新闻即使流量

不高却是必须发的，教育口的新闻是常年不愁流

量的，而诸如民生口、文化口、交通口的新闻流

量则不那么乐观且时高时低。

第二，专业特长影响着从业者在新闻判断

过程中对流量的接受程度。诚然，媒体向平台媒

体迁移的过程中，要掌握平台逻辑并适应平台特

有的叙述方式和用户习惯 [39]。但是从业者专业

特长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对平台的重视程度和对不

同工作权重的分配，进而体现在把关环节允许流

量的介入程度上。如 N16 与 N20 作为全媒体记者，

他们的日常工作既涉及时政新闻的文字报道，也

包含制作新媒体产品。相较之下，他们更擅长文

字报道，并且写“大稿”的能力获得了领导的认

可。这种专业能力在年轻记者中较为稀缺，因而

他们自然承担了更多此类工作。此类“大稿”的

选题一般涉及国家重要事件，留给从业者根据流

量特征进行价值判断的空间有限。当从业者长时

间处于这类工作模式下，他们对流量的轻视态度

被进一步强化。

第三，专业追求也影响新闻判断过程中对

流量数据的参考和使用。流量相当于一种精神激

励，它使从业者沉浸在流量快感中，同时也鞭策

着他们在流量的快车道上持续努力，这便反映在

了他们对选题流量表现的琢磨中。之所以如此，

源自从业者对自己工作成效的前后对比，因而也

发展成一场自我之间的比拼和较量。如 N41 分

享道：“我发完第一期节目之后，领导就会跟我

说，你这个成绩挺好，这就导致我发第二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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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一直在想着我要怎么才能够让更多的人

给这个内容点赞，让数据好看一点。”在这一

层面，从业者对提升流量数据的渴望，本质上

源于他们对获得外界肯定与认可的追求。相对

而言，这一现象在年轻的新闻从业者中更为典

型，他们对流量数据更为敏感，更愿意根据流

量表现调整价值判断与新闻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新闻从业者都将

追求高流量视为获得行业认可的方式。对从业

者而言，将目前从事的内容定位为事业，抑或

是工作，在根本上影响他们对流量的态度和在

把关实践中对流量的参考程度。在受访者眼中，

事业是崇高的，是从历史发展与社会的角度定

位其工作，他们不应困于一时的利益得失，更

不应让流量干预新闻选择。如 N34 所言：“如

果困于转、评、赞的考核体系的话，其实就只

是挣工分的新闻民工，但我觉得我们的理想应

该是更大一点，要当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 时

代风云的记录者 ,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 公平正义

的守望者，这个舞台可以很大的，我觉得要有

这种情怀。”

（二）数字平台预防公共性质疑

当面向平台的新闻工作成为常态，流量便

成为新闻把关时不可忽视的因素。自平台进入新

闻业以来，媒体与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关系工作

从未停止，并且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

数字平台不能只向用户提供娱乐内容，与媒体

合作、供给新闻内容是平台彰显自身对公共利

益的关怀、预防相关质疑的重要方式；另一方

面，媒体依靠平台接触和维系用户，例如新媒

体编辑在日常工作中要深入了解平台的“投流”

规则，主动建立与平台运营部门的良好关系。

第一，平台方尝试直接介入媒体把关过程，

从而使媒体提供的内容更符合平台调性。对平

台而言，媒体生产的具有专业价值的内容并不

一定符合它们对于分发价值的判定 [40]。平台方

为了使媒体内容与自身偏好趋于一致，安排了

运营人员承担“联络员”的工作 [41]。一方面，

运营人员需要定期分析一段时间内的流量特点，

给媒体分享“将火未火”并有潜力成为“爆款”

的选题。这正是 N3 所说：“腾讯的工作人员会

就今日或者本周可能的高热点选题给我们做一

个列表。”另一方面，在日常的需求沟通外，平

台在“稿荒”的时候也向媒体“求救”，向媒体“征

稿”。与 N41 对接的平台运营人员经常表达：

“老师，如果你有关于 *（某话题）的内容，请

尽情地甩给我。”当然，媒体面对平台的“点题”

并不会“照单全收”，其仍然会根据组织目标

有所取舍，并且当媒体认为自己生产出高质量、

有“爆款”潜质的内容，也会主动向平台推荐，

请平台“关照”。

第二，平台难以完全打开的流量黑箱吸引

新闻从业者主动探索其规律，这推动了算法判

断逻辑向新闻场域的扩张。在新闻判断过程中，

从业者通过不断试验来验证自己的猜想，进而

将经验稳固化。例如针对已决定操作的选题，

从业者便会尝试采用“小技巧”提升流量，而

找准发稿时机便是受访者不约而同的策略。在

过往的经验中，媒体“抢首发”是因为新闻发

布的速度越快，则点击量可能越高。对此，越

来越多的人表示质疑并举出反例。

大家都在彼此借风借力……就像玩游戏出

牌，你手上有多少张比较有潜质的牌，这个牌

在什么时候出，它可能会决定这篇稿子最后的

上限到什么样的程度……**（省）之外的全国

性热点事件，我们发得太早可能流量不会特别

高。（N36）

第三，媒体对流量的重视程度和允许流量

介入把关实践的程度，均与平台给媒体的流量分

配权重呈负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大众媒体时

代所形成的媒体可见性的层级结构在平台流量

的影响下进一步强化。在中央级媒体中，N1、

N33 等人在寻找与确定每日选题时，很少参考

平台提供的选题建议，也并不会倒置地优先考

虑流量偏好，因为他们知道“粉丝基数在那里，

流量肯定不差（N1）”，并且即使他们不主动

与平台“打交道”，其内容仍然能够获得平台

的流量助推或弹窗。可见，在流量的影响下，

具有相对稳固价值观的中央级媒体具有一定抵

御外部力量过度介入的资本与能力 [42]，并且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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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维持着较强的选题自主权。在地方媒体中，

N37、N42 等人的讲述体现出，因其获得的平台

流量的青睐有限，而他们又迫于提升传播力影

响力的需要，便在新闻把关中释放了更多空间

与权力，期望通过在选题上与平台偏好的契合

来换得更高的流量数据。

（三）媒体组织缓和发展性危机

数字技术的冲击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新闻

业的生存危机，媒体组织尝试制定精细化的管理

措施来主动变革，从而缓解外部挑战带来的发展

压力。其中，绩效制度发挥着关键作用，即媒

体通过对外部宏观环境的感知，制定出合理的、

具体的、可执行的考评方案，以此调动从业者

在日常工作中的积极性。一直以来，媒体都在

探索基于流量和效果的评价体系变革，将流量

数据纳入了传统的工分制度，并以此作为从业

者把关实践与新闻选择的“指挥棒”。整体上，

当前质效并重的考核体系为专业化新闻价值判

断创造了一个免被流量商业逻辑直接冲击侵蚀

的缓冲区域。

第一，在记者群体中，无论其考核体系是

基本工资 + 绩效收入模式，还是年薪制模式，

他们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因流量而变的空间较为

有 限。 综 合 N20、N37、N39、N40、N44 等 多

位记者的讲述，绩效工资是他们月薪的“大头”，

它根据记者每月发稿数量和质量高低浮动，具

体视每月稿分而定。积分的过程是，每篇稿件

会获得一个部门领导所给出的质量分，还会根

据其在自家新闻客户端内的流量数据获得一个

效果分，两个分数以一定比例（如受访者提及

的 6:4）计算相加，月末再计算所有稿件的总分。

在年薪制收入分配模式下，合同明确地设定了

每月需要完成的工分，即使每篇新闻报道同样

需要接受以上打分过程，但是评价体系也给出

了多元的“挣工分”方案。在两种考核方式下，

流量仅是影响个人收入的一个变量，对把关调

适的倒逼作用比较有限。但需要承认的是，在

部分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较高却经营压力较

大的媒体那里，它们提高了每篇稿件传播效果

分数的权重，这使其中的记者相对倾向于在判

断选题价值时，优先审视其流量潜力。

传统媒体向全媒体传播体系转型以来，文

字记者同样被鼓励生产融媒体产品。一些媒体对

此的激励机制尚不明确，这虽然巧妙地避免了

记者在选题上对流量偏好的过分迎合，但其负

面影响更为显著。访谈发现，虽然部门领导鼓

励记者在跑现场的时候“顺便”（N11、N24）

拍点视频，做一些新媒体产品，但他们对此普

遍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一是在他们的考核

体系中，对此类新媒体作品的数量及流量的要

求与奖励是模糊的，口头表扬无法为从业者带

来切实的收益；二是在受访者眼中，他们有多

种挣工分的渠道，新媒体产品的“投入产出比”

较低（N11），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上手”。

第二，与记者相比，对新媒体编辑的考核

体系使他们对流量变动更敏感，也使流量对把

关 实 践 的 影 响 更 显 著。 综 合 N2、N36、N38、

N52、N55 等多位受访者的讲述，媒体对他们的

考核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数字。首先，媒体设

置了每天需完成的最低发布条数，如一个月发

布至少 200 条微博，在工作日时间内每隔半小

时发一条微博，一天至少发布 15 条微信，每天

至少发布 20 条短视频新闻等。其次，设置每个

作品的最低阅读量要求，如微信头条文章阅读

量不低于 10 万 +，单篇微信推送阅读量不低于

1000，一个月要有 10 条微博阅读量破亿等，具

体数字因媒体级别和媒体已有基础而异。接着，

部门领导根据新媒体编辑发布推送的数量、“爆

款”和流量不达标作品的数量综合打分，确定

个人当月绩效收入，并对现象级作品进行额外

奖励。每篇稿件有底线但无上限的流量要求，

迫使新媒体编辑不仅在新闻选择环节，而且在

其他各个生产环节中，都要为流量焦虑。

作为直面流量挑战的最前沿，新媒体编辑

本应格外警惕流量导致的把关异化，但令人担

忧的是，一些媒体的考核体系却可能引发把关

权的转移，进一步加剧新闻把关偏移正轨。根

据受访者反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

新媒体部门的中层领导给新媒体编辑在流量考

核方面“上压力”的现象“抬头”。一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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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了领导打分确定绩效收入的环节，改为仅根

据一个月内所生产的 10 万 + 和上热搜的条数发

放奖金，而这直接导致了新媒体编辑在新闻把关

中对更多高流量议题的放行，以及新闻价值判断

中对异常、娱乐、情感等要素的过度重视。

综合个体、平台、组织三个维度，传统的以

传者为中心的新闻价值评判逻辑无法完全支撑数

字时代新闻从业者面临的复杂工作场景。在回应

组织压力、调适行动策略的过程中，基于单一专

业尺度的新闻判断在不断收紧，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新闻 - 流量 - 劳动三重尺度所驱动的、情境化

的综合性把关实践。

六、结论与讨论

新闻把关是关于价值排序与资源分配的平

衡性实践，它与流量之间的作用关系依情境而

变。媒体在不同的细分目标下，弹性地调用流量

数据作为参考，并将其与传统新闻价值判断对应

嵌合，生成了一种分布式把关的模式。在政治导

向目标下，新闻把关锚定了政治性、公共性等价

值要素，媒体在新闻决策中尽可能地排除流量的

影响，从而落实媒体舆论引导与主流意识形态引

领的职能。在情感动员目标下，媒体结合流量特

征突出选题的情感积极性，以此实现社会沟通与

共识凝聚的作用。在阵地抢占目标下，媒体适度

放宽了新闻把关标准，进一步突出选题的异常性

和娱乐性，从而制造热点、回应热点，保持媒体

在平台新闻业中的可见度。

分布式把关模式不仅体现为新闻价值要素

层面的目标细分，更体现为新闻判断行动层面的

价值协商。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从业者追求的是

流量的可知可用，算法平台追求的是流量的可盈

利可再生，而媒体组织追求的是流量的可管可

控。从业者个体在专业区位、专业能力和专业追

求上的差异塑造了他们在流量认知、新闻审美和

把关尺度上的差异，媒体与平台则尝试通过互惠

合作来实现高质量内容与大流量数据之间的相得

益彰。此外，媒体组织在将流量纳入工分制度的

过程中力求兼顾新闻质量与组织效益，从而开辟

出了一个缓冲区域，它一方面调动了组织成员追

求新闻传播效果的积极性，一方面也避免流量彻

底消解专业的新闻价值判断流程。总之，个人、

平台与组织三者的交织作用共同塑造了流量在新

闻把关中的出场逻辑与具体形态，而新闻把关的

策略性调适，本质上是以增强自身影响力为目标

的对外部作用力的积极回应。

需要补充的是，在本文的结论之外，还存在

一些偏离主流的异常情况。一是流量数字目标与

媒体发展目标不匹配而导致了把关失常。诚然，

数据驱动决策机制的引入为精细化管理和创新性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43]，但媒体对日常管

理不能一味追求流量的“对标”与“对表”。访

谈发现，数字目标与现实实践的错位不仅使专业

判断异化、内容“品控”不达标、把关权力转移，

还进一步消解了新闻工作中以“新闻理想”“道

义”等话语为代表的意义体系，激发了新闻人在

劳动过程中的“空心感”与“无意义感”，并在

一定范围内引发了组织内部的矛盾。因此，媒体

应基于自身实际建立科学的流量认知并制定合理

的流量目标，避免陷入数字他律和内卷式竞争。

二是即便把关异化偶有发生，但它只是阶段

性现象，是从业者在媒体对细分目标优先级动态

调整下尚未适应的结果。短期对比来看，在重大

会议和事件前期的特殊时刻，媒体会弱化流量的

影响，目的是创造“安全”的网络环境，而在日

常的新闻把关实践中，媒体则为流量的作用发挥

预留了相对较大的空间 [44]。如若将时间线拉长，

对比之下的差异更加明显，同一受访者在不同年

份接受访谈时，甚至讲出了截然相反的故事。他

们的单个叙事是微观的，但如果连贯地、整体性

地审视，便可以发现他们的讲述正是我国媒体深

度融合的生动注脚，也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不

断完善的见证。

最后，将视角拉回到学者们对把关理论的关

切。把关人彻底消失了吗？把关理论过时了吗？

新闻是公众通往世界的一扇窗 [45]，其价值在当

前信息爆炸的时代格外重要。因此，当讨论对象

是专业媒体时，这一问题不应仅用是或否来简单

回答，更重要且紧迫的是将新闻把关视为一种规

范，探讨如何通过新闻价值判断在信息洪流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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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引导公众认知与舆论走向的议题秩序。总之，

为了实现短期或长期、细分或宏观的目标，媒体

关于流量的把关实践可以直击靶标或战略迂回，

但在根本上应将流量定位成为自身服务的工具。

未来，媒体仍需基于自身属性与网络生态环境

特性，实事求是地制定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个

性化方案，再造既有的把关机制，从而控制并

引导流量，让其向上向善，支撑舆论引导和凝

聚共识等新闻业社会职能的发挥。

本文仅是从整体性层面对流量如何影响新

闻把关的初步探索，这些结论仅是特定阶段的

写照，当我们最后一次回访时，从业者表示供

职单位即将推行新的考核方式，未来应保持对

该议题的持续关注。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比性个

案研究的方式实现从点到面的理论突破；也可

以添加历时性的视角，以微观的流量在把关实

践中的可见度变化为切口，关照宏观层面的媒

体融合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等问题。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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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Gatekeeping: Factors Differentiation and Value Negotiation in News Judgment 

in the Traffic Era

Zhang Xue, Wang Bin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traffic, as a quantitative representation shaped by platforms, algorithms, and 
users, has become both an evaluative metric and a productive el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tekeeping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news value judg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ffic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55 news workers. We hav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distributed gatekeeping, 
wherein media flexibly incorporate traffic as a reference for news value judgment under segmented goals such as 
political orientation, emotional mobilization, and battlefield occupation. This process involves anchoring, modifying, 
and highlighting different news value factors to establish a gatekeeping order. This complex manifestation of 
gatekeeping reflects media’s response to the logic of traffic, practitioners’ mitigation of digital pressures, platforms’ 
prevention of public criticism regarding the loss of publicity, and media organizations’ adaptation to developmental 
cri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lies in providing a contextu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ffic and news production, while also engaging in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discussions on gatekeeping theory.
Keywords:   traffic; gatekeeping; news production; media; digital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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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采用 2（舆情热度：舆情热度高 vs. 舆情热度低）×2（叙事框架：叙事信息框架 vs. 非叙事信

息框架）的组间实验设计，探讨网络舆情事件中不同舆情热度与叙事框架对用户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过程

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相比非叙事信息框架，叙事信息框架更能促进利益相关者感知和信息搜寻意愿；

这一影响在舆情热度高或低的情况下都成立，但在高舆情热度情况下的促进强度要高于低舆情热度情况；

利益相关者感知在舆情热度和叙事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关系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内在政治效

能感调节利益相关者感知和信息搜寻意愿的关系，内在政治效能感低的用户，其利益相关者感知对提高信

息搜寻意愿的作用会显著增强。

关键词　叙事框架；舆情热度；利益相关者感知；内在政治效能感；信息搜寻意愿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曾润喜，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智能传播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智能传播与城市国际推广

实验室副主任，重庆 401331；刘启明，重庆市智能传播与城市国际推广实验室研究助理，重庆 401331

一、引言

信息搜寻意愿是用户信息收集与知识获取过程中主观概率和努力程度的

指标，它作为一种应对策略，是导致个体行为变化的重要因素 [1]。在网络舆

情事件中，网民可能会围绕事件进行相关信息的搜寻。这类信息搜寻是网民

个体尝试了解事件真实性的一种方式，也是网民有序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标

志。当网民在线“吃瓜”时，如果能主动搜寻信息，有助于网民整合关于该

网络舆情事件的碎片化信息，从而使其更理性地参与网络讨论。

一般认为，用户的信息搜寻意愿不仅受到个体认知的影响，还会受到外

界环境的影响 [2]，尤其是受到事件报道的叙事框架的直接影响 [3]，但在不同

情境下，叙事框架的作用却不尽相同 [4][5]。有研究发现，在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中，非叙事信息框架由于其权威性会对用户产生更好的影响 [6]；也有研究

发现，医生针对具有污名化倾向的患者使用叙事信息框架会产生更好的说服

效果 [7]。在网络舆情事件中，采用哪种叙事框架进行报道更能有效促进信息

搜寻意愿有待进一步讨论。

根据日常经验进行推想，越受关注的网络舆情事件自然更容易“上热搜”，

舆情热度与叙事框架对用户信息搜寻意愿的
影响机制 1）

曾润喜  刘启明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23ZDA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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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网络舆情事件与用户相关时，其信息搜寻意

愿也理应更强。然而，网络舆情事件报道的叙

事框架也可能会刺激用户产生事件与自身利益

紧密相关的感知 [8]，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用户产

生不同的信息搜寻意愿。特别是，当用户感知

到不同的舆情热度时，如果运用不同的叙事框

架进行事件的呈现，是否会促使用户对事件的

利益感知发生变化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

必要从利益相关者感知的角度来探究叙事框架

对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有研

究发现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体认知社会信息的

关键因素 [9]，当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具有不同

内在政治效能感的用户，其利益相关者感知与

信息搜寻意愿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

尚未有实证依据。

基于此，本文旨在研究网络舆情事件中不

同舆情热度与叙事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

过程和边界条件。具体而言，研究通过实验法

分析不同的舆情热度（舆情热度高 vs. 舆情热度

低）与网络舆情事件报道的叙事框架（叙事信

息框架 vs. 非叙事信息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的

影响；比较舆情热度不同的情况下，何种类型

的叙事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有着更积极的影响，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感知如何发挥中

介作用，内在政治效能感如何发挥调节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叙事框架的说服功能

叙事框架是一种基于故事的信息格式，将

人与信息的互动聚焦于信息的表现形式之中 [10]，

这种传播策略有利于产生对信息接收者的说服

效果 [11]。叙事框架包括叙事信息框架与非叙事

信息框架 [12]。叙事信息框架是以第一人称视角

讲述故事；非叙事信息框架则是通过援引权威

论点、专业知识或通过三方核查等手段进行信

息表现 [13]。

关于叙事框架对用户行为意愿的影响，已

有研究对叙事信息框架还是非叙事信息框架更

能有效说服用户，尚未形成一致结论 [14]。部分

研究认为叙事信息框架（vs. 非叙事信息框架）

更能有效促进用户的参与意愿，如发现叙事信

息框架在污名化患者沟通 [15]、器官捐献意愿 [16]

等领域有着更好的说服效果；也有研究认为非

叙事信息框架（vs. 叙事信息框架）更能有效促

进用户的参与意愿，如发现非叙事信息框架在

谣言辟谣效果 [17]、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 [18] 等

领域有着更好的说服效果。

从叙事框架的表达视角来看，相比于非叙

事信息框架，叙事信息框架使用第一人称视角

来讲述故事，更能促进用户的内在体验。尤其

是在短视频的报道中，短视频所呈现的场景能

够提升用户具身性 [19]。网络舆情事件借助第一

人称进行观点呈现，激发了个体更高的感性思

维，积极推动自我与社会认同的相互融合 [20]，

可能会增强用户对社会事件的责任感，提高用

户参与网络舆情事件的信息搜寻意愿。综上，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叙事信息框架（vs. 非叙事信息框架）

对信息搜寻意愿有着更好的促进作用。

（二）舆情热度的信息情境

舆情热度是在网络舆情事件形成以后，以

网民为主的网络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事件讨论、

报道以及引导，从而形成舆情的高涨程度 [21]。

舆情热度通常体现为点赞、评论、转发等客观

指标，现有研究对舆情热度的划分一般倾向于

二分法，即分为高舆情热度与低舆情热度 [22]。

舆情热度是影响个体对事件感知和评估的重要

因素。一方面，舆情热度吸引和集聚用户关注。

高舆情热度的事件由于其影响范围大且对公众

的刺激程度大，更有利于吸引用户的关注 [23]，

进而刺激用户对事件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在对事

件关注度高的情况下，用户出于满足自身信息

的需求以及避免产生错失信息的焦虑，可能会

提升信息搜寻意愿 [24]。另一方面，事件的舆情

热度会激发用户的监控动机。在高舆情热度下，

用户的趋同心和好奇心，促使其搜寻事件包含

的信息 [25]。用户出于与社会交往群体保持信息

对称关系或让自己处于信息优势位置 [26] 的目的，

也会自我驱动进行信息搜寻，以此来获得社会

认可和信息知情 [27]。

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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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外界环境的认知也会影响用户的信

息心理和行为 [28]。对于网络舆情事件而言，其

自身的聚焦程度是产生更好说服效果的重要因

素 [29]，相较于低舆情热度事件，高舆情热度事

件的社会影响力与传播力较强。高舆情热度提

高事件的聚焦程度后，若采用叙事信息框架，

其激发的沉浸感会将用户注意力、情感与意向

进行整合 [30]，有助于用户理解故事中的角色，

激发用户对事件的关注兴趣，以此增强信息的

搜寻意愿 [31]。因此，通过这一心理过程并配合

外界的信息刺激，可以形成更好的说服效果。

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叙事信息框架在高舆情热度（vs. 低

舆情热度）情况下对信息搜寻意愿的促进强度

更高。

（三）利益相关者感知的中介效应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用户会感知到信息

与自身利益的相关程度，这一感知会促使信息

对用户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 [32]。一方面，从群

体规范角度来看，舆情热度往往会带来不同的

社会影响力 [33]，用户在群体规范的制约或是恐

惧心理作用下，出于融入群体的目的，会增加

信息的认同成本 [34]，导致用户对信息与自身密

切程度感知的变化。当用户对事件与自身的密

切程度变高时，用户期待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清

楚地了解事件，以此来更好地参与事件的讨论

与处置。另一方面，从效用视角而言，叙事框

架通过改变信息格式来呈现事件，会加深人们

对信息的理解程度，刺激用户对信息的感知有

用性。感知有用性的变化也会造成用户对信息

利益相关者感知的改变。用户将信息效用价值

与自我动机进行效用权衡并以此影响自身行为
[35]，当认为信息的效用价值高时，用户出于趋

利动机会促进自身产生更多的信息搜寻意愿。

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利益相关者感知在舆情热度与信息搜

寻意愿间存在中介作用。

H4：利益相关者感知在叙事框架与信息搜

寻意愿间存在中介作用。

叙事信息框架采用的呈现形式更贴近人们

的日常生活，采用叙事信息框架进行报道的事

件会有更强的吸引力 [36]，有利于网络舆情事件

的情感表达，刺激用户产生更多的共情能力。

当用户对网络舆情事件或对其中的人物产生共

情心理时，促进利益相关者（自身）感知得到

增强。因此，在网络舆情事件中，相比于非叙

事信息框架，叙事信息框架更能增强利益相关

者感知。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叙事信息框架（vs. 非叙事信息框架）

更能促进利益相关者感知。

叙事信息框架和非叙事信息框架在多大程

度上影响利益相关者感知还取决于外部环境因

素  [37] 。在低舆情热度情况下，若采用第一视角

以亲身经历去描述事件的叙事信息框架，结合

短视频平台的多模态特征，更能激发用户对信

息产生代入感 [38]。用户由于具备充足的认知资

源空间，可以识别叙事信息框架的作用。在沉

浸式的体验过程中，叙事信息框架激发用户对

事件的感知相关性 [39]，进而影响用户的利益相

关者感知。在高舆情热度情况下，较高的讨论

量与关注度使得事件的公共性得到提升，用户

与事件建立初步的关联。与此同时，叙事信息

框架中的故事人物呈现将影响用户对信息特征

的感知 [40]，特别是用户认同的角色会促使用户

对人物具有更多的情感投入 [41]，随着对角色的

情感投入和认同的增强，用户也会拉近与角色

的社会距离与感知距离 [42]。因此，相比于低舆

情热度情况，高舆情热度情况下叙事信息框架

对于促进用户的利益相关者感知有着更好的效

果。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叙事信息框架在高舆情热度（vs. 低

舆情热度）情况下对利益相关者感知的促进强

度更高。

（四）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能力是否影

响政治结果的预期 [43]，在公众解读媒体信息并

形成自身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44]。

具体而言，内在政治效能感高的用户对结果的

改变有较高的信心，内在政治效能感低的用户

对结果的改变缺乏信心，认为自己的参与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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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事件的结果 [45]。

在网络舆情事件中，用户的内在政治效能

感越高，其对于自己参与后的结果越具有积极

态度，并意图影响网络舆情事件的发展，即使“事

不关己”也不会选择“高高挂起”[46]。因此，

无论利益相关者感知强烈与否，这类人群都会

具有较高的信息搜寻意愿，以此获取参与事件

时所需要的信息。用户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越低，

其对参与后的结果越呈现消极态度，对事件的参

与意愿越低。此时，若用户的利益相关者感知

程度越低，用户越会产生事件与我无关的心态，

以及自己的参与难以对事件形成影响的态度，

其信息搜寻意愿相对越低；若用户的利益相关

者感知程度越高，说明网络舆情事件与用户切

身利益密切相关，用户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提

高参与意愿，在网络舆情事件中集中表现为对

信息的搜寻意愿增强，以此来整合碎片化信息。

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7：内在政治效能感在利益相关者感知与

信息搜寻意愿间存在调节作用。当个体的内在

政治效能感低时，利益相关者感知对信息搜寻

意愿的影响关系更强。

综合以上文献研究以及相关假设，本文建

立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实验研究设计

（一）实验被试

实验使用 2（舆情热度：舆情热度高 vs. 舆

情热度低）×2（叙事框架： 叙事信息框架 vs. 

非叙事信息框架）组间实验设计。采用 G*power

软件对被试量进行计算，中等效应量 f = 0.25, 

达到 80% 效应量的最低样本量为 128 名被试。

本研究分为预实验与正式实验两部分，预实验

于 Credamo 平台招募 100 名被试； 正式实验于

Credamo 平台招募 273 名被试，其中 27 人未通

过注意力测试而被删除，最终被试量为 246 名。

所有被试在研究前均表示知情同意，且知晓具

有拒绝参加或随时退出本研究的权利。

（二）实验材料

1. 舆情热度及叙事框架操纵：本研究所选

用的实验素材改编自现实网络舆情事件“杭州

高架桥禁行特斯拉事件”。2023 年 9 月 2 日，

网上传出特斯拉不允许上杭州高架的消息，网

上流出的视频显示，一辆特斯拉在高架入口处

被交警劝离，该事件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和

热议。选取此网络舆情事件的原因在于，一是

此事件包含多元利益冲突，警察、特斯拉车主

和网民对于事件持有多种观点和立场；二是此

事件涉及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等社会热点话题，

能够体现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公共性；三是此事

件还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政府的形象息息

相关。

为避免参与者对实验材料较为熟悉而导致

对网络舆情事件的迁移理解，本研究对汽车品牌

以及地区做了更名处理，尽可能控制实验环境。

实验材料中舆情热度的操纵方式借鉴曾润喜等

的研究 [47]，以百度指数及微博热搜为主要衡量

标准；叙事框架的操纵方式借鉴赵文军等的研

究 [48]， 对 叙 事 视 角 进 行 操

纵，并结合短视频的多模态

特征，将背景音乐和标题句

式 进 行 控 制 [49]。 为 评 估 实

验材料的舆情热度和叙事框

架设定情况，我们进行了预

实验。结果发现用户对高舆

情热度材料（n = 50）的评

估得分显著高于低舆情热度

材料（n = 50）的评估得分

｛M 高舆情热度 = 6.46，SD 高舆图 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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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热度 = 0.58；M 低舆情热度 = 2.42，SD 低舆情热度 = 

1.09，F（1，98） = 536.03，p < 0.001, 95% CI 

[4.000, 4.880]｝；用户对叙事信息框架感知（n 

= 50）的得分显著高于对非叙事信息框架感知（n 

= 50）的得分｛M 叙事信息框架感知 = 6.35，SD 叙事信

息框架感知 = 1.50；M 非叙事信息框架感知 = 2.12，SD 非

叙 事 信 息 框 架 感 知 = 0.93，F（1，98） = 285.76，p 

< 0.001, 95% CI [3.746, 4.724]｝。

2. 信 息 搜 寻 意 愿 测 定： 改 编 自 Deng 和

Liu[50]，共计 3 个题项，具体题项如“我打算继

续在社交媒体等平台或网站上寻求此事件相关

的信息”（Cronbach’s α = 0.89）。

3. 利益相关者感知测定：改编自 Geng 等 [51]，

共计 3 个题项，具体题项如“当我看到这个视

频 时， 我 感 觉 这 个 事 件 的 内 容 对 我 有 价 值”

（Cronbach’s α = 0.85）。

4. 内在政治效能感测定： 借鉴 Pei 等 [52]，

共计 3 个题项，具体题项如“我对国家的公共

事务非常了解”（Cronbach’s α = 0.90）。

5. 控制变量测定：信息自我效能感的测定

借鉴周敏和林苗 [53]，共计 3 个题项，具体题项

如“在工作（学习）中，我有能力获取有用的信息”

（Cronbach’s α = 0.90）。所有主要变量均采

用李克特七级量表。此外，人口统计学控制变

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户籍。

（三）实验程序

被试首先被告知将进入一个短视频程序，

然后被随机分配至 4 个实验组，分别是低舆情热

度 - 叙事信息框架（n = 52）、高舆情热度 - 叙

事信息框架（n = 68）、低舆情热度 - 非叙事信

息框架（n = 64）、高舆情热度 - 非叙事信息框

架（n = 62）。被试需要阅读一段关于网络舆情

事件热度的短文，并观看一段相同事件不同叙

事框架的短视频。随后填写关于信息搜寻意愿、

舆情热度感知、叙事框架

感知、利益相关者感知和

内在政治效能感的问卷。

最后回答有关信息自我效

能感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

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舆情热度与叙事框架的主效应与交

互效应

以 信 息 搜 寻 意 愿 为 因 变 量 进 行 2（ 舆 情 热

度：舆情热度高 vs. 舆情热度低）×2（叙事框

架：叙事信息框架 vs. 非叙事信息框架）方差分

析。控制信息自我效能感及人口统计学变量后，

结果发现，舆情热度对信息搜寻意愿具有显著

影响，并且相比于低舆情热度情况，高舆情热

度情况下更能激发用户的信息搜寻意愿 [M 低舆情

热度 = 4.790， M 高舆情热度 = 5.713，F（1，245） 

= 43.637，p < 0.001，η2 = 0.155]。

叙事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并且相比于非叙事信息框架，叙事信息框架更

能 引 发 用 户 的 信 息 搜 寻 意 愿 [M 非 叙 事 信 息 框 架 = 

4.847， M 叙 事 信 息 框 架 = 5.731，F（1，245） = 

38.527，p < 0.001，η2 = 0.140], 假设 1 得到支持。

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3，245） = 33.765，

p < 0.001，η2= 0.300]，如表 1 所示。进一步的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低舆情热度情况下，叙事

信息框架组的信息搜寻意愿得分显著高于非叙

事信息框架组 {M 低舆情热度 - 非叙事信息框架 = 4.321，

M 低 舆 情 热 度 - 叙 事 信 息 框 架 = 5.453，F(1，236) = 

44.170，p < 0.001，η2= 0.158，95% CI [0.797，

1.468]}； 同样，在高舆情热度情况下，叙事信

息框架组的信息搜寻意愿得分也显著高于非叙

事信息框架组 {M 高舆情热度 - 非叙事信息框架 = 5.475，

M 高舆情热度 - 叙事信息框架 = 5.864，F(1，236) = 6.006，

p = 0.015，η2= 0.025，95% CI [0.076，0.701]}，

如图 2 所示，假设 2 得到支持。

（二）利益相关者感知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利益相关者感知在舆情热度和叙事

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关系之间的中介作

用，以利益相关者感知为因变量进行 2（舆情热

表 1   信息搜寻意愿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

因变量 源 III 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偏 Eta 平方

信息搜寻意愿

舆情热度 36.667 1 36.667 43.637 0.000 0.155

叙事框架 32.373 1 32.373 38.527 0.000 0.140

舆情热度 *

叙事框架
81.931 3 27.310 33.765 0.000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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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舆情热度高 vs. 舆情热度低）×2（叙事框

架： 叙事信息框架 vs. 非叙事信息框架）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舆情热度对利益相关者感知具

有显著影响，舆情热度的主效应显著，与低舆

情热度相比，高舆情热度更能促进用户的利益

相关者感知 [M 低舆情热度 = 3.986， M 高舆情热度 = 

4.800，F（1，245） = 23.342，p < 0.001, η2 = 

0.090]；叙事框架对利益相关者感知具有显著影

响，叙事框架的主效应显著，与非叙事信息框

架相比，叙事信息框架更能促进用户的利益相

关者感知 [M 非叙事信息框架 = 4.048 vs. M 叙事信息框架 

= 4.803，F（1，245） = 17.234，p < 0.001, η2 

= 0.068]。假设 5 得到支持。

二 者 的 交 互 效 应 显 著 [F（3，245） 

=14.391，p < 0.001, 2 = 0.155]，在低舆情热度

情况下，叙事信息框架组的利益相关者感知得

分显著高于非叙事信息框架组 {M 低舆情热度 - 非叙

事信息框架 = 3.728，M 低舆情热度 - 叙事信息框架 = 4.371，

F(1，236) = 9.042，p = 0.003，η2 = 0.037，

95% CI [0.222，1.064]}； 同样，在高舆情热度

情况下，叙事信息框架组的利益相关者感知得

分 也 显 著 高 于 非 叙 事 信 息 框 架 组 {M 高 舆 情 热 度 -

非 叙 事 信 息 框 架 = 4.475，M 高 舆 情 热 度 - 叙 事 信 息 框 架 = 

5.043，F(1，236) = 8.162，p = 0.005，η2= 0.033，

95% CI [0.176，0.960]}， 如 图 3 所 示。 假 设 6

得到支持。

利益相关者感知分别在舆情热度对信息搜

寻 意 愿 {β = 0.26, SE = 0.08, 95% CI [0.128，

0.436]）和叙事框架（β = 0.22, SE = 0.08, 95% 

CI [0.091，0.402]} 对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关系

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 3 和 4 得到支持。

（三）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为 检 验 内 在 政 治 效 能 感 在 利 益 相 关 者 感

知与信息搜寻意愿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使用

Bootstrap 95% 抽样（5000 样本）进行调节效应

检验，并通过简单斜率分析绘制调节效应图。

结果显示，内在政治效能感显著调节利益相关

者感知与信息搜寻意愿的关系（β = -0.10，p 

= 0.002）。将内在政治效能感平均值加减一个

标准差分为高内在政治效能感组和低内在政治

效能感组，不论是高内在政治效

能感组（β = 0.28，p < 0.001），

还是低内在政治效能感组（β = 

0.53，p < 0.001）， 利 益 相 关 者

感知均对用户的信息搜寻意愿有

显著预测作用。图 4 的调节效应

还显示，低内在政治效能感组的

因变量 源
III 类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偏 Eta 平方

利益相关者感知 舆情热度 29.634 1 29.634 23.342 0.000 0.090

叙事框架 21.879 1 21.879 17.234 0.000 0.068

舆情热度 *

叙事框架
55.027 3 18.342 14.391 0.000 0.155

表 2   利益相关者感知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

注： ***p < 0.001, **p < 0.01, *p < 0.05。

图 3   叙事框架与舆情热度的交互效应图

注：***p < 0.001, **p < 0.01, *p < 0.05。

图 2   叙事框架与舆情热度的交互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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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感知对提高信息搜寻意愿的作用会

显著增强，因此，假设 7 得到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叙事框架和舆情热度两个方面探

索用户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

下：（1）叙事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相较于非叙事信息框架，叙事信息框

架对信息搜寻意愿具有更强的影响。（2）舆情

热度与叙事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产生交互作用，

在高舆情热度情况下，叙事信息框架对信息搜

寻意愿的促进强度高于低舆情热度情况。（3）

舆情热度与叙事框架对利益相关者感知具有交

互作用，在高舆情热度情况下，叙事信息框架

对利益相关者感知的促进强度高于低舆情热度

情况。（4）利益相关者感知在舆情热度和叙事

框架与信息搜寻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

（5）内在政治效能感利益相关者感知在对信息

搜寻意愿的影响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内在政

治效能感越低的用户，利益相关者感知对信息

搜寻意愿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研究讨论

区别于以往聚焦信息内容说服效果的研究，

本研究关注叙事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

考察事件报道的不同呈现形式对用户信息搜寻

意愿的影响，丰富了叙事框架的解释范围。一

些研究认为非叙事信息框架会对用户产生更好

的信息说服效果 [54][55]，从而对叙事信息框架采

取一种规避态度 [56]。本研究则发现，相比于非

叙事信息框架，采用叙事信息框架更能激发用

户的信息搜寻意愿。出现两种不同结论的原因

可能是信息场景的差异，本研究的信息场景是

短视频平台的网络舆情事件相关报道，与传统

的文本传播相比，短视频平台具有多模态特点，

若使用叙事信息框架更容易引发用户的情感共

鸣，加速用户沉浸式代入到事件角色中。本研

究也支持了例证理论，即人们的注意力更倾向

于关注生动清晰的案例所表达的信息。与运用

科学或统计论述的非叙事信息框架相比，叙事

信息框架更容易集聚用户的注意力，从而增强

用户的信息搜寻意愿。上述两种不同结论也提

示我们关注叙事框架运用场景的复杂性，厘清

信息呈现形式如何对用户的认知产生影响，加

深对叙事框架作用机制和作用边界的理解。

本研究探讨了舆情热度与叙事框架的交互

效应，发现在不同舆情热度情况下，相比非叙

事信息框架，叙事信息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均

具有更强的影响。在高舆情热度情况下，叙事

信息框架对信息搜寻意愿的促进强度要高于低

舆情热度情况。一般而言，高舆情热度的事件

会集聚社会的注意力资源，造成较大的社会影

响力 [57]，此时，媒体若采用叙事信息框架，会

增进用户对事件的熟悉感，并将注意力转化为

对事件的参与意愿。在低舆情热度情况下，叙

事信息框架所富含的情感因素，促使用户产生

更多情感，激发用户产生情感驱动的信息关注

兴趣。这提示我们，对于网络公共事件而言，

在不同舆情热度情况下，可以运用叙事信息框

架让公共价值得到更好的传播，促进数字公共

领域建设； 另一方面，对于网络非公共事件，

媒体可以使用非叙事信息框架进行报道，减少

网民对其的关注和参与，有利于缓解社会资源

被挤占的程度。

本研究将舆情热度和叙事框架的交互项对

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关系与利益相关者感知联

3.7 

4.7 

5.7 

6.7 

低利益相关者感知 高利益相关者感知

信
息
搜
寻
意
愿

低内在政治效能感

高内在政治效能感

图 4   内在政治效能在利益相关者感知
对信息搜寻意愿的调节作用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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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发现了舆情热度和叙事框架会通过

利益相关者感知而对信息搜寻意愿产生影响。

有研究发现用户出于自身兴趣与动机的驱使，

会关注自身更感兴趣的信息，因而改变信息内

容可以影响利益相关者感知。事实上，事件报

道不仅只有内容可以改变，其信息格式也可以有

不同的呈现形式。相比非叙事信息框架，事件

报道的叙事信息框架更能促进利益相关者感知，

进而强化用户搜寻相关信息的意愿。具体而言，

在高舆情热度情况下，叙事信息框架对利益相关

者感知的促进强度要高于低舆情热度情况。这

是因为高舆情热度更易使得群体与事件产生关

联性，加之叙事信息框架的共情作用，拉近了

用户与事件的社会距离与感知距离 [58]。这提示

我们在不同舆情热度情况下，应该善用叙事信

息框架进行事件报道，推动用户分配更多的注

意力与情感进而产生利益相关感知，为促进用

户的参与行为提供基础。媒体在短视频平台进

行舆论引导时，面对具有公共性但未受关注的

事件，可以运用叙事信息框架增强用户对事件

的利益相关者感知，以此促进其采取关注和参

与行为；面对占用公共资源的新闻价值较低的

事件，可以运用非叙事信息框架及时降低用户

的利益相关者感知，以此缓解舆情的持续发酵。

本研究检验了内在政治效能感在利益相关

者感知与信息搜寻意愿之间的调节效应。已有

研究意识到不同的用户个体特征在信息认知与

决策中的差异性效果 [59]，如认为信息自我效能

感更高的个体更有动力在面对外界信息环境刺

激的情况下去搜寻相关信息 [60]。本研究发现，

内在政治效能感在利益相关者感知对用户信息

搜寻意愿的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一般情况而

言，用户内在政治效能感越低，其对自身参与

网络舆情事件越容易产生消极态度，认为即使

自身参与也极难改变事件的结果。在此情况下，

网络舆情事件倘若与用户密切相关，用户的趋

利心理会削弱消极心态的影响，引发更加积极

的搜寻意愿并参与事件。相较而言，内在政治

效能感越高，用户先前即有积极参与意愿，即

使网络舆情事件与用户的利益关联较小，用户

也会出于积极心态搜寻信息并参与事件。因此，

内在政治效能感越低的用户，其利益相关者感

知对信息搜寻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对这

一边界条件的探索有助于理解利益相关者感知

在何种个体特质情况下增强信息搜寻意愿，丰

富政治效能感对信息认知和决策的影响研究。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事件属性的

维度是多元的，信息所呈现的格式化也是多方

面的，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事件属性的其他维

度，如从发生频率、时机、类型等层面考察事

件属性和信息格式对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其

次，本研究从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证实了个

体特质因素的调节效应，未来可以引入内隐人

格等更多个体特质因素。此外 , 个体的信息搜寻

意愿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未来研究可开展动

态的追踪研究，探讨信息搜寻意愿随时间的变

化情况及其对用户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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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Hot-degree and Narrative Framework on Users’ Information 
Seeking Intention

Zeng Runxi，Liu Qiming

Abstract: An experimental design of 2 (public opinion hot-degree: high vs. low) ×2 (narrative framework: 
narrative messages framework vs. non-narrative messages framework) was adopt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proces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public opinion hot-degree and narrative frameworks on users’ information 
seeking intention in online public ev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non-narrative information 
framework, narrative information framework can promote stakeholders’ perception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intention; this effect is established both in the case of high and low public opinion hot-degree, but the promotion 
intensity in the case of high public opinion hot-degre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ase of low public opinion hot-
degree. Stakeholder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public opinion hot-degree and 
the influence of narrative framework on information seeking intention; intrinsic political efficac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s' perception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intention, and 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perception in improving information seeking intention will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for users with low intrinsic 
political efficacy.
Keywords: narrative framework; public opinion hot-degree; stakeholder perception; intrinsic political efficacy; 
information seeking intention
Authors: Zeng Runxi,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for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 City’s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Liu Qiming, 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for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 City’s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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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aligns with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However, many 
rural areas, reliant primarily on external forces for modernization, inevitably encounter tensions and conflicts that 
extend beyond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is study examines a rural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involving new 
media empowerment in D Township, located on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By analyzing this cas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rictions that arise when new media technologies—symbolizing modernization—are introduced into a 
relatively traditional community, confronting local beliefs and percep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a significant “fault 
line” between the realities of D Township as a direct-transition area (a region that moved directly from a primitive 
society to socialism, bypassing intermediate stages) and the imperatives of modernization. This gap extends beyond 
material conditions, permeating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forming what can be described as a “fissure” of 
modernity. These fissure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concepts of 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reflect the broader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ural new media; empowerment; modernity
Authors: Su 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Li Dongdong, the Public Opinion Center of 
Guangming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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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的琴弦：周期特性对网络主题触发能力
的影响及预测

摘要　网络主题的周期性振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时间模式，是否以及如何作用于主题之间的触发，是尚未

明确的理论问题。主题的周期性振荡特点不只是反映在“肉眼可见”的峰 - 谷间的起伏波形，也反映在“肉

眼不可见”地对起伏波形拆解后的若干种振荡频率、振荡波长及其振荡强度的组合，它们反映主题振荡、

循环的运动形式和时间模式。各个主题犹如一根根具有自身各种振荡波长及其对应的振荡强度、形成特殊

振荡模式的“琴弦”，在舆论的触发、共振和联动中起着独特作用。本研究借助功率谱分析与红噪声检验

的频域分析方法，提取主题的显著振荡频率及其对应的周期长度、在特定周期长度上的振荡强度，通过检

验四个假设与构造 XGBoost 回归预测模型，检验主题周期性振荡特点对主题触发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

网络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总振荡程度、平均振荡程度越高，主题触发能力越强；主题周期性振

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越不均衡，主题触发能力越强。这四个周期特征能有效预测主题触发能力。此外，

主题内容相似度对预测主题触发能力并无足够贡献。较之信息“狂轰滥炸”的简单大规模复制，主题信息

以何种节律、模式来振荡具有重要性和技巧性，关系到信息有效地传播、激发和调控，可能而且需要把议

程设置理论中强调的“议题内容设置”扩展到“议题时间形式设置”。网络主题的周期性振荡特点为研究

主题间联动触发、协同演化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掌握网络中的节律、进行有效的舆论调节。

关键词　周期特征；主题触发；功率谱；红噪声；XGBoost 回归；格兰杰因果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徐翔，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上海 201804；宋雨萱，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1804

一、问题缘起

网络中具有多种多样的主题，发生着起伏与传播。一些主题在数量或比

例上的起伏会引起另一些主题的数量或比例发生变化，对此可称为主题间在

数量或比例上的触发。本研究所讨论的“主题触发能力”，是指一个主题在

时间上的增减起伏触发其他主题发生增减起伏的能力。当一个主题具有高触

发能力时，其数量或比例在一段时间内的增减会对其他主题的数量或比例产

生牵动：部分主题可能会集中涌现，呈现爆发式增长，部分主题则可能显著

减少，甚至在短时期内淡出公众视野。在本研究中，以各主题在格兰杰因果

矩阵中的点度中心度量化其触发能力的强弱。格兰杰因果矩阵能够表示两两

1)

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交网络互动中用户‘信息窄化’机理分析：基
于微博的数据挖掘”(71804126)；上海市软科学研究项目“从各有所好到共同牢笼：推荐
算法平台公共信息茧房形成机理与调控策略”(236921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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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间触发的因果关系，若两个主题在时间上

的比例变化能够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则认为

二者间存在触发关系。一个主题在主题间触发

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程度越高，则其触发能力越

强。主题间的触发关系到舆论内容的此消彼长、

协同联动，关系到舆论的演化及其调节。不同

主题、内容间的联动触发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需要在舆论引导中加以关注，并利用其机理调

节舆论。由此，网络中通过一些主题演化来影

响和调节另一些主题的增减起伏，是关系到有

效舆论调节的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

主题演化的周期特征实质上反映了主题增

减涨落的振荡特点。主题在时间尺度上产生增

减起伏恰如“振荡的琴弦”，其振荡的周期特

征可能会对主题触发能力产生影响，从而为主

题间的触发、协同关系提供以往所重视不足的

研究角度。本研究通过功率谱分析的频域分析

方法，提取反映主题振荡特点的周期属性，对

主题触发能力进行预测，从周期性的角度考察

影响主题触发能力的因素。该研究的缘起和以

下四个方面的考虑有关。

其一，任何主题在演化中都会表现出振荡、

循环的运动形式和时间模式，是否振荡、在何

种程度上振荡是主题演化中的基本属性和运动

特征，但是目前对主题运动或演化的时间模式

在主题间联动触发中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

知和研究。现有的主题触发研究多强调主题的

内容相似性、热度流行度等因素产生的主题触

发效果，或从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经典的

舆论传播和信息扩散理论来探讨主题间的触发

模式。内容相似性是产生主题触发的重要因素

之一。网络舆情原生事件与次生事件之间存在

共振现象 [1]，不同事件间的相似和相关元素可

能会触发“新闻搭车”“舆情搭车”[2]，事件话

题越相似、相关性越高，就越有可能引起舆情

的复发 [3]。除了内容相似的主题，媒体议程与

公共议程中的不同议题间也存在共变与触发关

系。由于公共议程的承载能力有限，议程设置

实质上是一个零和过程 [4]，不同议题争夺着媒

体和公众的关注，在数量和比例上此消彼长，

彼此间联动触发。然而，这些研究中主题本身

的振荡特点及其周期性起伏的时间模式对主题

间联动触发所产生的影响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二，舆论主题或话题的周期性研究是涉

及网络信息运动和内容演化的重要研究领域之

一，但是这个领域多集中于对主题周期长度、

周期特征的描述性分析与现象的测量，并未充

分重视和讨论周期在舆论演化中的作用和功能。

梁芷铭测量了新浪微博的半衰期和普赖斯指数，

发现热点话题的生命周期中成熟期很短或者基

本不存在这一特征 [5]，但是并未进一步考察 8 天

的半衰期或是短周期特征是如何作用于主题的

协同演化。Corley 等人发现博客的发帖频率有

明显的七天时间周期，且该频率并非随机出现，

有其内在稳定性 [6]。这些研究虽然关注了主题

周期长度的部分规律，但并未进一步讨论这些

特殊的周期频率在主题联动触发和协同演化中

具备何种功能，以及如何作用于主题触发。

其三，主题演化及其时间模式除了具有周

期性的长度之外，还具有周期性振荡频率、各

振荡频率的振荡强度等更为丰富的属性，反映

着主题在时间演化中的运动模式，也关系到主

题在联动触发和协同演化中的传播特征。然而，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主题演化的生命周期、

信息老化等的研究，对更为丰富的周期属性、

周期性振荡特点及其在信息传播中的功能缺乏

充分的考察。黄微等人用模型拟合微博舆情信

息的老化状况，发现同类型突发事件间峰值发

生时间较为接近 [7]。吕鹏指出，网络舆情事件

的生命周期具有高度异质性，峰值越高，发文

量越多、关注度越高 [8]。现有的传播学研究关

注了社交媒体情绪等的传播周期和周期长度特

点 [9]，指出 7 天等特殊的周期长度能够影响主

题的共同演化 [10]。然而，还有许多与周期本质

紧密关联、能够反映主题振荡特点的周期属性

尚未被纳入分析，有待进一步提炼。

其四，在主题周期特征的分析方法上，现

有研究多数使用以峰 - 谷的长度或生命周期为

代表的时域分析方法，然而，傅里叶变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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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变换、功率谱分析等能够提取主题多个显著

振荡频率的经典或前沿的频域分析方法，在研

究主题运动演化中的各个振荡频率及各个振荡

频率的振荡强度中的运用尚不充分，这对更为

细致地解析主题周期性振荡的时间模式及其功

能产生一定程度的限制。刘国威和成全基于生

命周期理论对网络舆情事件进行三个阶段的划

分，并利用 LDA 主题模型对酝酿期、爆发期和

衰退期各阶段的事件内容进行主题提取，构建

共现网络以考察微博热点事件的主题特征 [11]。

Huang 等人分析共振路径下的舆情演化规律，使

用 2018 年 3 月 13 日至 4 月 13 日期间霍金去世

主题下的帖子数据验证双向互构模型的仿真结

果，将舆情演变大致分为扩散、高峰、回归三

个阶段 [12]。然而，用时域分析方法考察主题周

期特征不够全面和细致，无法反映主题的振荡

特点和增减涨落规律。或者说，主题的振荡特

点不只是反映在“肉眼可见”地起伏波形，也

反映在“肉眼不可见”地对起伏波形拆解后的

若干种振荡频率、振荡波长及其能量的组合之

中，诚如声波、光波信号拆解为若干频率上的

振荡及其能量。因此，需要使用频域分析方法

提取多个振荡频率，考察主题的振荡特点，从

周期性视角探查主题触发的条件和机理。

二、研究回顾与假设提出

已有一些研究为分析主题振荡、循环的运

动形式和时间模式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方法准备。

本研究在使用功率谱与红噪声检验这一频域分

析方法计算各主题显著振荡频率的基础上，提

取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在各显著频

率分布的均衡度、总振荡程度、平均振荡程度

等振荡特征，通过四个假设和一个预测模型，

分析其与主题触发能力的内在联系，以及对主

题触发能力的预测效果。

第一，网络信息主题具备明显的周期特征，

这些周期特征会对主题的共同演化产生影响，

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生命周期在信息属

性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13]。

一方面，部分学者从话题生命周期的角度对舆

论主题的周期性演化进行考察。一些研究发现

舆论主题的生命周期通常被划分为三至四个阶

段 [14][15][16][17]，在完整的生命周期中也会存在舆

情发展的关键时间点等 [18][19]；还有一些研究结

合 LDA、SIR 等实证模型考察了舆论主题在生

命周期上的发展趋势与演变规律 [20][21]。另一方

面，部分学者结合议程设置理论、零和理论，

讨论了主题周期性与主题协同演化间的关系。

匡文波指出，新议题的出现会促成旧议题衰变，

网络信息的海量性致使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必

定转移人们的视线，对旧话题的关注度因此衰

减 [22]；此外，议题的关注周期也有明显的变化，

李永宁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公众对议题的关注

周期在缓慢但显著地缩短 [23]。这部分研究为深

入分析主题周期性与主题触发能力的关系提供

了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本文继续分析周期

性的振荡在主题协同演化中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现有研究使用傅里叶变换、功率谱

分析、小波变换等频域分析方法对网络信息在时

间序列上的多类周期信号进行提取，为本研究

提供了方法上的准备。Han 等人提出了一种谣言

检测模型，利用离散傅里叶变换将特定社会事

件相关帖子的数量变化转换为频域，从而获得

谣言的时间特征 [24]。Dzogang 等人使用傅立叶分

析的方法来识别 Twitter 平台内容的周期性结构、

极值和变化点，从一天中情绪与疲劳的集体表

达的变化中提取出强有力的信号 [25]。Enders 等

人使用谱分析考察跨国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的时

间模式，发现爆炸、挟持人质、暗杀、威胁等

各种恐怖事件类型均具有周期特征，且其行动

策划执行的后勤复杂性（logistical complexity）

与 周 期 长 度 呈 正 相 关 [26]。Alashri 在 研 究 2016

年美国大选及候选人和评论员在 Facebook 上的

互动方式时，也采用了小波变换的方法来发现

话题、趋势和回应 [27]。这部分研究通过对主题

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频域转换，捕捉主题的周期

性波动规律，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证方法上的参

考。本研究把对周期特征的分析方法从时域方

法转向频域方法，借鉴和使用功率谱分析、傅

里叶变换等经典或前沿的频域分析方法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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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周期属性在主题联动触发中的作用和功能。

这是本研究在方法上与现有研究的主要区别之

一，也是本研究着力探讨的问题域之一。

第三，功率谱等频域分析方法能够拆解主

题演化的时间序列，并从中提取多个振荡频率

及其振荡强度等振荡特征。这些振荡特征反映

了主题的特征及其演化的时间模式，有可能反

映和预测主题演化及其联动触发关系。具体而

言，这些振荡特征中包含了主题周期性振荡频

率的集中度、主题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

率分布的均衡度、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

荡程度、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程度

等与振荡特点相关的周期特征。

（1）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是主题重要

的振荡特点之一，对主题触发能力有影响。周

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指主题周期性振荡的程

度是集中在少数频率上还是多数频率上，在传

播学中指某个信号或者主题在演化中是受到少

数节律还是多数节律的作用。周期数量能用于

主题流行性的预测，对于不同类型的主题来说，

预测所需的周期数量也有所差异。Hu 等人发现

振幅最高的波前的两个完整周期和三个完整周

期分别是突发主题和非突发主题的最小观测周

期 [28]。还有研究指出周期数量越多的特定主题

其潜在动因越丰富 [10]，影响主题周期数量的因

素有很多，大体上包含内生性与外源性两类。

另有研究发现，Twitter 社交网络中主题标签的

流行度主要是由外生因素驱动的 [29]。然而，外

部因素对主题的影响程度可能会因主题自身的

周期性振荡特点产生差异。如果周期性振荡的

程度集中在少数频率上，这些振荡频率则可能

是该主题的主导频率，主题在这些频率上的传

导程度和触发能力相对更强。主题在演化和增

减起伏中显著振荡频率的主导性影响越强，其

所遭受的外部干扰性影响可能就越弱。也可以

说，一个主题具有的主导频率越多，在各个主

导频率上的传导能力就越分散和微弱，对其他

主题的触发和影响力也相对分散和微弱。据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1：

H1: 主题触发能力与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集中度有关，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

越高，主题触发能力越强。

（2）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

均衡度对主题触发能力有影响。这一周期特征

指主题在显著频率上振荡的强度是集中在一定

数量的频率上，还是均衡分布于各个频率。区

别于 H1 中的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周期性

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主要用来

衡量显著振荡频率上振荡强度分布的集中或分

散情况，看它是集中分布在少数几个显著振荡

频率上，还是分散分布于多个显著振荡频率；

主要是受到外部环境作用，还是受主题本身少

数显著频率的节律影响。Shin 等人追踪了 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在推特上流传了 13 个月的

17 个流行政治谣言的生命周期，发现 13 个虚假

传言中有 11 个在最初爆发后多次出现，而真实

的传言（即事实）产生了一个分享高峰，之后

便没有再出现 [30]。He 等人利用 SOM 聚类算法

对 75 条热点话题的生命周期曲线进行聚类，总

结每种类型热点主题的特征，发现绝大多数热

门话题只有一个峰值，不会超过两个峰值 [31]。

在运动和演化的过程中，如果一个主题显著频

率上的振荡强度明显倾斜在少数几个振荡频率

上，那么这些振荡频率更有可能主导主题的周

期性演化。也就是说，主题周期性振荡的程度

在各显著频率中的分布越不均衡，该主题对其

他主题的触发能力可能越强。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

H2: 主题触发能力与主题周期性振荡程度

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有关，主题周期性

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中的分布越不均衡，主

题触发能力越强。

（3）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对主题

触发能力有影响。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

度指的是主题在各频率上振荡的强烈程度之和，

表示主题在周期演化过程中总体振荡的强烈程

度，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主题受到外生性或内源

性影响产生的规律性和可预期性。Castaldo 等人

发现，情绪的每日模式基本保持不变，情绪周

期对外源性冲击具有弹性 [32]。可见，当一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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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更多地受到自身周期性振荡特征影响时，其

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是有限的。Zhu 等人分析了

疫情主题下社交媒体情绪大数据的时空特征，

发现当微博上关于疫情的话题逐渐减少时，流

行话题搜索占比却逐渐上升，一周内出现“双峰”

现象，不同主题和互动主题的文本数量随时间

变 化， 流 行 话 题 的 讨 论 率 逐 渐 减 弱 [33]。Nie 设

计的基于内容分析的中文 BBS 主题检测算法中

有一个基于功率谱进行热点话题分析的子系统，

该子系统将一个涵盖多个帖子的主题作为信号

进行处理，并根据信号变化的速度判断主题关

注度的高低、帖子更新速度的快慢，对热点话

题进行识别 [34]。一个主题周期性振荡中的总体

强烈程度越高，其受到节律性的动力因素的影

响就相对越强，在主题间彼此联动的过程中更

有可能传递这种节律性动力，从而使得不同的

主题间产生联动和协同演化。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

H3: 主题触发能力与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总振荡程度有关，主题周期性振荡的总体程

度越高，主题触发能力越强。

（4）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程度对主

题触发能力有影响。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

程度指主题在各频率上振荡的强烈程度的均值，

反映了主题在有限的振荡频率上振荡强烈程度

的平均情况。该属性与 H3 中的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总振荡程度有所关联和区别，虽然同样能够反

映主题是否更多地受到内生性周期因素的支配，

但是相比于主题周期频率振荡的总体强烈程度，

该周期属性更侧重每个频率上振荡的强烈程度。

Fan 等人发现，除了娱乐外的大

部分微博主题都在周末减少，金

融类主题展示了明显的周期性模

式 和 强 互 动 相 关 性 [35]。Kwon 等

人 提 出 了 周 期 外 部 冲 击（PES）

这个新的周期性时间序列模型，

用来描述由于日常周期和外部冲

击周期而引起的、谣言所特有的

周期性爆发模式，发现谣言往往

有多个周期性的峰值，可能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 [36]。当一个主题各振荡频

率的平均振荡程度更高时，其受到自身周期性

振荡特征影响就相对越强，更有可能在主题联

动触发、协同演化的过程中传递这种振荡特征

和时间模式，从而影响主题间的触发关系。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

H4: 主题触发能力与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平均振荡程度有关，主题周期性振荡的平均

程度越高，主题触发能力越强。

上 述 H1、H2、H3 和 H4 反 映 的 四 个 自 变

量具有内在关系：（1）H1 中的周期性振荡频

率的集中度指某主题的振荡程度是集中在少数

抑或多数的显著振荡频率上，类似于一束复合

光的能量是集中在少数颜色的光抑或多种颜色

的光；（2）H2 中的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

频率分布的均衡度是指 H1 中集中在有限显著振

荡频率上的振荡程度是很不均衡地分布抑或相

对较为均衡，从而反映出该主题的振荡程度是

否主要体现在少数的主导频率上；（3）H3 中

的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是指某主题各

频率振荡程度的总和，反映一个主题周期性振

荡的程度是微弱还是强烈；（4）H4 中周期性

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程度则是指 H3 中的总振荡

程度在有限的显著频率分散后的平均程度。

在 H1、H2、H3 和 H4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提出预测模型 M1：

M1：通过网络主题周期性振荡强烈程度的

分布特征，能够有效预测主题触发能力。

这个预测模型和四个研究假设及其对应的

变量的关系参见图 1。

图 1  假设及其变量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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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设计与操作

本研究以今日头条为研究平台，选取今日

头条上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这

1,094 天内发布的帖子共计 28,473,604 条。通过

BERT 模 型 将 每 条 帖 子 向 量 化， 进 行 K-means

聚类，得到 300 类主题帖文每日的分布比例，

以及各主题在时间序列上的比例变化情况。将

时间口径等分为新旧两个时段，即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旧时段，2022 年 1

月 1 日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为 新 时 段。 对 于 旧

时段主题在时间序列上的比例变化情况，通过

功率谱分析与红噪声标准谱显著性检验的方法

确定各类主题的所有显著振荡频率，结合主题

的周期性振荡特点，定义和量化“主题周期性

振荡频率的集中度” “主题周期性振荡程度在

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主题周期性振荡

频率的总振荡程度”“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

平均振荡程度”这四个周期特征。同时，根据

新时段各类主题在时间序列上的比例变化情况，

计算主题的格兰杰因果矩阵，以各主题在格兰

杰因果矩阵中的点度中心度作为衡量主题触发

能力的指标，即本研究的因变量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预处理

研究数据选自今日头条。今日头条作为算

法分发模式先行者的聚合新

闻客户端受到业界和学界瞩

目 [37]。 今 日 头 条 目 前 拥 有

推荐引擎、搜索引擎、关注

订阅和内容运营等多种分发

方式，囊括图文、视频、问

答、微头条、专栏、小说、

直播、音频和小程序等多种

内容体裁，并涵盖科技、体

育、健康、美食、教育、三

农、国风等超过 100 个内容

领域①。

采 用 八 爪 鱼 软 件 进 行

数据抓取工作。首先使用该

软件编写动态网页抓取程序抓取页面数据，基于

今日头条首页“财经、科技、热点、国际、军事、

体育、数码、娱乐、历史、问答、美食、游戏、

旅游、育儿、养生、时尚、视频、同城”这 18

个内容板块进行连续两个月的抓取，每天早、中、

晚各抓取 1 次“种子”帖，从这些种子帖中获得

其 370,871 个发布者。对这些发布者的历史发帖

进行逐个抓取，并进行时间口径上的统一处理，

选取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这 1,095

天内发布的帖子共计 49,024,037 条。这四千多

万条帖子分属 18 个内容板块，为确保各板块均

衡，从每个内容板块中各抽取 10,109 名用户，

去重后共计获得 111,397 名用户，进而获取样本

用户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帖文共计 28,473,604 条，

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数据。

对于剩下的用户，获取其粉丝数并进行对

数 转 换， 也 即 原 始 值 若 为 x， 则 转 换 后 的 值 为

log2(x+1)，其中 2,747 个用户缺失粉丝数等数据。

最终得到如图 2 所示的用户粉丝数分布。

表 1 对本研究中的用户粉丝数和帖子热度

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样本用户和帖文的抽取

分布广泛，具有代表性。

样本帖子分布在 1,095 天上，对于每一天发

布的帖子，均随机抽取 4,955 条，用来计算每类

① 今日头条 . 2022. 关于头条 . [2024-5-24]. https://www.toutiao.com/about/。

图 2  用户粉丝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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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每天所占比例的时间序列数据。

（二） 帖子向量化表示及主题聚类

本 研 究 采 用 Sentence-BERT（SBERT） 模

型对帖子进行向量化表示。

由 Nils Reimers 和 Iryna Gurevych 在 2019

年提出的 SBERT 模型在 BERT 模型的基础上进

行了改进，采用孪生网络和三元组网络结构来

生成语义上存在意义的句子嵌入，能够使用余

弦相似度进行比较，在提高计算效率的同

时保持准确率 [38]。借助 Python 的 sentence_

transformers 库 导 入 预 训 练 的 BERT 模

型（sentence-trans formers /  paraphrase-

multilingual-mpnet-base-v2 ①），每一条帖

文转为 768 维的向量。在帖子向量化过程中，

使 用 的 Python 版 本 为 3.8，tensorflow 版 本

为 2.8.0，torch 版本为 1.7.1。

使 用 K-means 算 法 对 帖 子 向 量 进 行

聚 类。K-means 算 法 是 一 种 常 用 的 无 监 督

学习算法，用于将数据集划分为不同的簇

（clusters）。 调 用 sklearn.preprocessing 中

的 normalize 函 数 对 每 个 向 量 进 行 L2 规 范

化， 并 使 用 MiniBatchKMeans 对 规 范 化 后

的向量进行聚类。聚类误差随着聚类数量

的变化如图 3 所示。

图中横轴表示聚类数量，纵轴表示聚

类误差。其中，聚类误差是借助 sklearn 库

中 的 kmeans.inertia_， 通 过 簇 内 误 差 平 方

和计算得到的。由图 3 可知，聚类误差随

聚类数量的增加而减少，且其减少的速度

逐渐放缓。聚类数量由 100 类增加到 300

类 时， 聚 类 误 差 的 差 值 与 由 300 类 增 至

1400 类时近似相等。结合肘部法原理可知，

当聚类数量超过 300 时，聚类误差的减缓

趋势会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此时继续增

加聚类数量对改善类间区分度作用有限，

且计算成本会显著增加。综合考虑聚类的

有效性与计算的复杂程度，最终选择 300

类作为本研究样本帖子的主题聚类数量。

K-means 聚类的关键参数如下： 聚类数量

为 300 类，最大迭代次数为 100，每个 batch 的

规 模（ 即 batch_size） 为 7,500,000。 得 到 1,095

天每类主题分布比例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于聚类

的具体结果，按照 30\60\90……的顺序等距抽样

其中 10 类，每类的前 10 个最高关键词见表 2。

每类主题的关键词之间具有显见的关联性，而不

同主题之间差异明显。例如，“头条主题 30”

① https://huggingface.co/sentence-transformers/paraphrase-multilingual-mpnet-base-v2。

用户粉丝数（对数转换） 帖子热度（对数转换）

最大值 18.4207 1.0000

最小值 0.0000 0.0000

中位数 7.1237 0.3285

方差 10.5023  0.0342

标准差 3.2407 0.1850

平均值 6.9784 0.3253

四分位数

25 4.8520  0.2035

50 7.1237 0.3285

75 9.2104 0.4517

表 1  用户粉丝数与帖子热度的描述统计数据

图 3  聚类误差随着聚类数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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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关键词大多为区域地理名词，“头条主题

60”则与车辆驾驶相关。可见，聚类数量为 300

时聚类效果良好。

（三）主题显著振荡频率计算

对于旧时段内 300 个主题每日占比的时间

序列数据，本研究通过功率谱分析与红噪声检

验计算其显著振荡频率。功率谱反映了随机信

号各频率成分功率能量的分布情况，可以揭示

信号中隐含的周期性及靠得很近的谱峰等有用

信息 [39]，是较为成熟且运用广泛的周期分析方

法之一。本研究采用功率谱提取各主题隐藏在

时间序列中的显著振荡频率 [40]。

首先，对一时间序列数据 ，最大滞后时

间长度为 的自相关系数 ：

式中 为序列的均值， 为序列的标准差。

继而计算粗谱估计值。由下列得到不同波

数 的粗谱估计值：

式 中 表 示 第 个 时 间 间 隔 上 的 相 关 函

数。在实际计算考虑端点特性，用下列形式：

最大滞后长度 的取值很重要，在已知序

列样本量为 的情况下，功率谱估计随着 的

不同而变化。在本研究中， 取值为 。频率

对应的周期长度 Tk 与 k 的关系是 Tk 与 =2m/k。

对谱估计结果还需做显著性检验。为了确

定谱值在哪一波段最突出并了解该谱值的统计

意义，需要求出一个标准过程谱以便比较 [40]。

标准谱有红噪声标准谱与白噪声标准谱两种情

况，本研究采用红噪声标准谱对以上步骤计算

得到的谱估计进行显著性检验。

红噪声标准谱的计算公式如下，其中 为

个谱估计值的均值：

主题序号 每类主题的最高关键词

头条主题 30 山东 成都 重庆 四川 苏州 中国 经典 天下 南京 北京

头条主题 60 最大 万起 试驾 纯电 suv 油耗 加速 马力 公里 续航

头条主题 90 这个 可以 实用 壁纸 什么 功能 打开 设置 iPhone 手机

头条主题 120 开心 高兴 礼物 幸福 孩子 奶奶 婆婆 爸爸 女儿 妈妈

头条主题 150 怎么 如何 原因 出现 可能 症状 为什么 怎么办 医生 什么

头条主题 180 排行榜 全球 名单 国家 世界 上榜 十大 第一 中国 排名

头条主题 210 注意 营养 什么 身体 提醒 不能 建议 健康 医生 食物

头条主题 240 十五 一起 助眠 世界 星辰 阳光 城市 太阳 天空 月亮

头条主题 270 婆婆 孩子 一家 越南 媳妇 农村 上海 女儿 北京 中国

头条主题 300 鸡蛋 这样 入味 不要 下饭 直接 大厨 简单 好吃 做法

表 2  主题聚类的等距抽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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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功率谱估计和红噪声标准谱绘制曲线

图。若功率谱估计曲线的峰点超过红噪声标准

谱，则该峰点所对应的周期是显著的 [40]。

抽取第 200、300 个主题，绘制其功率谱和

红噪声如下所示（图 4、图 5）。纵轴方向，黑

色实线所处的值为功率谱结果，黑色虚线所处

的值为红噪声检验值计算结果；横轴方向表示

频率（一一对应于其特定的周期长度）。在相

同的横轴位置（也即频率或其对应的周期长度），

若蓝色峰值点的位置高于红色点，则表示主题

在该频率（或周期长度）上的周期具有显著性。

通过功率谱分析与红噪声标准谱显著性检

验，本研究最终得到了 300 类主题的显著振荡

频率在旧时段内（即前 547 天）273 个周期频率

上 的 分 布 情 况。 计 算 得 到 一 个 300 列 ×273 行

的二进制矩阵，其中每行表示一个主题，每列

表示一个频率（从左到右依次是从小到大的频

率），行中每个点元素代表该主题是否在对应

周期上存在显著的变化，存在记为 1，否则记为

0。对周期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观测到 300 类

主题在旧时段内显著振荡频率的分布情况（图

6）。亮点部分表示主题有该长度的周期，也即

该点取值为 1，暗点表示主题没有该长度的周期，

也即该点取值为 0。图中可以看到，300 个主题

的振荡频率，既有一些共通性的频率，也即图

中的亮线，也有差异性的频率。

（四）主题周期特征的定义与量化

本节将结合功率谱分析与红噪声检验后各

主题显著频率的数据，对关键的周期研究变量

进行定义和量化。

1. 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使用功

率谱分析与红噪声检验后，各主题显著振荡频

率的数量表示旧时段内各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集中度。显著振荡频率的数量越少，主题周

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越高。

2. 主题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

的均衡度。使用各主题显著振荡频率的幅值标

准差表示旧时段内各主题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

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主题显著振荡频率的

幅值标准差越低，主题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

著频率的分布越均衡。

设共有 个主题，每个主题的显著振荡频

率的数量为 ， 表示第 个主题的第 个

显著振荡频率的幅值， 表示第 个主题的显著

振荡频率的幅值均值，则该主题的显著振荡频

图 4  第 200 个主题的功率谱与红噪声检验图

图 5  第 300 个主题的功率谱与红噪声检验图

图 6  旧时段 300 类主题的周期独热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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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幅值标准差可以表示为：

3. 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使

用各主题显著振荡频率的幅值的平方和表示旧

时段内各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

主题各显著振荡频率的幅值平方和越高，主题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越高。

设共有 个主题，每个主题的显著振荡频

率的数量为 ， 表示第 个主题的第 个

显著振荡频率的幅值，该主题的显著振荡频率

的幅值的平方和可表示为：

4. 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程度。

使用各主题显著振荡频率的幅值均值表示旧时

段内各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程度。

主题各显著振荡频率的幅值均值越高，则该主

题周期性波动中各频率的平均能量越高。

设共有 个主题，每个主题的显著振荡频

率的数量为 ， 表示第 个主题的第 个

显著振荡频率的幅值，该主题的显著振荡频率

的幅值均值可表示为：

（五）主题触发能力计算

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判断两个主题之间

是否存在触发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常用

来测量一个时间序列是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时

间序列 [41]。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一个变量

的变化能够影响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若两个主

题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那么一个主题在数

量或比例上的变化就会触发另一个主题在数量

或比例上产生增减起伏，即两主题间存在触发

关系。在本研究中，根据新时段内主题每日占

比的时间序列计算主题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

关系，也即“主题间的触发关系”。

使用各主题在格兰杰因果矩阵中的点度中

心度衡量主题触发能力的强弱。主题触发能力

能够反映主题影响力的广度和深度，而点度中

心度则可以直观反映一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影响

力，故而主题在表示主题间触发关系的格兰杰

因果矩阵中的点度中心度可以表示主题触发能

力。本研究将主题触发能力设为因变量 ，其具

体含义是：一个主题在时间上的增减起伏触发

其他主题发生增减起伏的能力，且这种触发能

够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信息传播和舆论研究中，格兰杰因果检

验这一方法常用于议程设置相关研究 [41][42][43]。

如果在包含了时间变量 、 的过去信息的情

况下 , 对于 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单纯由 自身的

过去的信息预测的效果 , 就称 是 的“格兰杰

原因”[44]。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核心思想是检验

两个变量及其滞后期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所

以格兰杰因果关系方程要求时间序列变量是平

稳的或协整的 [45]。因此，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

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1. ADF单位根检验。ADF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常被用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是

否平稳。ADF 检验的原假设是时间序列数据存

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如果检验的显著性水

平 p-value 小于 0.05，则数据是平稳的。

新时段 300 个主题的时间序列数据中有一

部分存在不平稳情况，故而本研究对所有数据

进行了一阶差分处理。一阶差分后，300 个主题

的时间序列数据均平稳，能够通过 ADF 单位根

检验。部分检验结果见表 3。

2．E-G 两 步 法 协 整 检 验。 对 于 存 在 两 组

以上时间序列数据的情况，可使用 E-G 两步法

（Engle-Granger）检验数据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E-G 两步法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两个时间序列

是协整的，它们之间的线性组合应该是平稳的。

本研究使用 Python 中 statsmodels.tsa.stattools 模

块的 coint 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 300 组时间

序列数据间均存在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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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 试 适 当 的 滞 后 阶 数。 本 研 究 通 过

statsmodels.tsa.api 模块的 VAR 对一阶拆分后的

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并使用信息准则 AIC

来评估模型的拟合效果，选择在该准则下具有

最小值的滞后数量。结果显示最佳滞后期为 1 天，

故而本研究中格兰杰因果分析的滞后期设置为 1

天。

通过上述步骤后，调用 statsmodels.tsa.stattools

模 块 的 grangercausalitytests 函 数 对 新 时 段 300

类主题的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

300×300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矩阵。该矩阵表示

主题间触发的因果关系。如图 7 所示，图中第 i

行第 j 列的值若为 1，则该点为黑点，表示第 i

个主题对第 j 个主题具有触发作用；值若为 0 则

该点为白点，表示第 i 个主题对第 j 个主题没有

触发作用。

4．主题触发能力。使用各主题在表示主题

间触发关系的格兰杰因果矩阵中的点度中心度

衡量该主题触发能力的强弱。点度中心度是社

会网络分析法中的常见指标之一，其概念内涵

符合本研究中对主题触发能力的量化需求。

社 会 网 络 分 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简称 SNA）用于描述和测量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或通过这些关系关联流动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

东西，如信息、资源等 [46]，是一种研究社会关

系和结构的方法。中心性分析是社会网络分析

中的一项重要方法，能够指明在整个网络中占

据关键位置的节点。一旦社会行动者获得了更

高的中心性，就意味着他 / 她更接近网络的中心，

可能获得更高的权力、影响力和便利性 [47]。中

心性指标可以用来衡量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重

要程度以及影响力。其中，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是常见的中心性分析指标之一，其反

映的是在整个网络中当前节点的直接影响力 [48]。

一个主题在触发关系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越高，

该主题对其他主题的影响程度越高，其在数量

或比例上的增减起伏越有可能触发其他主题在

数量或比例上产生增减起伏。

计算各类主题在主题间触发关系网络中的

点度中心度，得到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 。该变

量表示：某个主题在时间上的增减起伏触发其

他主题发生增减起伏的能力，且这种触发能够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假设检验与回归分析

（一）假设检验

在前文实证设计与操作中，已经对相关变

量进行了定义与量化，得到了表示主题触发能

变量 检验统计量 p 值 结论

主题类型 0 -39.746  0.000 平稳

主题类型 1 -39.401  0.000 平稳

主题类型 2 -34.498 0.000 平稳

主题类型 3  -34.346 0.000 平稳

主题类型 4 -36.497 0.000 平稳

主题类型 5  -36.877 0.000 平稳

主题类型 6 -40.409 0.000 平稳

主题类型 7 -40.708 0.000 平稳

主题类型 8 -32.352 0.000 平稳

主题类型 9 -33.411 0.000 平稳

表 3  ADF 单位根检验的部分结果

图 7  主题间触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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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因变量 G，以及反映主题振荡

特点的四个周期属性：主题周期性

振荡频率的集中度、主题周期性振

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

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

和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

程度。本节首先通过皮尔逊相关性

检验来判断这四个周期变量与因变

量间的关系，对假设 1 至假设 4 进

行检验。

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四个周

期变量均与因变量 G 显著相关。

对各周期变量与因变量 G 的关

系进行可视化，绘制散点图，进一

步观测其线性关系。如图 8 至图 11

所示。

此外，主题间内容相似度这一

重要变量可能会对主题间触发产生

影响，这是容易产生的猜想，有必

要进行排查。

在完成主题聚类的基础上，使

用余弦相似度与组平均法计算每两

类主题的类间内容相似度。余弦相

似 度（cosine similarity） 是 通 过 两

个向量之间的夹角来衡量向量相似

性 [49]。随后使用组平均法计算每两

类主题的类间相似度，取每两类主

题间所有样本的余弦相似度的平均

值作为类间相似度的度量值。

假 设 任 意 两 篇 帖 文 与

之 间 的 余 弦 距 离 [ 余 弦 距 离 为

] 表 示 ， 则 包

变量名称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

集中度（H1）

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

率分布的均衡度（H2）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

振荡程度（H3）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

振荡程度（H4）

因变量 G

Pearson 相关性 -0.529** 0.786** 0.760** 0.754**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个案数 300 300 300 300

表 4  四个周期变量与因变量 G 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图 8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

图 9  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

图 10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

图 11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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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条帖文的主题 与包含 条帖文的主题

的类间相似度表示如下：

	

其后计算各类主题在类间内容相似度矩阵

中的特征向量中心性，得到主题间内容相似度这

一干扰变量。计算可知，主题间内容相似度与

因变量 具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163。

使用散点图对主题间内容相似度与因变量

进行可视化，结果如图 12 所示。表示各个主题

的 红 点 分 布 较 为 散 乱， 并 未 展

现明显的规律。

为 了 更 精 确 地 排 除 主 题 间

内 容 相 似 度 的 干 扰， 确 保 严 谨

性， 使 用 偏 相 关 分 析 检 验 主 题

间 内 容 相 似 度 对 于 四 个 周 期 变

量 与 主 题 触 发 能 力 之 间 的 相 关

关 系 是 否 存 在 影 响。 结 果 如 表

5.1 和表 5.2 所示。

由 此 可 知， 去 除 主 题 间 内

容 相 似 度 这 一 变 量 虽 然 会 对 四

个周期变量各自与因变量 间的相关系数产生

影响，但该影响微弱，可以忽略。主题间的触

发并不会因为彼此的内容相近而加强，在一定

程度上排除了主题间内容相似度对于本研究检

验部分的干扰。

（二）基于前述假设的预测

本研究通过 XGBoost 回归预测模型来检验

主题这四个周期属性能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主题

触 发 能 力。XGBoost（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具

有线性规模求解器和树学习算法，已在众多预测

领域取得了较好效果 [50][51]，且能够规避多重共

图 12  主题间内容相似度

控制变量：无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
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

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

总振荡程度

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平均振荡程度

因变量 G

Pearson 相关性 -0.529** 0.786** 0.760** 0.754**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自由度 298 298 298 298

表 5.1  偏相关分析的结果（控制变量：无）

控制变量：主题间内容相似度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
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

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

总振荡程度

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平均振荡程度

因变量 G

Pearson 相关性 -0.526** 0.779** 0.753** 0.747**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自由度 297 297 297 297

表 5.2  偏相关分析的结果（控制变量：主题间内容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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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性。 本 研 究 在 Python 中 借 助 xgboost 库 中 的

XGBRegressor 构建回归预测模型。

1. XGBoost 回 归 预 测 模 型 的 构 建 与 评 估。

本研究以表示主题触发能力的 为因变量，以

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主题周期性振

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主题周期

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和主题周期性振荡频

率的平均振荡程度这四个周期特征以及主题间

内容相似度作为自变量拟合 XGBoost 回归预测

模型。在 4.1 假设检验中已经发现，主题间内容

相似度与主题触发能力呈负相关，且相关系数

的绝对值较低。在本小节中，将主题间内容相

似度与其他四个周期特征变量一起用于 XGBoost

回归预测模型的拟合。若主题间内容相似度的

特征重要性很低或近似为零，则可确定这一变

量对本研究无干扰。

使用 sklearn.model_selection 中的 train_test_split 函 数

将所有变量数据随机划分为训练子集和测试子

集。本研究设置训练集与测试集的比例为 8：2。

借 助 Scikit-learn 库 中 的 RandomizedSearchCV

模 块 优 化 模 型 参 数， 通 过 五 折 交 叉 验 证 和 随

机 搜 索 法 确 认 learning_rate、n_estimators、

subsample、max_depth、min_child_weight 等 参

数的值。

RandomizedSearchCV 能 够 实 现 参 数 空 间

中的随机搜索，参数的取值是从能够描述参数

所有取值可能性的概率分布中抽取的。对于每

个参数，既可以使用值分布，也可以指定离散

的取值列表。与网格搜索法相比，可以选择较

少 的 参 数 组 合 数 量 且 加 入 不 影 响 模 型 性 能 的

参 数 不 会 降 低 效 率。 本 研 究 迭 代 1000 次（n_

iter=1000），以 mse 为评估指标（scoring='neg_

mean_squared_error'），搜索理想的模型参数。

具体参数名称、含义、取值范围以及参数

选择见表 6。

据 此 拟 合 模 型， 并 通 过 R 方、RMSE 均 方

根误差和 MAE 平均绝对误差对模型拟合结果进

行评估。

根据上表可知，模型 R 方为 0.6420，RMSE

为 0.0906，MAE 为 0.0705。该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对于主题触发能力具备较高的解释力度。

2. 周期特征在预测主题触发中的重要性。

通过 XGBoost 回归预测模型，可提取出最佳模

型中各个周期变量对于预测主题触发能力的重

要性。

根据表 8 可知，“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

振荡程度”对预测主题触发能力最为关键，其

特征重要性达 0.3963。“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

振荡程度”与“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

分布的均衡度”次之，分别为 0.2761 与 0.2062，

对预测主题触发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参考。相比

之下，“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与“主题

间内容相似度”对预测主题触发能力的贡献较

为微弱，几乎可以忽略。这进一步排除了以往

参数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参数选择

搜索参数

learning_rate
学习率，指定更新时缩减的步长，防止

过拟合。较常用的取值范围是 0.01~0.2
均匀分布于（0.01，0.2） 0.0308

n_estimators 控制集成学习模型中树的数量 离散分布于（50，500） 151

subsample 训练样本的采样率 均匀分布于（0.5，0.9） 0.6169

max_depth
树的最大深度。该参数设置越大模型越

复杂，常见取值范围是 3~10
离散分布于（3，10） 4

min_child_weight
子节点包含实例权重的最小总和。若小

于该值，则分裂停止
离散分布于（2，10） 8

固定参数
booster

指定选用的 Booster，有树模型 gbtree、

dart 和线性模型 gblinear 这三类
/ gbtree

objective 学习任务的目标函数 / reg:squarederror

表 6  XGBoost 回归预测模型参数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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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认为具有鲜明干扰性的“主

题间内容相似度”对主题间触发

关系的影响重要度。

以“ 头 条 主 题 131” 与“ 头

条主题 0”“头条主题 1”以及“头

条主题 2”为例，对研究变量与研

究结论进行具体说明。这四个主

题的最高关键词、周期特征变量

与触发能力详见表 9.1、表 9.2。“头

条主题 131”是金融领域相关的主

题，在新时段具有最高的触发能

力， 其 与 个 人 收 入 相 关 的“ 头 条

主题 0”、女性相关的“头条主题 1”

以及生活状态相关的“头条主题 2”

均存在触发关系。也就是说，“头

条主题 131”相关内容在数量或比

例上的增减起伏会触发另外三个主

题的数量或比例出现起伏涨落。由

常理推测，金融市场良性向好发展

会对生活消费产生影响，促发用户

在个人收入、女性经济以及生活方

式等方面产生个性化的观点态度或

模型评估指标 含义 模型数值

R 方 用于衡量模型对数据方差的解释程度 0.6420

RMSE

均方误差 MSE 的算术平方根，MSE 是预测

值和真实值差的平方的期望。RMSE 越小，

模型效果越好

0.0906

MAE

平均绝对误差，用于衡量模型预测值与真实

值之间绝对差异的平均值。MAE 越小，模型

效果越好

0.0705

表 7  模型评估

变量名称 特征重要性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程度 0.3963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 0.2761

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 0.2062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 0.0675

主题间内容相似度 0.0539

表 8  特征重要性

主题序号 每类主题的最高关键词

头条主题 131 公司 上涨 持续 10 2021 亿美元 销量 市场 2022 亿元

头条主题 0 自己 为何 不是 一眼 生活 一个 什么 富豪 为什么 赚钱

头条主题 1 女神 名字 好看 小姐姐 喜欢 漂亮 可爱 女生 女人 女孩

头条主题 2 生活 自己 人生 轻松 静心 助眠 放松 解压 舒缓 冥想

表 9.1  四个主题的最高关键词

主题序号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

度

周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

频率分布的均衡度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

振荡程度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

振荡程度
主题触发能力

头条主题 131 4.0000 0.0373 0.0163 0.0517 0.7458

头条主题 0 12.0000 0.0054 0.0015 0.0098 0.2007

头条主题 1 9.0000 0.0030 0.0013 0.0115 0.1940

头条主题 2 10.0000 0.0083 0.0024 0.0129 0.3010

表 9.2  旧时段周期特征与新时段触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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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表达。

回归到主题触发能力与周期特征。由表 9.2

发现，旧时段“头条主题 131”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集中度低于其他三个主题，周期性振荡程度

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总振荡程度、周期性振荡频率的平均振荡程

度均显著高于其他三个主题；而新时段中“头

条主题 131”的触发能力也明显高于其他三个主

题。这与 4.1 中的结论相吻合。结合 4.2 中的预

测分析可知，若基于过往的时间序列得到这四

个主题的周期特征，则可以合理预测未来四个

主题触发能力的强弱情况，提前发现“头条主

题 131”具有高触发力，对其他三个主题有触发

作用。当其在网络中集中涌现时，剩下三个主

题的数量或比例也会随之出现波动。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关注主题增减涨落的振荡特点对于

主题间联动触发的影响机理和预测效果。通过

功率谱分析与红噪声检验的频域分析方法，提

取主题的多个显著振荡频率，根据主题的振荡

特点，创新性地定义与量化了四个周期特征：

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主题周期性振

荡频率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主题周期

性振荡频率总振荡程度、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平

均振荡程度。同时，通过计算各主题在格兰杰

因果矩阵中的点度中心度得到用以量化主题触

发能力的因变量 ，该变量表示某个主题在时间

上的增减起伏触发其他主题发生增减起伏的能

力，且这种触发能够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通

过相关性分析验证了四个周期特征与主题触发

能力的关系。通过 XGBoost 回归预测模型，验

证了这四个周期特征对主题触发能力的预测效

果，排除了主题间内容相似度这一变量的干扰，

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的合理性，确证了主题

周期特征对网络主题触发能力是否影响、具有

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哪些因素来影响的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是：（1）主题触发能力

与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有关，主题周期

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越高，主题触发能力越强

（H1）；（2）主题触发能力与主题周期性振荡

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的均衡度有关，主题周

期性振荡程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越不均衡，主

题触发能力越强（H2）；（3）主题触发能力与

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有关，主题

周期性振荡的总体程度越高，主题触发能力越

强（H3）；（4）主题触发能力与主题周期性振

荡频率的平均振荡程度有关，主题周期性振荡

的平均程度越高，主题触发能力越强（H4）；（5）

通过网络主题周期性振荡强烈程度的分布特征，

能够有效预测主题触发能力（M1）；（6）主题

间内容相似度对预测主题触发能力并无贡献。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1）率先明确讨

论主题本身周期性起伏的时间模式与增减涨落

的振荡特点在主题间联动触发、协同演化中的

传播功能和作用。已有的研究多是从内容相似

度、热度流行度等因素的角度，或是结合议程

设置等经典的舆论传播和信息扩散理论对主题

间联动触发、协同演化的问题进行分析，鲜少

关注主题内在的周期特征对主题触发能力的影

响，本研究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补充。各个主题

因其在时间上的涨落运动，犹如一根根具有自

身各种振荡波长及其对应的振荡强度、形成特

殊振荡模式的“琴弦”，因而不同的琴弦在舆

论触发、共振和联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2）

较为率先关注到除周期长度之外主题更为丰富

的振荡特点以及相关的周期属性在主题间联动

触发、协同演化中的功能和作用，指出了主题

周期性振荡频率的集中度、主题周期性振荡程

度在各显著频率分布中的均衡度、主题周期性

振荡频率的总振荡程度、主题周期性振荡频率

的平均振荡程度这四个周期特征在预测主题间

触发关系中的重要性。这些振荡方式的属性对

舆论主题协同、触发的作用，目前在国内外的

研究中还缺乏关注和研究。（3）在研究方法上，

从基于话题生命周期、信息老化理论等的时域

分析方法转向功率谱与红噪声检验这一经典的

频域分析方法，这对提取多个主题显著振荡频

率、更加细致全面地分析主题的振荡特点起到

了关键作用。该方法在数学上并不属于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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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信息传播、舆论中的引入和应用还比较少，

有助于舆论主题的振荡“频率”、相应频率对

应的振荡强度进行特殊的解析，并分析这些频

率和强度在舆论传播、演化中的作用，而后者

的这些研究在现有研究中尚不充分。（4）在理

论进路上，有助于思考和探索基于“时间模型”

的舆论“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的理论与

实践，推进基于振荡模式的舆论扩散与调控研

究。经典而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影响到管理学、

营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广泛的领域，其理

论内涵往往是“舆论内容”的调控，也即意指“媒

介不一定决定人们怎么想，但可以在相当程度

上决定人们想什么”。而本研究提出，可能而

且需要把“议题内容设置”扩展到“议题时间

形式设置”，也即媒介不仅可能影响人们想什么，

还可能影响人们“以什么样的节奏、时间模式

来想”。（5）在实践意义上，考察舆论场中起

伏振荡的各种主题内容犹如一根根振荡的琴弦，

如何发生彼此的促发与共振，进而产生其传播后

果。以什么样的节奏、模式来“重复”信息比

单纯大批量的“狂轰滥炸”地复制信息更为重要，

信息的有效传导需要符合特定的时间模式与节

律，进而关系到自身及其和其他信息传播的交

织与激发。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防范信息节

律和振荡方式中潜藏着的更为强效的舆情促发、

更深层次的文化影响以及更难驾驭的社会信息

风险。

本研究仍有需深化讨论之处：（1）本研究

重点关注主题内在的周期特性对主题触发能力

的影响，并未综合考虑用户行为、群体情绪、

社会活动与自然地理等外部因素的动态作用。

加入对外部因素的考量后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在该方面取得进展。（2）

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的结果是基于今日头条

的分析，在其他网络平台中是否成立还有待进

一步验证。（3）在研究方法上，格兰杰因果检

验并不能直接探究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绝对因

果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采用

更为前沿与严格的因果模型来探究主题间的触

发关系，在学科交融中深化经典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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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brating Strings: The Influence and Prediction of Cycli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Triggering Ability of Topics

Xu Xiang， Song Yuxuan

Abstract: The periodic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time pattern of online topic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triggering of inter-topic interactions remain an unclear theoretical issue. The periodic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pic are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visible peaks and valleys of the undulating 
waveform, but also in the combination of several oscillation frequencies, oscillation wavelengths, and 
oscillation intensities that are not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after disassembling the undulating waveform.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the motion forms and time patterns of topic oscillations and cycles. Each 
theme is like a string with its own oscillation wavelengths and corresponding oscillation intensities, forming 
special oscillation modes, playing a unique role in triggering, resonating, and linking in public opinion. This 
study employs power spectrum analysis and red noise test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methods to extract 
significant oscillation frequencies and corresponding cycle lengths of topics, by testing four hypotheses 
and constructing a XGBoost Regression prediction model,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periodic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n the triggering ability of topic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total oscillation degree, and average oscillation degree of periodic oscillation frequencies, the stronger 
the triggering ability of the topic. Additionally, the more uneven the distribution of periodic oscillation 
degrees across significant frequencies, the stronger the triggering ability of the topic. These four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triggering ability of topics. Moreover, the similarity in topic content 
does not contribute enough to predicting the triggering ability of topics. Compared to the simple large-scale 
re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bombardment, the rhythm and pattern in which thematic information oscillat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skill,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st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It is possible and necessary to extend the emphasis on “topic content setting” in agenda setting 
theory to “topic time form setting”. The periodic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topic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inter-topic linkages and co-evolution, helping to understand the rhythms in the 
network and facilitating effective public opinion regulation.
Keywords: cyclical characteristics; topic trigger; power spectrum; red noise test; XGBoost Regression; 
Granger causality
Authors: Xu Xiang, College of Arts and Media, Tongji University; Song Yuxuan, College of Arts and 
Media, Tongj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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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囿于对传播主体能动特征的简单认知，人机传播研究存在先入为主、以偏概全和以静抑动等局限，

忽视了对传播过程的关照。文章借由技术中介理论对“人 - 技术关系”的多元理解，探索智能技术社会

化背景下的人机传播。技术中介理论从互动过程直观，为理解人机传播提供了意识、身体、情境三个方面

的合理性，推进了人机传播在关系维度的发展。从技术中介理论出发，通过技术与人类交互发生的与身体

相关的不同空间距离可将人机传播归纳为三种类型：伴身式人机传播、环身式人机传播、离身式人机传播，

不同的传播类型具有迥异的传播特征。类型化为理解智能技术的社会化应用及其与人类的交互奠定了基础，

成为认识人机传播的关系维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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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机器诞生以来，人类在生活实践中与机器的互动与日俱增，人 - 技术

关系日趋紧密，在“机动化 - 自动化 - 智能化”的技术演进脉络中，机器逐

渐蜕变为一个交流主体，而主体性标志着机器的转型 [1]。这一变化趋势直接

导致了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HMC）研究的勃兴。人

机传播是“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意义创造”[2]，是人机共同参与的社会化过程，

“传播”不再只是人类沟通的专属代名词，人类传播与人机传播成为不同的

传播类型。正是智能技术的社会化应用赋予了人机传播研究源源不断的生命

力，使机器从一种工具、媒介转型为能够与人类进行意义交互的他者。

基于智能技术的社会化应用趋势，古兹曼（Guzman A L）和李维斯（Lewis S 

C）概述了未来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和人机传播开展研究的三个关键维度：功

能维度（functional）、关系维度（relational）、本体论维度（metaphysical），

并以此作为未来人机传播研究的框架 [3]。功能维度，关注人们如何将技术设

备和相关应用理解为传播者；关系维度，关注人们如何在社会环境中与技术

相互关联；本体论维度，关注由于人类、机器和传播的本体论界限模糊而产

生的问题。三个维度围绕“机器何以与人类进行平等的交互”这一核心问题

从主体特征到互动过程：
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人机传播研究 1）

叶立 林爱珺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与法规”（18ZDA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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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的不同路径探

寻技术主体能动的本质，三者并行不悖、相互

补充，共同构成人机传播研究的基础框架。

目前人机传播研究高度关注“机器在传播

活动中的主体特征”，强调机器作为交互中的他

者或准他者与人类主体在外部形态或内部功能

方面的差异性与相似性，试图通过智人特征理解

并形塑机器传播者，进一步借人类传播的既有模

式探索人机传播的发展趋势，深刻体现了人机传

播研究功能维度的思维逻辑。功能维度一方面聚

焦技术特性与技术接受情况，揭示了技术产品带

来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人与技术在日

常生活中相互作用的细节 [4]。这使人机传播成为

一个与技术功能特征直接相关的研究领域，进

而衍生出技术中心和人类中心（Anthropocentric 

and Technocentric Paradigms）两种单边主义范

式  [5]。此时，人机传播研究往往只涉及人类与某

一具体技术之间的微观互动，缺乏社会关系层

面的普遍价值和意义，随着技术快速更新迭代，

相关研究的时效性和适应性将逐渐减弱。为此，

人机传播研究需要突破微观的功能维度局限，

寻求一种中观视野，将人与技术的交互置于人 -

技术关系的范畴中进行理解和分析，从而发掘

技术社会化背景下人机传播的潜在特质。基于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在智能技术社会化的

背景下，通过技术中介理论对人 - 技术关系的

多元理解，整理并归纳扎根于不同人 - 技术关

系的人机传播类型及特征，为人机传播研究补

充关系维度的理论视角。

一、管中窥豹：人机传播研究中的认知局限

人机传播研究的功能维度将人类主体的特

征作为智能技术发展的线索，并以此建构人机

传播的合理性，这一认知取径体现了人工智能

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的学理精神。一方面，符

号主义的核心是关注数理逻辑的可计算性和可

解释性，强调通过符号处理过程的数理推理和

演绎理解人类智能的形成和表达，如专家系统

等，符号表征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立足点，体

现在每一个行为的因果逻辑上。人类通过逻辑

推理和语言功能学习并处理符号，以此完成行

为的因果关联，因此，具有与人类相似的推理

和语言功能意味着相近甚至相同的行为结果。

另一方面，联结主义的核心是关注生物智能的

可模拟性，强调通过生理特征理解人类智能形

成和表达的过程，如神经网络等，将生理特征

作为人类智慧的来源。因此，具有与人类生理

特征相似的技术或技术物同样可能蕴含着智能。

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

主流学派为人机传播提供了基于智能主体能动

特征的微观研究视域，如主体的性别外观、行

为表现、结构功能等能够直观感受的显性特征

或身份角色、推理逻辑、互动方式等在具体交

互中才能显现的隐性特征。经过长期的技术实

践检验，主体特征无疑是技术智能化的有效路

径，但其微观视角对人机传播的发展也造成了

一定的认知局限。

（一）先入为主：人类传播限定人机传播

探索技术与人类交互中的主体特征始于“媒

介等同（The Media Equation）”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斯坦福大学的纳斯（Clifford Nass）与

李维斯（Byron Reeves）通过 35 项心理实验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会像对待真人一般对待

计算机等媒介技术，无意识地将与人类交互的

脚本应用于与技术的交互之中  [6]。该理论衍生出

的 计 算 机 是 社 会 行 动 者（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CASA）范式，揭示了社交启发式（social 

herustic） 在 人 机 互 动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包 含 举

止、人格、情感、社会角色、形式等主体特征。

CASA 范式植根于人类对社会互动与媒介技术的

认 知 和 理 解， 为 HAI、HCI、HRI 等 相 关 领 域

的社会技术设计和应用研究提供了支撑，这些

研究发现为“人机传播（HMC）”概念的诞生

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也成为

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随着计算机等

技术的社会化普及，人们对各种技术的适应使

CASA 范式的内涵得到拓展。隆巴德（Lombard）

等从传播对象上丰富了人机传播的类型，提出

媒 介 是 社 会 行 动 者（Media Are Social Actors，

MASA）范式以解释技术进步对 CASA 结果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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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将技术对象由计算机拓展至一般媒介，

由单一技术延伸到多元技术  [7]。范德古特（van 

der Goot） 等 则 从 传 播 方 法 上 丰 富 了 人 机 传 播

的类型，区分了无意识的媒介等同范式（Media 

Equation paradigm） 和 有 意 识 的 媒 介 唤 起 范 式

（Media Evocation paradigm）， 分 析 了 人 机 传

播的两种认知和交互路径，并强调混合研究方

法的重要性  [8]。

尽管 CASA 范式逐渐丰富完善，但始终立

足于技术在交互中所呈现的主体功能特征，以

此探寻技术对人类主体的适应程度和成为交互

主体的可能。然而，用人类传播渗透人机传播

存在一定风险。斯宾塞（Spence P R）反思人类

传播是否应该成为评判人机传播的“黄金标准”

这一问题时警示到，从这一立场出发会限制人

机传播未来研究的范围  [9]。人类与机器在本体论

上存在包括起源、智能、情感、自主性等方面

的巨大差异 [10]，这使得人机传播必然具有其特

殊性和限定性。从人机共同建构意义的角度，

原有的传播学框架是否适用于人机传播尚有待

商榷，不同类型的传播主体也需要做出区分 [11]。

若武断地将技术物判定为与人类平等互动的他

者，显然缺乏适当的逻辑过渡及对技术本身特

征的合理考虑，难以明确技术作为主体与客体

之间的差异，更难以说明异质的主体如何实现

有效的意义共享。因此，囿于对人类主体特征

及传统人类传播先入为主的认识，人机传播研

究将缺乏理论视域的丰富性，使相关研究呈现

同质化趋势。

（二）以偏概全：人际关系捆绑人 - 技术

关系

CASA 范式对社交主体特征的强调将人机传

播中的人 - 技术关系限制在人际关系的范畴，

认为机器之所以能够和人类共同参与传播活动

是由于具备了与人类相似的特征，如智慧的内

核或相似的外观，人与机器的传播活动类似于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活动。因此国外人机传播研

究聚焦于与人际传播相似的传播效果，在研究

内容与方法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平衡。研究内容

方面，人机传播关注技术特征对传播活动的影

响或人类特征对技术的适用，强调人际关系特

征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已

有超过 60% 的人机传播研究从关系的角度出发，

其中从人际关系着手的研究占比高达 32.6%，缺

乏更为宏大的研究语境；研究方法方面，人机

传播以实验和调查等量化方法为主，半数以上

（64.4%）的研究通过经验方法检测人机之间的

传播效果，这种专注于直接传播效果的考察方

式往往忽略了传播的后置影响，如交互动机及

其变化特点  [12]。国内学者同样聚焦于具体智能

技术在社会应用中的传播效果，如智能语音助

手、智能音箱、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机

器人等，无差别地将人机传播与人际传播形成

关联。相应的观点认为人际传播是社会传播活

动的基础，传播主体必须通过人际传播实现自

我认知与相互认知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协作 [13]。

而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与机器之间的直接互动使

人机传播更类似于人际传播 [14]。出于对该观点

的反思，有学者提倡以“发展的”人际传播理

论研究人机传播议题，进而揭示人机传播意义

生产过程的双重性 [15]。

将人 - 技术关系类比于人际关系是从传播

效果反推传播的前提条件，试图揭示智能机器

在社会传播活动中作为传播主体的合理性，是

本末倒置的理解方式。从技术发展现状的角度，

虽然机器确实能够在各种环境中与人类进行沟

通，但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与人的互动并不完全

符合长久以来围绕人际交流所形成的传播理论

范式 [16]。面对智能技术引发的机器主体化蜕变，

人 - 技术关系存在多元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囿

于人际关系的窠臼之中，人机传播也不该被认

为仅仅是人际传播式的，正是人 - 技术关系的

多样性造就了人机传播形态的丰富性和特殊性。

从观念史的角度，人 - 技术关系具有多重理解

向 度， 从 笛 卡 尔（René Descartes） 关 于“ 主

客二分”[17] 的人技二元思想到拉·梅特里（La 

Mettrie）关于“人是机器”[18] 的人技一元思想；

从马克思（Karl Marx）的“器官延长说” [19]、

卡普（Ernst Kapp）的“器官投影说”[20]、麦克

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延伸论” [21]

传播与社会



72

等 技 术 延 伸 思 想 到 唐· 伊 德（Don Ihde）、 维

贝 克（Peter-Paul Verbeek）、 拉 图 尔（Bruno 

Latour）等人的技术中介思想，人与技术逐渐从

形态、功能、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对立走向相似

甚至产生融合，其中蕴含着对人 - 技术关系的

多维理解，人 - 技术关系的丰富性不该在人机

传播中受到忽视。

（三）以静抑动：主体特征遮蔽传播过程

从传播过程的意义共创来看，主体特征并

不是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认知经验

的共通才是关键所在。当我们理解某人对我们说

的话时，我们理解的不仅仅是那个人，也不仅

仅是他或她的“观点”，我们还会认真考虑这种

看待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是否也有一定的有效性，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自我理解（Sichverstehen）”

也不意味着把自己变成一个客体，而是在某一

特定的事情中“了解自己的方式”  [22]。理解是

一个认知共通的过程而非主体与客体的互动。

因此，人机之间的交流并非以绝对独立的主体

形态完成的，机器在传播中的角色是在传播过

程中显现出来的，并不完全受制于其功能设定。

正如智能语音助手在提供基础服务功能之余也

充当着交流者的角色，后者对于不同用户将产生

不同效果，具有不同意义，并不完全受到该产

品设计的限制。这意味着机器作为传播活动中

的“主体”和“他者”并非单方面地远离或受

制于人类，而是在具体情境中产生特殊的意义。

受制于有限的认知，人们对人与媒介技术

的评价总是简单且显著的。“媒介等同”理论

指出每个人对媒介技术的反应是社会的、自然

的，“人们会忽略媒介里面的客观智能（对中

文屋也是一样），因为人们在评价人的时候考

虑的就并不是真正的智力，比如 IQ”[23]。因此，

人们对这一系列实验的关注点理所当然地落在

了技术特征上。事实上，这是一种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认知取向，只看见技术特征的符号

化表达，却忽视了这些技术特征只有在特定的

情境中才能完成意义的传达和交换。正如萨奇

曼（Suchman  L A）对技术特征的反思：“所谓

的互动程序，比如我的同事们设计的专家系统

利用了人类对话的某些特征，鼓励人类对话者

将交互性归因于机器。与此同时，这些归因掩

盖了人和机器与正在展开的情境之间的深刻不

同关系，以及他们在其中和通过情境相互作用

的相关能力。”[24] 因此，人机传播中的意义共

享和共创并非人或技术任意一方通过符号特征

实现意义表达，完整的意义将在二者相互适应

的情境当中涌现。当媒介技术具备了一定的社

交属性，满足了人类的社交习惯，才能够融入

人类编织的社交情境，基于意义共创的人机传

播方能成其所是。如此看来，人与技术共同适

应的社交情境而非单纯的技术特征才是推导出

媒介等同理论的根本力量。可见，人机传播是

立足于人类社交情境而非主体特征的传播类型，

其目的是在技术他者化过程中寻求有效的社交

范围。

综上所述，囿于对主体能动特征的简单认

知，目前人机传播研究存在先入为主、以偏概

全和以静抑动等认知局限。通过人类的生物特

征或社会特征理解人机传播，忽视了传播活动

的关键因素——人机共同适应的经验基础和情境

基础——所提供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传播是“社

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25]，是

一个社会化问题，人类之间的传播活动建立在

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上，而人机传播则反映了人

类与技术共同社会化的过程。面对技术智能化

引发的人 - 技术关系变革，人机传播研究亟需

摆脱对人类主体特征的执着与迷恋，转而关注

传播过程本身，在技术社会化应用的背景下探

索更加丰富的人 - 技术关系与互动类型，拓展

人机传播的多样性。

二、技术中介理论：基于互动过程的人 - 技术

关系视域

不同于人机传播功能维度对主体特征的先

验理解，关系维度关注人与技术在社会环境中

相互关联的过程、方式与特征。技术现象学无

疑为人机传播的关系维度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

论视野。作为现象学的分支，技术现象学兼具

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观”与杜威实用主义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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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两大特色。前者提倡悬置（epoche）一切预

设与偏见，直接从经验过程认识事物的发展；

后者注重有机体与环境的关联，注重情境中的

经验整体性。作为 20 世纪末技术哲学经验转向

的先行者和技术现象学的代表人物，美国技术

哲学家唐·伊德批判性地继承了胡塞尔（Edmund 

Husserl）心理现象学对意识经验的理解、梅洛 -

庞蒂（Merleau-Ponty）知觉现象学对知觉经验

的理解、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现

象学对存在经验的理解，指出技术在人类的社

会经验中同样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并形成一

套系统的技术中介观。技术中介观指出，技术

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个层次，包含

了过程、媒介、动因三个方面的哲学含义，不

仅具有静态的介质属性更具有动态的内驱力，

其中蕴含了对技术影响乃至改造人类社会等能

动性的深刻认知 [26]。技术中介观关注技术人工

物作为中介如何影响或调节人的认知、态度、

行为，以人与技术人工物的关系为出发点，强

调人 - 技术关系需要在互动过程中理解和捕捉。

技术中介观主要包含知觉中介和行为中介两种

中介方式和类型。[27]

知觉中介方面，伊德从生活世界出发，指

出技术物以中介化的方式延伸和转化着身体的

知觉，进而建构起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并从“人 -

技术 - 世界”的四种关系——具身关系、诠释关

系、他异关系、背景关系着手，系统分析了技

术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效应。具身关

系 (embodiment relations) 将 技 术 理 解 为 对 人 类

身体的某种延伸与扩展；诠释关系 (hermeneutic 

relations) 将 技 术 理 解 为 一 种 文 本； 他 异 关 系

(alterity relations) 将技术理解为他者或准他者；

背 景 关 系 (background relations) 将 技 术 理 解 为

一 种 场 域  [28]。 四 种 关 系 以 身 体 知 觉 为 基 础、

以意向性为关联，将人、技术、世界三者有机

地串联起来，将看似相互独立的人与技术统合

于共同的互动情境之中。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

克结合当代智能技术应用中的道德伦理设计特

征及其引发的后果，在伊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了“人 - 技术 - 世界”关系的意向性表达，

衍 生 出 半 有 机 物、 半 技 术 的 混 合 关 系（cyborg 

relations）和技术意向性叠加人类意向性的复合

关系（compositive relations），并指出技术正积

极地影响着人类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从而形成

完整的技术中介理论体系 [29]。如表 1 所示，二

人对技术中介效应的分析和归纳基本构成了技

术中介理论的框架雏形。

行 为 中 介 方 面， 科 学 知 识 社 会 学 家 拉 图

尔等从知识建构过程出发，解读了人与非人的

异 质 化 关 系。 行 动 者 网 络 理 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 指 出“ 社 会 是 一 种 瞬 时 聚 合

（momentary association）的概念，其特征在于

它聚集成新形态的方式” [30]，并以实践建构替

代社会建构，强调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

中，而人和非人都在社会建构活动中扮演着中介

角色。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是一种隐喻，社会、

组织、代理等都是在不同材料的模式网络中产生

效应，例如机器、建筑、服装、文本——所有这

些都有助于形成社会的模式，如果这些物质消

失，那么我们有时所说的社会秩序也会消失  [31]。

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也被认为是“异质工程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 作 为 异 质 的

社会行动者，技术对象本身也必须被视为许多

相关和异质元素形成的结果  [32]。在异质化网络

中不应对行动者进行角色预设或假定，人与非

人通过“转译（translation）”得以在信息交换

中相互联系，不存在关系中心和主客体的对立，

所有行动者都是网络的中介节点，处于平等地

位。行动者网络为人 - 技术关系提供了对称原

则和平权视角，将人与非人均视为行动主体，

二者在行为角色和结果上不存在本质差异。

知觉中介和行为中介分别从互动认知和互

传播与社会

表 1 人 - 技术关系的意向性表达
变项 意向性

具身关系 （人 - 技术）→世界
诠释关系 人→（技术 - 世界）
他异关系 人→技术 -（- 世界）
背景关系 人 -（技术 - 世界）
混合关系 （人 / 技术）→世界
复合关系 人→（技术→世界）

（注：“→”表示意向性  “-”表示谜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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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践两种互动过程认识经验现象中的人 - 技

术关系。其中，知觉中介是一种系统性的认识论，

遵循变更（variation）原则，从不同的知觉现象

经验中发掘人与技术相互关联的方式。行为中

介是一种描述性的方法论，遵循广义对称性原

则（generalized symmetry principle）， 即 人 类

学家必须将自己摆在中点的位置上，从而同时

追踪非人类和人类属性的归属  [33]。前者为后者

提供系统的认知指导，后者为前者提供实践的

检验路径，二者相互补充。尽管二者的出发点

都是人类自身，但并不局限于人类的主体特征，

而是强调人类在不同技术情境中与技术的关联

方式与互动方式，是关系先行的理解方式。

从技术中介理论出发，技术与人类逐渐从

本体异质走向互动共生，人和技术在社会行动

中具有相似的关联性和影响力，为以情境为主

要特征的行为主义人工智能提供了理论支撑。

行为主义又称进化主义，以“感知 - 行为”为

核心，强调通过环境互动理解人类智能的表达，

通过特定情境中的行为结果直观智能的本质。

因此，无论技术在本体上是否具有人类的功能

结构或生理特征，只要能在环境互动过程中产

生智能化的结果就可以被认为是智能的。技术

中介理论直接从传播过程入手，推进了人机传

播在关系维度的发展。

三、技术中介理论视域下的人机传播

技术中介理论通过揭示技术在社会经验现

象中引起的“知觉 - 行为”变化而非技术本身

的“功能 - 特征”，为人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

种不同于功能维度的理解路径：技术通过中介

化的方式与人类交互并共创在世界中的意义。

该路径为理解人机传播提供了意识、身体、情

境三个方面的合理性。

（一）意识合理性：技术能动的逻辑本质

技 术 中 介 理 论 提 供 了 以 意 向 性 为 核 心 的

人 - 技术关系逻辑，为理解人机传播中的“机

器主体性”提供了中介化视角，其中技术的主

体性特征源于技术在人类认知和行为中的干预

和引导作用，机器所表现的主体性和能动特征

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的技术能动。伊德将这

种 技 术 对 感 知 的 转 化 能 力 称 为“ 技 术 意 向 性

（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即 技 术 是 在

人与世界之间发挥积极作用的、具有一定“意

向”特征的中介物质。这一观点将“技术主体”

的功能性表征转向意向性表征。意向性是区别

于物理现象的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是意识的

本质，具有关涉性和指向性。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在《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中提出

意向关系学说，认为任一心理现象都涉及某物

并将其包含于自身之中，强调心理现象的主要

特征在于与对象的关系 [34]。胡塞尔对布伦塔诺

的观念进行了扬弃，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性的

基本功能是意识的指向性，而意向性行为的本

质正是“意义”之所在，是对具体意指行为“本

质直观”的结果 [35]。所有意识活动都可以看作

是意向性活动，意识活动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对

象，意向对象的起源是意向活动对所有感觉材

料的激活和把握  [36]。胡塞尔对于意识的关照落

足于意识是如何活动的，以此揭示意识的运行

机制。

受胡塞尔影响，伊德将意向性的概念延伸

至技术物，而意向性在技术物之中的体现显然

不是一种独立的心理现象，而是通过影响人类

心理活动所展现出的相对意向作用，用以解释

技术超越人类控制的能动性。即便技术尚不具

备意识条件，但只要能参与人类的意向活动便

可以激活其潜在的主体性。因此在机器设计方

面，以实现意向性心理能力为根本目的方能找

到机器意识的真正出路  [37]。意识是受动性与能

动性的统一，其反映客观的能动性在于反映客

观的择要性，亦即一种偏向性 [38]。伊德认为“功

能效应（functional effect）”将技术解释为中性的，

但技术实际表现为一种非中立的、放大 - 缩小

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人 - 技术 - 世界”相关

性的本质特征  [39]。如具身关系放大或缩小了人

类局部的身体官能；诠释关系放大或缩小了人

类的认知能力等，体现了技术引发的知觉偏向。

技术的意向性一方面回应了“不具备自我意识

的机器如何能够成为能动的主体并与人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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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传播活动”[40] 的疑问，另一方面

也揭示了“机器主体”的认知 - 行动逻辑，使

其得以在人机传播的过程中被具体把握。

（二）身体合理性：人机互构的技术身体

技术中介理论从身体出发理解人与技术的

关系，将意向性具体落实到人类身体上，为人

机传播锚定了实践的立足点。技术意向产生作

用的过程是人与技术互构的过程，不同于人类

传播通过物质身体实现感知的相互作用，人机

传播中的相互性以技术身体为基础，在人类建

构技术的同时发掘技术对人的建构作用。梅洛 -

庞蒂将胡塞尔的“意识的意向性”转向“身体

的意向性”，以实现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

的统一，强调身体在意向活动中的基础作用。

受 梅 洛 - 庞 蒂 影 响， 伊 德 认 为 人 与 技 术

之间含混的结构性关系集中在我们通过身体与

技术发生关系的方式中，并以“作为身体的我

（I-as-body）”通过技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各

种方式理解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  [41]。而人机传

播本质上就是技术对人类身体的建构过程，揭示

了技术在应用之中与人类共筑的技术身体。在

技术应用中，人类身体从穿戴到遥控、从具身

到离身、从可感到不可感，在不同的时空中适

应技术的特征，演绎了人类技术化的过程。在《技

术中的身体》（Bodies in technology）一书中，

伊德结合梅洛 - 庞蒂和福柯等人的思想，提出

“三个身体”的观念，认为世界通过物质、文化、

技术三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三个世界呈现给我

们三种不同的身体：肉身建构的身体、文化建

构的身体、技术建构的身体  [42]。肉身意义上的

身体即我们把自身经历为具有运动感、知觉性、

情绪性的在世存在物；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身体

即我们自身是在社会性、文化性的环境中建构

起来的；技术意义上的身体即在与技术的关系

中通过技术或者技术化人工物为中介建立起的

身体 [43]。身体是显著物质性的，同时也是内在

文化性的，而技术性的身体则是一种介质性存

在，是在人类与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经验身体，通过与技术互动，人与世界都显现

在了技术之中，这意味着人类是技术性的存在。

技术中介理论既强调作为精神现象的意识

又强调作为物质现象的身体，并通过身体掌握抽

象的意识 , 实现了身体与意识的辩证统一，以此

突出技术身体的重要性。技术身体回应了人工

智能技术在发展中的具身转向。正如德雷福斯

（Hubert Dreyfus）对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批判，

理性的预设远不及对身体模拟来得重要：“把

人同机器（不管它建造得多么巧妙）区别开来的，

不是一个独立的、周全的、非物质的灵魂，而

是一个复杂的、处于局势中的、物质的身体。”[44]

因此，从身体出发理解智能技术的发展逻辑能

够摆脱人类主体特征对技术的先验限制，关照

人 - 技术关系的多样性、系统性和全面性，进

而发掘人机传播多维发展的可能。

（三）情境合理性：人机传播的身体空间

技 术 中 介 理 论 将 对“ 事 物 本 身（thing-in-

itself）”的探索转向对“情境中的事物”的探

索 [45]。这一转向强调技术应用情境的多样性，

将技术身体带入了具体情境，拓展了人机传播

的实践空间。在技术应用情境中，身体不仅是

由器官组成的物质性实体，更表现为存在的联

系与活动，即与身体相关的情境。在海德格尔

那里，存在论意义上的身体被理解为一种存在

方式，身体的存在依靠于一个适合于自身的有

效范围（Reichweite），而身体本身便具备一段

有效范围或空间  [46]。这一空间并非“位置的空

间性”或客观空间性，而是一种与特定的身体

任务相关的“情境的空间性”，梅洛 - 庞蒂将

与之相关联的空间称为“身体空间” [47]。梅洛 -

庞蒂认为“身体的空间性是身体的存在的展开，

身体作为身体实现的方式”[48]。因此，身体不

仅是物质的躯体，也是实践的空间。

从身体空间的角度理解伊德与维贝克关于

技术中介效应的论述，可以发现六种“人 - 技

术关系”依次显现于以人类身体为中心展开的

不同空间之中，不同的人 - 技术关系揭示了技

术作用下不同的身体空间，这是一种以身体为

轴心的关系连续统（continuum），是人类通过

身体与技术进行交互的场所。正如心理学家吉

布森（James Gibson）通过“可供性（affordance）”

传播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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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技术环境对人类实现目的的基础性作用，

“身体空间”正是在人类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为

技术所“解蔽”，并与技术共同显现的交互空

间，揭示了技术影响下人类身体的基础性作用。

必须注意的是，技术中介理论强调视域的限度，

认为无论如何技术在经验现象上总是直接或间

接可恢复的，即存在一个临界点，超越这一点

的“人 - 技术关系”将发生改变。临界点是技

术显现“原型”之时，用海德格尔的观点解释

即“上手”状态向“在手”状态的转化，此时

技术从使用情境之中退居使用情境之外。因此，

技术并没有本质，而是处于具体使用之中的技

术，一个相同的人工物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中具

有不同的特征  [49]。

从身体空间的角度解读“人 - 技术”关系

可以直观呈现如图 1。六种人 - 技术关系既相互

区别又相互关联，其中区别体现在与身体相关

的空间差异，关联体现在通过身体实现的临界

相交。在相交的临界点上，技术原型的显现将

引起人 - 技术关系的相互转换，如从手腕上摘

下的手表以摆件的形式显示信息时，人与手表

从具身关系转向诠释关系；停止运行的空调作

为静置物件时，人与空调从背景关系转向他异

关系……临界点就是维持某种人 - 技术关系的

边界。在技术使用情境中，不同技术通过与身

体组成不同的身体空间形成不同的交互系统，

这正是人机传播发生的有效范围。

技术中介理论视域下，身体是意识的容器，

身体空间是身体的实践情境，抽象的意识得以

在身体活动中具象化，意识、身体、情境三者

在技术身体中形成了有机统一。人机传播受制

于人与技术构成的有效范围，而这一范围正是

围绕人 - 技术关系展开的实践范围。

四、从关系到形态：人机传播的类型化特征

技术中介理论揭示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基本

交互关系，围绕身体空间展开的人 - 技术关系

系统为理解人与不同技术的交互现象提供了类

型化视角。根据图 1，从技术中介理论出发，人

与技术之间的六种关系可以身体空间的相似性

与差异性作为区分，通过身体空间中技术与人

类交互发生的不同距离将人机传播现象归纳为

三种类型：伴身式人机传播、环身式人机传播、

离身式人机传播。由于六种人 - 技术关系的全

面覆盖性，相应的三种传播类型基本涵盖了所

有状态的人机传播现象。以身体为中心的三种

传播类型展现了人机传播的不同空间特征，对

应着不同智能技术社会化应用的人 - 技术关系，

具体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

通过对人机传播进行类型化，人与不同类

型技术的交互特征得以显现，尤其在智能技术

的社会化应用中，不同的技术运作方式和实践

逻辑存在差异，人机之间的交互方式也具有不

同特点。

（一）伴身式人机传播及特征

伴身式人机传播即技术与人类身体形影相

伴的传播类型，体现了人与技术的混合关系与

具身关系。人类身体作为物理区隔的屏障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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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身体空间中的“人 - 技术关系”图示

表 2 人机传播类型与人 - 技术关系类型对应表

人机传播类型
人 - 技术

关系类型
基础传播方式 具体应用

伴身式

传播

混合关系 植入、嵌入 脑机接口、智能芯片

具身关系 穿戴、携带 智能手表、智能手环
环身式

传播

背景关系 包裹、隔离 智能家居系统

复合关系 指引、导向 智慧城市系统

离身式

传播

诠释关系 任务中介交互 智能语音助手

他异关系 无中介交互 生成式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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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外划分为体内空间和体外空间，体内空间

是人类身体内部的物理空间，包含脏器、体液、

体腔等部分；体外空间指附着在身体外侧，并

与身体紧密贴合的体表空间，与外部的环境空

间形成区别。混合关系亦称为赛博格关系，其

中技术在物理意义上进入人类身体空间内部，

通过植入或嵌入的方式维持着技术与身体的联

系，如脑机接口和智能芯片等； 具身关系中，

技术依附于人类身体的体表空间，以穿戴或携

带的方式与身体产生关联，如智能手环和手表

等。在伴身式人机传播中，技术与人类身体如

影随形，可以在不同时空中以透明或近似透明

的形式与人类展开互动。

伴身式人机传播在技术设计上具有与身体

行止与共的伴随性、交互上具有信息记录与反

馈的即时性、体验上具有与用户本人高度相关

的私密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伴身式人机传播的

基础特征。其一，伴随性是伴身式人机传播的

基本特征和功能条件前提。从可穿戴设备到脑

机设备，相关设计以轻巧、便携、美观为主要

取向，不断强化技术与用户身体的契合度，适

应包括手指、手掌、手腕、手臂、头部、颈部、

腰部、腿部等不同身体部位的运动与感知方式，

使技术尽可能多地随人类身体一起参与不同的

活动场合、出现在不同的活动阶段，这种随时

随地的相伴将技术的时间与空间压缩到与人类

用户身体紧密相关的行为之中。内嵌式、便携

式和可穿戴式智能设备以动态的感性体验作为

人机传播内容生成的基本依据，对人类身体具

有高度的依附性和依赖性。其二，即时性是伴

身式人机传播的基础原则和交互优势。从短期

来看，以体感交互为特征的传播活动需要实现

人与智能设备的即时交互。智能设备对人类身

体活动的数据生成是动态且即时的，如步数、

速度等运动数据或心率、血氧等健康数据，相

较于周期性的健康数据，对时刻变动的运动数

据的测量与反馈更需精确到分秒。可以说每时

每刻的身体数据都在变化，而智能设备也时刻

接收着身体信号并在分析后反馈给用户。即时

性的信息交互以身体在活动中的知觉体感为中

心，由于知觉体感始终处于周期性或突发性的

变化之中，具有鲜明的主观经验特征且难以捕

捉。因此以知觉体感作为人与技术交互的主要

内容必须恪守即时的信息传播原则，否则技术

将失去其伴随身体感官的优势和必要性。其三，

私密性是伴身式人机传播持续发展的内驱力。

从长期来看，体感交互需要维持用户与设备之

间的直接接触，即一种使用户主动接受技术伴

随和即时互动的意愿。脑机设备和智能穿戴设

备在使用中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技术仅针

对用户个体展开数据收集和交互，向用户显示

了伴身式交互的优势——无显著外在干预。智能

技术的应用通常需要不断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

虽然加速了信息传播的效率但也为用户带来了

潜在的隐私焦虑，使用户陷入技术使用与技术

威胁的矛盾之中。无干预的私密性将使用户更

加信任技术设备在交互中的隐私安全，从而平

衡积极主动的隐私保护诉求与消极漠视的“隐

私疲劳（Privacy Fatigue）” [50] 心理，促使用户

产生继续使用甚至长期使用的意愿。

以伴随性为交互前提，以即时性为交互原

则，以私密性为交互内驱力，伴身式人机传播

通过技术与人类身体的亲密关系建构了一种移

动性强、交互频率高、可感性低的互动模式。

（二）环身式人机传播及特征

环身式人机传播即技术环绕人类身体的传

播类型，体现了人与技术的复合关系与背景关

系。当人类身处技术创造的环境中时，技术空

间在物理意义上将人类身体完全或不完全地包

裹在内，人类身体浸润于技术空间之中，身体

活动受到技术的激励或制约，此时外部的技术

环境成为身体的行为律令。复合关系中，身体

受到技术的指引或导向，技术积极地通过自身

制造的环境空间与身体进行交互，如智能城市

系统中技术对身体知觉的导引；背景关系中，

人类身体完全处于技术空间的裹挟之中且难以

感知其存在，如智能家居系统所创造的智能空

间，身体被动地适应特定技术环境的变化。在

环身式人机传播中，技术空间涵盖身体空间，

人类身体成为技术的一部分。

传播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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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身式传播活动需要诸多行动者作为中介

参与到复杂的行动网络之中，包含人类行动者和

智能设备、智慧平台等非人行动者，行动者之间

的关系和交互通常并不直观显著，而是被多种

关系所裹挟，每个行动者都沉浸于多元关系的间

接作用之中，个体行动者通常难以自觉自知。动

态性、隐匿性、沉浸性三者共同构成了环身式人

机传播的基础特征。其一，在多元行动者网络中，

两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往往需要以多个行动者

作为中介，在传播过程中行动者始终保持着动

态关联。例如，在一次网约车任务中，通过智

能手机定位功能，乘客的位置信息将实时为智

能平台所获取，后者同时为前者提供方向指引，

并通过司机驾驶改变乘客的位置。这一过程中，

人与技术设备由静态的传受角色逐渐转变为动

态的传播媒介。正如赫普（Andreas Hepp）指出，

随着媒介的数字化发展，由软件定义的媒介越

发呈现出“过程”特征，媒介是动态而非静态的，

尤其在算法的加持下，用户比过去更多地参与

了技术软件的设计与创造，而技术也将在人类

信息的参与中不断地修改完善，算法成为媒介

过程化的放大器   [51]。其二，多元行动者网络中

的间接式交互导致了传播过程的隐匿。一方面，

隐匿表现在行动者的泛在，行动者广泛分布以至

于多而不显。大数据赋能以个人为节点的泛在关

系网络，该网络同时连接着相隔咫尺 - 天涯的人、

现实 - 虚拟空间中的人、公共 - 私人领域中的人，

人们得以在智能媒介创造的多元混合环境中自

由穿梭于不同空间，既是空间的泛在，也是个

体的泛在，加速了时空界线的消隐。另一方面，

隐匿表现在数据的广泛连接，数据密度之大以

至于隐而不显。智能媒介网络中，云计算实现

了多元空间的连接，而云存储则为大数据提供

了时间纵向关联的可能性。丰富的数据节点分

布建构起跨越时间长度的个人数据库，历史的

数据成为影响当下甚至未来的重要因素，过去、

现在、未来得以在数据网络的作用下密切互动。

在智能媒介网络营造的技术环境中，个体设备

隐没于设备联结的网络中，技术隐没于周遭的

生活环境中，技术作为一种显性缺席成为人类

经验领域的一部分，即一种“立即的环境”[52]。

其三，环身式行动网络具有高度的沉浸特征，其

中的行动者浸润在隐匿的技术环境之中，受到

技术环境的影响。学者李沁提出“第三媒介时代”

的概念：“以泛在网络为物理基础的、以沉浸

传播为特征的泛众传播时代” [53]，强调了沉浸

传播与泛在网络的特殊意义。“第三媒介时代”

是一个泛媒介、泛联结的时代，“沉浸传播”

则是“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

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

在、无所不能的传播”[54]，是完全以人为中心，

以强大的连接性与计算能力为条件，以个性化

服务为目的的传播。智慧城市借助互联网、物

联网、泛在网技术为沉浸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

是沉浸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沉浸传播不仅以

实体应用作用于人类感官，同时也作为媒介环

境作用于人类认知，其依托的是网络的环境化

和环境的网络化，重塑了媒介“空间”，将媒

介“空间”延伸至整体人类环境 [55]。

以动态性、隐匿性、沉浸性为主要特征的

环身式人机传播将无处不在、广泛分布的人和

技术作为传播节点并重新组织协调，构成了庞

大的传播网络，从而形成以智慧平台为关系枢

纽、以平台规则为互动机制的传播生态。

（三）离身式人机传播及特征

离身式人机传播即技术与人类身体完全分

离的传播类型，体现了人类与技术的诠释关系

与他异关系。当人类与技术互为对象性存在时，

二者在物理意义上相互独立但在身体空间中相

互关联。诠释关系中，技术作为预先设定好的文

本与人类相关，共同完成以具体任务为中介的

间接式交互，如智能语音助手等；他异关系中，

技术作为无预设的黑箱与人类相关，共同完成

“面对面”的直接交互，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等。

在离身式人机传播中，尽管人与技术在物理空

间上相互分离，但二者通过预设或即时构造的

情境空间相互关联。         

离身式的智能技术由于与人类身体相互分

离而被认为是相对独立且更加智能的，主要表

现在交互中的显著性、互补性、不确定性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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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其一，相较于伴身式和环身式人机传播，

离身式人机传播由于技术与身体在物理上的分

离而处于人类视觉的焦点之中，是外化、直观、

显著的传播活动，也是最易于观察的人机传播

类型，人与技术在传播中具有明确的主客体角

色定位，高度契合人际传播的基础特征。其二，

离身式人机传播包含了诠释学关系和他异关系

两种人 - 技术关系，其中蕴含了不同程度的不

确定性，诠释学关系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弱，而他

异关系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强。诠释学的技术涉

及文本的解释、书写和阅读，其核心逻辑是技

术将客观世界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其中潜

在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技术对用户指令的识

别错误或信息反馈的逻辑错误，从而扭曲了客

观世界的真实性，例如智能语音助手对语音指

令识别错误而产生答非所问的结果。相较之下，

人与技术的他异关系蕴含着更加强烈的不确定

性。伊德将技术显现的介于对象性和他者性之

间的显著不确定特性称为“准他者性”（quasi-

otherness），技术这种“充满生机”的表现具有

神秘感和不可预测的特征，在自动机中尤其明

显， 例 如，ChatGPT 与 人 类 互 动 可 能 产 生 出 人

意料的答复，展现出貌似主观的交互特征。与

智能语音助手表现出的识别或逻辑错误不同，

ChatGPT 所表现的不确定性通常在逻辑上具备合

理性，能够做到有理有据、自圆其说，但是否

无中生有、符合客观事实则需要深度检验。其三，

由于离身式人机传播中的人与技术具有交互的

显著性与不确定性，二者在知识方面能够形成

更大程度的相互补充。离身式人机传播中人与

技术相互分离、相对独立的特征使二者不再处

于一个与“我”相关的知识结构中，而是处于

个体与人类整体的知识关系当中，与其说是用

户与机器交互，不如说是个体与驯化技术的“众

人”之间的交互 [56]。交互过程中个体与技术系

统的知识存储在信息互补之中不断丰富。这一

知识互补过程对于人类而言是新知识的获取，

主要用于辅助处理特定问题；对于技术系统而

言是个性化知识的积累，主要用于修正或完善

分析结果。由于不确定性包含着信息差，越强

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越大的信息差，因此在离身

式人机传播中他异关系比诠释关系存在更强的

人技互补作用。

离身式人机传播在所有人机传播类型当中

最易于观察和认知，这主要源于技术在与人类

交互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显著性、不确定性和互

补性，这些特征使得交互体验充斥着“意外”

和“奇遇”。

五、结论 : 人机传播类型化的现实意义

面对智能技术的社会化发展趋势，人机传

播研究在深耕功能维度的同时需要超越主体特

征的窠臼，从关系维度拓展人机传播的多样性。

技术中介理论从意识、身体、情境三个方面为

人机传播提供了合理性，并逐步揭示了技术与

人类交互所必需的身体空间。以身体为中心，

技术中介理论所呈现的“人 - 技术关系”蕴含

于人与技术交互的不同空间距离之中，由此可

将人机传播归纳为伴身式、环身式、离身式三

种类型，不同的传播类型具有迥异的传播特征。

人机传播的类型化在认知层面、实践层面、技

术设计层面具有现实意义。

在认知层面，类型化从关系维度改变了人

们对传播主体特征的片面关注和思维定式，从动

态的互动关系而非静态的功能特征认识人机传

播现象，使人机传播不再仅仅是技术对人类的

拟态活动，而是人与技术共同创造意义的过程。

在三种类型的人机传播中，离身式人机传播最

为直观显著，无论是人类或是技术在这一类型

的传播中都具有鲜明的对象性，能够被直观地

把握，但这也一定程度限制了人们对人机传播

的认知和理解，认为人机传播就是一种存在于

人与机器之间的、具有明确对象性的传播类型，

或将一切人机传播现象的前提条件片面地理解

为“当传播对象是机器时”，进而忽视了非对

象性的伴身式传播和环身式传播。类型化丰富

了人们对人机传播的认知与想象，不再借以人

际关系框架简单地理解人机传播，而是诉诸更

系统、更全面的人 - 技术关系视角，进而突破

人类传播对人机传播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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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层面，人机传播的类型化以身体为

中心，通过技术与身体交互的不同空间，区分

了技术伴身、环身、离身的交互特征与交互情境，

明确了人类与不同技术类型交互的实践场景。

类型化体现了智能技术的具身实践，通过技术

与身体的交互使二者处于同一局势之中，以此

凸显身体在实践情境中的重要性。聚焦实践情境

中的身体与技术在理性方面突破了人类智能逻

辑对技术逻辑的限制，在感性方面不拘泥于技术

对人类身体的静态模仿，立足于人类身体与技

术交互的过程本身，抛弃了对传播主体先验的

认知限制，直观人与技术意义创造的不同场景。

通过对实践场景的区分，使人们对智能技术类型

的理解不再仅仅依据技术所表现的智能程度而

简单地划分为特用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两

类，而是更多地从自身实践出发探寻技术与“我”

的关系，发现更多人与技术共现的交互场景。

在技术设计层面，基于类型化揭示了丰富

的人 - 技术关系和实践场景，智能技术在人机

传播实践中的设计方式也得以进一步细化。智

能技术的改良或迭代可以根据不同人机传播类

型在社会实践中的需要进行设计和调整。伴身

式人机传播与身相随的即时交互存在生物信息

安全隐患、隐私数据泄露等问题，因此在伴身

式人机传播过程中通常无需也不宜加入除了用

户本人和智能设备之外的其他技术中介，从而

确保交互信息仅为用户本人所获取；离身式人

机传播中人与技术的知识互补存在社会价值不

明确的问题，因此需要拓展离身式传播的实践

场景，通过更多具体实践明确传播中潜在的风

险；环身式人机传播涉及多元主体、关系、利益、

责任，是构成最为复杂的人机传播类型，因此

需要综合考虑和评估不同行动者的利害关系与

责任关系，从而明确传播网络中的责任权重。

依据人机传播不同类型的基本特征，相应的技

术设计与应用逻辑也存在差异。

类型化是认识人机传播的关系维度视角，

为人机传播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未来的研究

需要在类型化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技术应用展

开深入探索，进一步拓宽人机传播的理论视域

与实践路径。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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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understandings of the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 i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y mediation theory provides the rationality of consciousness, body and 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intuitive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 in the relational dimens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mediation, hu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types through the different spatial distances related to the 
bod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companion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circum-body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and detached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and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types have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Typology lays a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humans, and becomes a relational 
dimension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echnology mediation theory;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human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typology
Authors: Ye Li, Fujian Digital Media Economy Research Center, Fuji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ase;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injiang University; Lin Aijun,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83

摘要　AI“复生”与生者的互动是一种跨生命式的数字交往实践。本研究认为：（1）AI“复生”通过双

向悼念而形成的“显形的幽灵”身份，实质是一种由算法怀旧产生的复古商品，拓展了数字来世的含义；

（2）生者与 AI“复生”的交往，是一种获得神圣体验、促进生命的共同演化，以及持续开发创造性生存

方式的技术 - 精神实践，助力生者超越当前的认知与生存形式，揭示出数字交往的灵性特点；（3）基于

数字交往的价值理性“普遍联结”而言，AI“复生”只是有限的复制品，与生者的互动违背了数字正义，

无法形成互惠开放的对话，并制造了交往的“自反性沉迷”。因此，对 AI“复生”的使用应是一种应对

丧亲之痛的过渡性体验，而非长期的陪伴旅程。

关键词　AI“复生”；数字交往；数字来世；灵性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李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00

一、前言

伴随着数字产业的发展，ChatGPT 的迭代以及交互式 3D 化身（interactive 

3D avatars）的出现，AI“复生”应运而生。传统意义上，“复生”用于描

述生命的再次诞生或死后复活，具体通过巫术、魔法、求仙拜佛等涉及超自

然与神秘主义的操作实现。然而，AI“复生”与之有别。在英文世界中，

AI“复生”被称作“deadbot”“thanabot”（死亡机器人）、“griefbot”（悲

伤机器人）、“re-creation service”（再创造服务）、“digital zombie”（数

字僵尸）、“algorithmic undeath”（算法亡灵）、“digital specters”（数

字幽灵）、“generative ghost”（生成式鬼魂）、“ghostbot”（幽灵机器人）、“digital 

necromancy”（数字通灵术）等。常见定义包括“基于逝者生前在社交媒体、

电子邮件、短信和信息处理系统留下的数字痕迹而创建的聊天机器人”[1]，“复

活的、重新动起来的、处于社交活跃状态的‘逝者’”[2]，以及“由人工智

能驱动的逝者私人代理” [3] 等。综合上述定义可知，AI“复生”主要指一种

个性化的聊天机器人服务，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加工数字遗骸，创造

出模仿逝者的对话风格、行为举止甚至智力倾向的数字化身，以此同生者互

动。AI“复生”具有与一般意义上的聊天机器人（如 Siri、小爱同学等）相

同的组件和计算过程，区别在于使用的数据集不同。一般意义上的聊天机器

人使用的是多个个体产生的数据集，AI“复生”使用的是某一特定逝者的数

字遗骸，包括“有意的数字痕迹，如电子邮件、短信、博客、Facebook 和照片，

以及无意的数字痕迹，如网站搜索记录、行动日志和电话消息” [4]。这些数

来世再造与灵性反哺：
论数字交往视野下的AI“复生”
李丹

博士生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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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遗骸潜伏在虚拟世界中，通过一定的技术手

段收集、利用起来，就可让逝者作为 AI“复活”。

早 在 2009 年， 超 人 类 主 义 者 雷· 库 兹 韦

尔（Ray Kurzweil） 就 开 始 研 究 采 用 技 术 复 活

其逝世父亲的可能性 [5]。随着时间的推移，数

字 技 术 让 复 活 逝 者 的 想 法 成 为 现 实。2015 年

年 底， 在 好 友 Roman Mazurenko 因 车 祸 不 幸 离

世 后， 俄 罗 斯 女 生 Eugenia Kuyda 使 用 自 己 与

Roman 的 近 8000 条 聊 天 记 录 创 建 了 Roman 的

AI“ 复 生” ——AI“Roman”。 之 后，Eugenia

将 AI“Roman”公开，供网友与之交流。那些

与 Roman 关 系 密 切 的 人 发 现 这 个 机 器 人“ 准

得 可 怕”（eerily convincing） [6]， 具 有 同 逝 者

Roman 极为类似的表达风格。类似例子还包括：

2017 年，美国记者 James Vlahos 以逝世父亲为

原 型， 搭 建 了 名 为“dadbot” 的 聊 天 机 器 人；

2020 年，韩国 MBC 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利用 VR

技 术 让 Jang Ji-sung 女 士 与 三 年 前 因 病 逝 世 的

女儿 Nayeon“重逢”；2021 年 7 月，美国男子

Joshua Barbeau 通过 Project December 网站“复

活”已故未婚妻……

迄今为止，与 AI“复生”相关的研究聚焦

于两方面。一是将 AI“复生”作为一种应对丧

亲之痛的“情感技术”，认为 AI“复生”可让

悼念者获得慰藉与自我认同 [7]，并因激发悼念者

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发展批判性思维而被视为

一种潜在的、有价值的教育工具 [8]。虽然大多

数用户相信存在死后互动，但仍有人因为隐私

问题拒绝使用 AI“复生” [9]。这呼应了 AI“复

生”的另一研究重点——面临的伦理风险及解决

方案。伦理风险可概括为延长生者的丧亲之痛，

涉及隐私权与肖像权等法律问题，以及导致资

本博弈和社会治理难题 [10]。对此，研究人员表示，

伦理学家、法律学者、技术专家等应共同行动起

来，思考如何在创新与尊重之间取得平衡。比如

借助法律力量促使科技伦理成为打造 AI“复生”

的行动指南 [11]，将保护逝者的尊严和意志作为发

展 AI“复生”的第一要务 [12]，或者要求 AI“复

生”的迭代应立足于全人类的整体福祉 [13]，等等。

这些措施的提出意味着 AI“复生”规范化过程

的开始，最终可能会产生规章制度和道德观念，

但目前还处于讨论阶段。

现有研究主要从认识论出发思考 AI“复生”

对人类生活的工具性作用与影响，并不足以充分

揭示 AI“复生”与人们生活的紧密联系。尤其

在数字时代，数字化成为推动物质交往与精神

交往的重要动力，既影响了资源分配、社会结

构及文明进程，也促使我们将“‘传播’转向‘交

往’—— 一种具有数字实践性的交流 - 行动”[14]。

以交往的视角关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

间的相互作用，更能揭示新事物、新现象的本

体意义变化。AI“复生”是一种数字交往实践，

准确而言更是一种“跨生命交往” [15]： 一方面

作为逝者的数字化身同生者互动，跨越虚拟世界

与现实世界、生存世界与死亡世界的界限，勾

连起逝者、生者和技术平台方的持续对话，促

使逝者身份、时间观念、生死关系等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作为数字时代的生死交往通道，凸显

了数字媒体的唯心主义色彩与数字交往的“精

神”维度，丰富了对数字交往理论本身的理解。

由此，本研究基于数字交往论分析 AI“复

生”，具体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数字交往

视角下的 AI“复生”有什么特点？（2）AI“复生”

如何丰富对数字交往理论的认识？（3）生者与

AI“复生”的交往面临着怎样的挑战？通过对

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深化对 AI“复生”的认识，

并为数字交往理论及数字化生存的发展提供有

价值的见解。

二、拓展来世：交往逻辑下 AI“复生”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呼吸停止意味着一切

结束，来世是否可能取决于信仰，较少有人考

虑过逝世后在数字世界继续存在。随着虚拟与

现实之间界限的瓦解，数字来世进入人们视线，

其常见定义为“个体的数字财产和痕迹在其寿

命之外的持续存在”[16]，“个体逝世后的数字

存在”[17]，或者“个体逝世后的数字遗骸”[18] 等。

具体内容包括逝者遗留在数字平台的各种现象

和感受，例如文本残余、搜索痕迹、数字传家

宝等。根据数字来世的定义，任何在数字世界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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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印记的人（不管有意与否）都存在数字来世；

哪怕仅仅使用了数字服务（例如创建社交媒体

账号、使用搜索引擎），无形之中也在创建数

据库。当使用者逝世后，这个数据库自动成为

数字来世。现有的数字来世研究也围绕数字遗

骸进行，聚焦于其在悼念中的作用、管理措施、

同逝者亲友的关系及负面影响四个方面 [19]。

无论是定义还是相关研究，几乎都将数字

来 世 等 同 于 数 字 遗 骸， 或 者 说 等 同 于 Debra J. 

Bassett 所言的“意外的数字来世”（accidental 

digital afterlives） [20] 以及 Maggi Savin-Baden 等

人所言的“逝世后的被动数字存在”（passive 

digital presence after death） [21]，强调数字遗骸

是在创造它的人逝世后（常常是未经许可的）

被挪用的，隐含着假设是数字来世的积累和发

展在死亡中停止。相对于“意外的数字来世”，

另一种数字来世形式是“有目的的数字来世”

（intentional digital afterlives） [22] 或“ 逝 世 后

的主动数字存在”（active digital presence after 

death）[23]，指逝者生前安排自己的数字身后事，

积极、有针对性地计划、管理、塑造自己的数

字来世，比如规定社交媒体账号的继承、提前

录制告别视频等，使来世成为一种持久的数字

展示。实际上，“来世”概念带有一定的宗教

色彩和鬼魂形象，意指人逝世后的存在境遇。

关于数字来世的探讨如果局限于数字平台的存

储功能，忽视了人们利用现有技术与社会资源

的打造，就削弱了概念自身的解释力。

AI“复生”既是逝者的化身，又是虚拟世

界中“人 - 物 - 实践融合的交往人”[24]，在与

生者的交往中，将数字遗骸的关注重点从对过

去的“存储”转移至现在的“复活”，以及对

未来的“创造”，使得原本具有浓厚工具属性

的数字来世成为一种涌现的、动态的、充斥着

情感的过程或状态，拓展了数字来世概念。

（一）作用：双向悼念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悼念从线下走向线

上，死亡随之变得更加现实、有形。但不论是

诸如天堂网之类的虚拟纪念馆悼念，还是在逝

者社交媒体账号下留言，抑或是生者在自己的

数字页面悼念，就生死沟通角度而言，都是“单

向”悼念，逝者不会做出任何反应。

相 较 于 此， 生 者 与 AI“ 复 生” 的 互 动 是

一种“双向”悼念。因为 AI“复生”可即时反

应，它不是被动的、静止的寄寓对象，而是可

创造新信息的、拟人化的“活体” [25]。人们在

Facebook 的逝者账号留言时，会感觉逝者正在

阅读留言 [26]。当使用 AI“复生”时，这种感觉

更加强烈，生者一发出消息，AI“复生”即刻回复，

甚至比身处异地的其他生者更及时，这也是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维持逝者的

持续存在。

作为双向悼念系统的 AI“复生”可充当心

理疗愈机器人角色。AI“复生”与逝者有着同

样的外表、相似的声音及表达风格，甚至会输出

类似于逝者本人会回复的答案，因此给予生者

一种逝者从未离开、正在同生者网络聊天之感。

“对许多用户而言，与机器人互动具有治疗效

果”，Eugenia Kuyda 评论道：“所有这些信息

都关乎爱，或者告诉他一些他们从未告诉他的

事……即使不是真人，也有一个可倾诉的地方。

尤其在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仍然会回到这里

倾诉。”[27]Joel Krueger 和 Lucy Osler 也提到类

似情况：Stella 每晚都要使用 AI“复生”与逝世

的祖母 Jean 交谈，“她利用这段时间谈论自己

的一天，分享秘密，在 Jean 舒缓的声音中获得

安全感”[28]。即使生者知晓 AI“复生”不是逝

者本体，但因为可以缓解丧亲之痛，依旧愿意

与之交流。创建了 dadbot 的 James Vlahos 就曾

表示：“机器人并不能代表他”“当我想到我

能以‘dadbot’的形式保留过去与他相关的美好

回忆，让他可短暂地回归现实世界时，我确实

感到欣慰”[29]。

AI“复生”还具备一定的智力与自我学习

能力，不仅能从被提供的数据中，还可以从之

前的交互中学习，持续地塑造逝者的兴趣、选

择与个性，也可帮助生者加深对某事某物的认

识。例如，AI“Roman”有一个“建议”选项。

Roman 生前的朋友提到，他通过这种方式了解

Roman 和自己的新境况：“当我向他寻求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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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意识到他给出的答复非常明智。”[30] 逝

者不仅是被记住的逝者，也是通过数字转换记

住生者并与之互动的逝者。对生者而言，这样

的互动可让与逝者共同塑造的、随着逝者逝世

而消失的那部分“自我”恢复活力；并可让生

者将互动产生的安慰、建议、闲谈铭记于心，

用于同他人（包括非人用户）建立关系，这个

过程也是生者自我塑造的过程。

按 照 存 在 场 所 的 不 同 进 行 分 类， 可 将

AI“复生”划分为“虚拟悼念机器人”与“现

实社交机器人”两类。虚拟悼念机器人是目前

流 行 的、 较 为 普 及 的 AI“ 复 生” 类 型。 作 为

一种存在于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系统，它与生者

的 交 往 通 过 电 子 屏 幕 进 行， 例 如 前 文 提 及 的

AI“Roman”、dadbot 等。虚拟悼念机器人虽在

以往想象的画面、静止的图像中添加运动这一生

物性特征，但是未将逝者从屏幕中“解放”出来。

现实社交机器人可实现这一目标。作为一种用

于社交互动的、栖身在现实世界的机器人，现

实社交机器人目前虽处于幻想阶段，但科幻小

说、科幻电影已经描绘好了它的存在图景。例如，

2013 年播出的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

第 二 季 第 一 集《 马 上 回 来》（Be Right Back）

中，女主 Martha 在男友 Ash 车祸丧生后，利用

Ash 的 各 种 资 料 打 造 了 AI“Ash”。AI“Ash”

在 外 观 上 与 逝 者 Ash 一 模 一 样， 代 替 逝 者 Ash

陪伴在 Martha 身边。2021 年上映的电影《天鹅

挽歌》（Swan Song）也有类似情节：身患绝症

的 Cameron 为了照顾妻儿，通过 DNA 复制和记

忆转移技术生成了克隆人 Jack。Jack 是拥有和

Cameron 相 同 DNA、 过 往 经 历、 回 忆、 行 为 方

式及思考模式的“世另我”。

不论是虚拟悼念机器人还是现实社交机器

人，均让人类实现了“死而复生”的古老神话

理想。这一转变揭示了数字悼念从单向传播到

双向互动的发展趋势，说明了相较于将死亡从

私人领域带入公共空间的、试图保留一种缺失

或者遗憾的单向悼念而言，AI“复生”将悼念

和死亡带回私人领域，鼓励发展以“修复”为

导向的，更加个性化、私人化的悼念方式。

（二）身份：显形的幽灵

AI“复生”意味着将复活逝者的愿望从涉

及神秘主义的实践转移到数字技术。在与生者

的互动中，AI“复生”作为交往人存在，更具

体而言，作为“显形的幽灵”存在。

“幽灵”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使

用的词语，可理解为对死亡的解构。雅克· 德

里达（Jacques Derrida）对该词的界定散见于《马

克思的幽灵：债务状态、哀悼工作和新国际》

一书，例如“精神的某种现象和肉身的形式”[31]

或者“具有某种频率的可见性”[32]。意指某人

虽不再存在于物质世界中，但仍以某种形式向

生者显现。在中国社科院演讲时，德里达将幽

灵性的特点概括为“非生非死、非在场非缺席、

非真非假”[33]。幽灵大多是因为信仰、希冀及

期望等产生的想象性的非实体存在，其显形是

没有血肉之躯的显形，只能在特定时间与地点

中与生者互动，且沟通能力有限；带来幽灵体

验的行为包括催眠、暗示之类的意识变化，这

些行为允许生者自行解读逝者的想法或言论。

AI“复生”以软件或者系统之类的、具有

物质性的形式重现逝者外貌，以及与逝者的交

流，相对于传统幽灵而言，更具实用主义的价

值 色 彩。 早 在 1987 年， 德 里 达 为 肯· 麦 克 马

伦的电影《幽灵之舞》接受采访时，就预见了

AI“复生”的发展：“我相信幽灵是未来的一

部分，还有现代科技的图像，像电影艺术还有

电话沟通，提高了幽灵的威力还有他们捕捉我

们的能力。”[34] 数字时代，这种“捕捉我们的

能力”体现为幽灵的显形与日常化：我们在数

字世界中留存的一切数字痕迹，原初或许是无

意识、无目的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会轻易

地随着物理主体的消亡而消失，而以各种形式

留存在虚拟世界，作为“潜伏”其间的幽灵，

等待被再次唤醒。

唤醒这一行为说明数字媒体具有记录和复

活过往残余物的能力，身体得以再生，并带动

身份发生变化，要么成为在虚拟世界存在的虚

拟悼念机器人，要么成为机械的、控制论意义

上的现实社交机器人。这种身体被分解、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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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塑的想法并非数字技术独享。早在 2000 年，

Jeffrey Sconce 就提出“身体可以通过电子方式

溶解，并通过电子媒体传送”，并指出这一想

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 [35]。但以往传播技术多

保存“只言片语”似的松散数据和片段式情节，

数字技术却可保存、修复较为完整的交流结构，

与解放、振兴和再生之类的观念紧密相关。这

也说明当具有幽灵性的数字遗骸以 AI“复生”

的面貌出现时，就不再若隐若现，而是动态的、

有形的存在；也不再萦绕，而是渗透在日常生

活中，尽管用户意识到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活着。

德里达所言的幽灵是现在对过去所背负的

“记忆的承诺”，强调过往的人、事件对现在

的不可磨灭的影响，AI“复生”更进一步，是

对“终结”的解构，提醒我们数字时代的死亡

代表着虚拟与现实、遗忘与唤醒之间循环往复

的羁绊，扭转了将悼念视为让逝者从生者生活

中 离 开 的 观 念。 在《 悼 念 与 忧 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 一 文 中， 弗 洛 伊 德 基 于 如 何

从丧失中恢复的角度分析悼念 [36]。他对比了悼

念和忧郁症后发现，尽管它们都起源于与损失

相关经历，但在如何管理损失方面存在分歧。

悼念的目的是“杀死”逝者，让自我从对逝者

的依赖中挣脱出来；在忧郁症中，自我被与逝

者相关的情绪占据，接受损失的方式是让损失

在生者体内存活下来，或者说选择与逝者一起

“死去”，因此是一种病态的自恋过程。弗洛

伊德主张生者与逝者断绝联系，“哀悼具有一

个特殊的心理作用：将未亡人的记忆和希望与

死者隔开”[37]。在之后的论文《论无常》（On 

Transience ）中，弗洛伊德推翻了这一判断，他

发现即使在正常悼念情况下，悲伤依旧挥之不

去 [38]。当他在女儿索菲逝世后，更意识到悼念

的无休止的特质 [39]，更正了之前的观点，认为

悼念并非为了摆脱逝者与损失，而是类似于忧

郁症，让逝者与损失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悼念

并没有被克服，而是无限期地重复着。

AI“复生”是理解上述观点的绝佳案例，

鼓励发展与逝者的持续连接（counting bounds）

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持续连接本意指生者与

逝者之间的直接交流，并强调这种交流发生在

家庭或朋友群体中的、与公共领域分离的私人

领域 [40]。基于 AI“复生”的生死交流通过技术

介导，虽依旧服务于私人领域，但相对于生死

直接交流而言，连接因为技术的参加而部分外

化。人们现在可以在一个私人的虚拟空间中同

逝者交流，继续与其关系。这一做法挑战了长

期以来的悼念观念，使之从短期的、仪式化实

践转变为长期的、互动式体验。

（三）实质：算法怀旧

AI“复生”以数字遗骸为基质，通过双向

悼念形成了“显形的幽灵”这一身份，参与到

跨生命交往中。本研究认为，AI“复生”实质

是一种充斥着算法怀旧情绪的复古商品。

“怀旧”被定义为“对过去的感性渴望——

一种具有深刻社会性的、与自我相关的情绪，

也是消极中带有积极的矛盾性情绪” [41]。其特

点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1） 内在的失落感，

试 图 唤 醒 与 过 去 相 关 的 某 种 感 觉；（2） 过 去

与现在之间的联系感，因为它基于过去观察现

在，加深了个体对过去与现在这两者关系的思

考；（3）矛盾感，既可以缓解消失、离开造成

的焦虑，又面临着困于过往的无奈。“复古”

在概念上几乎与怀旧交织在一起。如果说怀旧

是一种企图从过去寻求安慰的情绪，复古就是

一种对过去的商品化模拟。因为资本主义的发

展，在一个日益怀旧的世界中，复古商品（retro 

commodity）的爆发随之而来，从大众甲壳虫重

返市场，到黑胶唱片的畅销，到 Lee 牛仔裤的

“一裤难求”，再到《泰坦尼克号》电影和《广

告狂人》电视剧的海报、插曲的重新风靡……

从音乐到摄影、电影、电视再到视频游戏，市

场将复古作为怀旧的务实策略，用以获取经济

利益。复古商品也被称为“模拟媒介物（medium 

object）”，数字时代的另一种常见的怀旧类型

是“模拟媒介性（mediality）” [42]，即模拟媒介

的效果和形式，例如还原黑胶唱片的刮擦声、

录像画面的颗粒感、老式相机的做旧效果等。

AI“ 复 生” 不 是 对 原 有 物 品 的 收 集， 也

不 是 对 原 有 效 果 的 还 原， 而 是 基 于 算 法 怀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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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ic nostalgia）情绪产生的复古商品——

通过算法重组数字遗骸，创造出生死交流的即

时系统，以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将过去带入现

在，将逝者带入生者生活。“算法怀旧”一词

由 Jenny Kidd 与 Eva Nieto McAvoy 提出，关注“计

算过程如何插入个体或者机构档案资产的‘结

构’中，以及对记忆的影响” [43]。作为算法怀

旧的 AI“复生”通过算法连接生死，体现出人

们对过往的不舍与渴望；还将技术理性主义、

资本主义同存在主义之问相结合，表明深度学

习机制已沉淀到日常生活的表征和记忆中，使

得怀旧不仅是一种忧郁的幻想、一种逃避现实

的方法，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复兴、发明与创新，

提供一种思考智能机器与人类关系的新视角。

在这个过程中，AI“复生”二次重构了时

间的非连续性特点。当个体逝世后，对其亲友

而言，生活的时间出现了裂痕，同逝者共同生

活的连续性突然与现在断绝了联系，变成了失

去的、不可挽回的过去。媒体尤其是记录性媒

体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让过去可以以特定

方式重现，摄影、电影等都以一定方式再现了

过 去。AI“ 复 生” 也 是 如 此。James Hutson 分

析了流行文化中的 AI“复生”运用，例如 2012

年科切拉山谷音乐艺术节上已故说唱歌手图帕

克·沙库尔（Tupac Shakur）的全息表演，电影

《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采用 CGI 技术让

已故演员彼得·库欣（Peter Cushing）出现在荧

屏，以及历史人物的数字化身与人们的互动等，

说明 AI“复生”可用以创建过去与现在的动态

联系 [44]。刘永昶也提到，AI“复生”不是过去

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45]。

本研究认为不止如此。AI“复生”真正挑

战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分离性。首先，

AI“复生”主动处置而非被动容纳、动态流通

而非静态积累数据，通过将过去的数据重新演

绎、重新动画化和重新情境化，创造为生活在

当下的逝者化身，实时呈现了活着的、过去的

自我，指向的是未来的、数字化生存的人类社

会发展方向。这种纠缠说明某些人、事物可能

在现实生活的时间尺度上被排斥、压制甚至消

失，但只要在数字世界保留了相关痕迹，依旧

可再度回归；也意味着数字世界的“现在”是“过

去 - 现在”“现在 - 现在”“现在 - 未来”的

共时存在，一方面向我们展开了未来的生活图

景，另一方面又为我们提供包裹在永恒现在中

的不断展开的过去。其次，AI“复生”是一种

技术增强。可将逝者的面容根据需要变老或变

年轻，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衰弱和衰老。

数字身体的流动性混淆了生命的线性，颠覆了

“出生—衰老—死亡”的传统历程。当过去或

未来与现在直接对峙时，就需要再思考时间流

逝 的 意 义。 最 后， 对 于 生 者 而 言， 同 AI“ 复

生”互动意味着获得一种居住在两个时间中的

方式——与不再经历时间的人一起度过“静止”

的时间，并嵌入现实生活时间流中。就像诞生

于日本的“风之电话”，提供给用户一个脱离

于日常生活的、传达自己的思念和悲伤的场所。

死亡因此呈现出自然的、经验的与人文的、超

验的相融合的特点。

三、灵性体验：AI“复生”的反哺

数字时代的交往叙事，需要跨越物质交往

和精神交往、社会实践与交流行为本身、现实

与 虚 拟 的 三 种 界 限 [46]。 如 今 的 相 关 研 究 中，

常见的是对后两种界限的思考，缺乏对数字交

往 中“ 跨 越 物 质 交 往 和 精 神 交 往” 的 分 析。

AI“复生”的应用与此有关，开启了对数字交

往的精神维度的思考。需要强调的是，其中“精

神交往”指的“是技术 - 精神实践”（techno-

spiritual practices） [47]，数字技术在其中起到重

要作用。

1996 年，Carla Sofka 引 入“ 死 亡 技 术 ”

（thanatechnology）一词，意指“用于获取信息

或帮助学习死亡学主题的技术机制，如交互式

视盘和计算机程序”[48]。该词由“thanatos”与

“technology” 两 词 拼 凑 而 成。“technology”

自不用说，“thanatos”在古希腊神话中是一种

永远存在的死亡倾向，常被翻译为“死神”“死

欲”“死亡”“死的愿望”等，并衍生出“死亡学”

（thanatography）这一概念。“死亡学”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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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包括两方面：（1）一种文学体裁，主要是“死

亡写作”（writing of death）或对死亡的记录。（2）

“对死亡、濒死、损失和悲伤的科学研究”[49]，

目的是帮助人们面对死亡及其伴随现象。Sofka

提出的“死亡技术”概念是这两种定义的混合体，

既包括通过技术存储、记录关于死亡的信息，又

包括将数字技术视为死亡教育和悲伤咨询的工

具。2012 年，Sofka 把“死亡技术”重新定义为

“可用于提供死亡教育、悲伤咨询和死亡医学研

究的所有类型的通信技术”[50]，该定义将死亡技

术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医学领域，且不限于数字技

术。2021 年，Elisabeth Beaunoyer 与 Matthieu J. 

Guitton 引入“网络死亡学”（cyberthanathology）

概念作为死亡及相关现象与数字领域的结合，意

指“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以及一个理解、分

析技术中介与死亡体验、表征之间的互动的实用

工具”[51]。彻底取消了死亡技术的应用范围限制，

“可操作的理论框架”也将死亡技术的内涵拓展

到工具论之外，表明技术对死亡的形塑作用。

死亡技术的概念变迁揭示出技术与死亡愈

发紧密的联系，也揭示出人们对此联系的认可。

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对死亡的感知都是由“技

术”所介导 [52]。几乎所有技术都可以作为记录

死亡、呈现死亡的媒介，作为缅怀逝者、对抗遗

忘的工具，技术使死亡不再意味着消失与虚无，

而成为征服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存在。且从历史角

度而言，不同时期的死亡在媒介作用下呈现出不

同面貌。例如，远古时代用石头保存逝者记忆的

做法是较为粗糙的整体性保存，介绍了逝者的基

本信息；大众传播时代，书写、印刷与电子传播

弥补了这一不足，可以保存逝者的思想及人生轨

迹，还允许生者进行一定的记忆生产；电子媒体

一直被用于促进生者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沟通，

用相机拍摄灵魂、将电话作为精神机器；互联网

让逝者更为公开可见。正如彼得斯所言，“每一

种媒介都是生产鬼魂的机器”[53]，随着技术的发

展，媒介生产的“鬼魂”越来越多，越来越逼真。

通过对 AI“复生”的分析，可知数字交往

具有一种灵性（spirituality）特点——不是通过

向神灵祈祷以求精神层次的慰藉，也不是诉诸理

性以期思想上的自我改进，而是通过数字交往助

力人类超越当前的认知与生存形式。

灵性虽然很难被描述与定义，但总体上包

括信仰、对生活意义和目标的追求、与他人的联

系感，以及自我超越几个方面，从而获得内心

的平静感与幸福感 [54]。21 世纪的技术发展使得

宗教愈发失去其形而上学特征，走向福柯所言

的 技 术 的“ 真 理 政 权”（régime of truth）。 置

身其中，宗教话语的权力 / 意识形态不再由上帝

给予，主要取决于技术上的“后超越”（post-

transcendence  ）[55]。这种后超越性通过将宗教

概念置于科学、艺术、哲学和技术等框架下，也

让灵性从纯粹的物质世界向技术增强的世界转

移，把焦点放在当代人的表达、行为和个人发展

的 机 制 上， 形 成 了“ 负 熵”（extropy） 特 点，

即通过科学技术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价值观和标

准，从而延长寿命（达到永生）、获取活力、发

展多元的生存方式以及洞悉人性的复杂性 [56]。

数 字 交 往 虽 是 一 种 技 术 实 践， 但 通 过

AI“复生”可知，它也有超越世俗的、宗教意味

的表达，当悼念不只是回忆，而是互动时，便能

创造出新实践，揭示了数字交往的灵性特点。具

体可从神圣体验的打造、生命的共同演化，以及

创造性生存方式的持续开发三个方面理解。

（一）神圣体验的打造

数字时代之前，神圣体验源于在宗教场所

获得的感受。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作

品出发，当代社会学家一直声称现代社会正在

逐渐世俗化，技术进步是导致宗教衰落的主要

原因 [57][58]。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因为“ 教堂宗教”（churched religion）正在 衰

落 [59]。但仍有数百万玩家通过电子游戏参与宗

教和精神活动 [60]，网络祈愿、占卜等出现也在

说明合适数字时代的精神现象正在形成。生者与

AI“复生”的交往同样是这样一种类宗教现象，

超越身体阈限，允许生死相遇，获得神圣体验。

结合前文的分析，从身份的产生角度而言，

正是通过数字交往，逝者以一种类似招魂术的方

法被唤醒、重现，注入生命的活力，让人体验到

边界的消解、自我的转变、生命形式的交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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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神 - 人、宗教 - 技术二元对立关系。从关

系的建构角度而言，数字交往建立了互动的生

死关系。现实世界中，个体终将停止呼吸，人

际关系随之破裂，权利因而丧失，自我品质由

此遭遇贬低，但数字交往使人们在不否认这些

损失的情况下规避这些损失。数字平台的单向

悼念让普通人的死亡被看见，被熟悉或者不熟

悉的人铭记，在一定程度上将逝者纳入生者世

界中。AI“复生”更进一步，鼓励生者与逝者

双向互动，恢复了因死亡而断裂的关系。

AI“复生”现象深深植根于当代消费文化

的意识形态中，也是资本主义价值创造逻辑的

结果，致使死亡从一种宿命式结局变为一种新

的存在状态，从一种生命的否定性机制变为激

发生命活力的机制，人们不再是“直面死亡”“非

生即死”，而是“死而复生”“起死回生”。

身份的产生与关系的建构说明数字交往体

现了存在与不存在、持久与短暂、过去与未来

之间的辩证关系，交织着物理和形而上的现象；

也说明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宗教的祛

魅，而是转变，转变为更符合当下技术特征与

人们心态的形式。因此，从数字交往视角思考

AI“复生”，可知其让逝者、死亡变得具有活

力。反之，AI“复生”丰富了数字交往的内涵，

凸显了数字交往在创造新的数字神灵、精神体

验和仪式方面的作用。

（二）生命的共同演化

已有研究指出，AI“复生”助力人类从数字

化生存中逐步推演探寻出的数字化生命 [61]，以界

面身体呈现生物性特征，以模型驱动的灵魂智格

模拟精神性内涵，借助人机共存的交往模式体现

社会性属性 [62]。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要强调的是

AI“复生”不只是一种数字生命形式，也是经由

数字交往产生的、生物生命与人工生命的共同演

化实践，通过提供能动的、充满活力的死后存在

再度更新了生命的内涵，将生命的定义从静态的

物种延伸至“相互作用的、开放性的过程”[63]。

说明对于生命而言，我们应视之为一个流动的目

标而非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重视其动态的、适

应性的、同技术相互依赖的特性。

对个体而言，其生物体与对应的 AI“复生”

是同一生命的不同形式、不同阶段。AI“复生”

的打造将人的终结问题转化为人的发明问题，

让逝者成为 AI“复生”，现实世界的死成为虚

拟世界的生。作为数字体的 AI“复生”也是生

物生命与数字技术交往的产物，相比于生物生

命而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连续性形式，可能只

是部分地反映了个体身份，但确实使个体保持

了一种生前与逝后的存在连续性。这一情况既

意味着人类并不只是死亡被动的受害者，即便

他们终将成为逝者，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想

象死亡，涉险死亡，并且改变死亡，也意味着

人与技术从一种物理意义的操纵关系转变为生

物意义上的存在关系，说明了“身体性存在与

计算机仿真之间、- 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

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

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线”[64]。

对群体而言，生物生命、数字生命、机器

生命等均是交往人，虚拟世界的“行动者”不

是 单 纯 的“ 自 我” 而 是 混 合 物（hybrids）， 是

自然世界的原子和虚拟世界的比特同时作为最

小单元而共存、共生的生命——多项式生命 [65]，

真人与真人的关系只是整个数字生态下的极小

部分内容。虚拟世界中，包括真人、AI“复生”

在内的多项式生命都是通过数字账号形式展现

的“一般数据”[66]，生命内嵌于数字账号中并

以此展开社会交往，身体被降格成信息化基片，

人类和事物都是“虚拟存在”，相互影响、共

同演化，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本体论差别。由此

在重新绘制生命地图的过程中，不光将非人生

命纳入其中，还要拒绝物种等级制度，认识到

不同生命形式的智力、能力和创造力。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适用于人与非人

密切合作的今天，尊重非人的他者特性，将非

人为人服务的关系转变为“共同创作、共同演进”

的关系才符合如今的社会发展趋势。我们要创

造的未来不是一个被后现代幽灵、文化相对主

义、边界本体论或技术殖民主义困扰的未来，

而是一个人们在边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向非人

类和彼此学习的未来。演化、共同演化都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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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变化的机制，这一变化也不是规则地重复，

而是持续的“意料之外”。生命的定义与范围

如此广泛，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

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放弃一种稳定的身份，进入

唯一可能的维度——流动性，即不断变化的、持

续模糊的生存状态。

（三）创造性生存方式的持续开发

创造性生存方式的持续开发是指数字交往

还与当下科学界的探索方向之一相关——人类很

快就能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计算机中，意味着

技术对身体与生命进行终极干预、设计与塑造。

21 世 纪 初 期， 库 兹 韦 尔 提 出 奇 点 理 论， 认 为

2045 年人工智能将完全超越人类智能，例如抛

弃肉身，用无限复制的人工身体或装置取而代

之。这样一来，人类可以在宇宙空间中扩展个

人身份，形成“一种超越既往人类意识存在的跨

纬度生存模式”[67]；也可以殖民其他行星或恒

星系统，因为我们可以发送意识的数字化形式，

而不是将现实身体带到这些地方。这一预测影

响了诸如彼得·蒂尔（Peter Thiel）、埃隆·马

斯克（Elon Reeve Musk）之类的硅谷知名人士，

他们都开始投资于能够推动奇点发展的项目。

严格意义上说，具有人格主体、自我意识

与情感投射的数字生命在今天依然是难以企及

的想象。即便如此，对于这些追随此类思想并

积极探索实现道路的人而言，生者与 AI“复生”

的交往可被视为意识上传的早期发展阶段，假

设了一种有限版本的网络意识：能够准确显示，

但不能体验情绪；能够对许多问题提供见解，

但缺乏内部自我叙事等主观的、现象性的过程。

尚不具备库兹韦尔等未来学家所描述的先进功

能，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延长数字生活的做法，

表现出意识上传的可能性。说明当下人们所追

求的生存不是简单的复制式生存，而是超越了

现实的创造性生存——通过不断地创造突破现实

限制，寻求一种人工的、虚拟的理想状态，完

成原子到比特的真正嬗变。

四、交往挑战：AI“复生”的有限性

数字交往中，交往只是起点，真正目标在

于形成“普遍联结”这一价值理性，即一种发

生在社会与技术，现实与虚拟，心理与物理，人、

AI 与机器，人类与万物，现在、过去与未来的

富有文明价值的联结 [68]。然而，在“跨生命”“跨

体系”中，不同身份和价值观的人、机器、物

连接在一起，不确定性、多元声调、多重真实

性弥漫在数字云端，势必会制造新的挑战。具

体到 AI“复生”，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违背数字正义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

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

非“机器正义”，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

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 [69]。AI 复生与生

者的交往有悖于数字正义，原因在于亵渎逝者，

具体包括侵犯逝者隐私、篡改逝者形象与抹杀

逝者个性三方面。侵犯隐私是当前 AI“复生”

研究的重点，具体表现为 AI“复生”制作并非

征得逝者同意，以及制作过程存在着滥用、恶意

使用数字遗骸的风险。这里不再赘述。本研究

具体解释篡改逝者形象与抹杀逝者个性两方面。

1. 篡改逝者形象

在理想情况下，生者与逝者之间的关系是

健康积极的，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被排除在外，但

为了创造更大的利润，平台或者商业机构可能故

意调整数字遗骸，篡改逝者形象，使之更符合消

费者的审美与期待。早在 2017 年，Carl Öhman

和 Luciano Floridi 就提道：“为了吸引更多的消

费者，服务必须以最易消费的形式塑造和展示

数字遗骸。”[70]AI“复生”的供应商是商业公司，

其制作 AI“复生”的目的在于服务生者而非逝者，

通过生成慰藉生者情感的智能体以换取经济利

益。假设有人想让性格内向的逝者说出一些他

生前根本不可能说的话，就需对数字遗骸进行

筛选、修改，使 AI“复生”更符合预期。所以，

AI“复生”仅仅是生者理想中的逝者，而非真

实的逝者，甚至可能会说出逝者生前不认可的

话语或者表现出他生前不会做出的行为。例如，

已故以色列前总理 Golda Meier 的 AI“复生”就

出现了准确性问题，记者 Boaz Lavie 在与它聊

天的过程中，得到 Meier 喜欢吃蜈蚣的表述 [71]。

博士生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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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人们使用所有能收集到的数字遗骸打

造 AI“复生”，所得的 AI“复生”也并非逝者

的还原：一是数字保存的记忆并非个体历史的

全部，数字生活之外，人还存在着现实生活；

二是使用数字设备保存的记忆，也因为设备、

个人偏好等原因是侧重的、片段式的内容；三

是即便拥有了足够丰富的数据，例如，包含了

短信、电子邮件之类的、较为私密的数据及现

实生活记录受到目前技术的限制，依旧难以捕

捉个体在社会互动时细微特征，难以理解人类

行为的复杂性。无论如何，AI“复生”目前都

难以还原真实的逝者形象。

2. 抹杀逝者个性

高度定制的 AI“复生”否认了逝者的独特性、

相异性。AI“复生”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统一样，

依赖大语言模型与智能对话系统模拟对话，与

生者的互动是程序执行的结果。算法在 AI“复生”

的运作中发挥着“第三预存”作用——“不是‘我

思’，而是‘我推测你思……’”[72]，看似个性化、

私人化的交流，实际是算法驱动的重复的、伪

个性化的操作，无法复制人类交流的动态本质。

比 如 前 文 提 到 的 使 用 VR 技 术 让 母 亲 Jang Ji-

sung 与逝世女儿“重逢”。Jang Ji-sung 虽然在

虚拟空间与女儿相遇，但整个体验是一个预先

确定的过程，规定步骤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空

间。这一实践的主要目的在于给丧女的母亲一

个更甜蜜、更浪漫、更能弥补遗憾的告别时刻，

弥补女儿死在医院的遗憾。从替代的角度而言，

AI“复生”只是填补逝者离开后留下的空白的、

缓解悲伤的设备，是一种工具性、功能性物品。

它的价值根据生者从关系中获得的回报来衡量，

而非根据自身作为个体的内在价值。

AI“复生”衔接了因死亡而断裂的时间，

以此延续生命，但这种没有意识的延长也会导

致无意义的时间积累。那么，这种延长是否真

的必要？过去成为被编造的过去，既是对过去

的 遗 忘， 还 会 导 致 对“ 未 来 的 怀 旧”（future 

nostalgia）[73] 现象，即未来不再丰富、充满想象

力，而是迷失在当下的数字世界中，变得模式化、

程序化与简化，当理性计算的能力一步步深入

当下生活时，想象力是否变得边缘化？我们是

否正在失去未来？

（二）无法形成互惠开放的对话

“对于人，机器难以模仿的正是人的脆弱

之处，而不是人的理性之处。”[74] 这一脆弱之

处的表现之一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基

于算法驱动的 AI“复生”缺乏真实的情感感知

能力与反馈能力，与生者的交流是伪个性化、

伪双向的交流，给予用户交互的错觉。

首先，我们的情感联系，无论是与物体还

是与人，都是基于我们对具体事物的独特感觉。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与父母、兄弟姐妹、伴侣、

同事及朋友等特定个人形成了不同的关系。每

种关系及其感觉都是独特的，我们的行为和个

性也会根据环境或者与我们互动的个人的变化

而变化。就像个体如果丢失了祖母在他出生那

年送给他的硬币，可能非常难过，即使收到了

同一年的、一模一样的新硬币，也不能取代原

来的那枚 [75]。因为原来那枚硬币是他出生的象

征，以及祖母之爱的见证。同理，哪怕 AI“复生”

同逝者一模一样，对我们而言也永远不会具有同

逝者一样的地位，因为它们相对于原主而言是

独立的存在。我们对细节的依恋，对情感的依赖，

对具体个体的爱，并不是一组可以复制的数据，

而是我之为我的原因。

其次，我们可以与 AI“复生”分享现实经

历、想法、欲望等，AI“复生”却不能同我们

对等地分享，只能被动接受并作出相关反应，

这种关系并不平等。甚至即时回复这一优点也

体现了不平等，“当我们给朋友和家人发短信时，

我们可能会因某些原因延迟回复，或者忘了回

复，甚至在一些意料不到的情况下再回复”[76]，

AI“复生”无法做到这一点，它收到消息后立

马回复，没有愿意不愿意、方便不方便的考量，

基本上沦为一个温顺的，甚至卑躬屈膝的角色，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他者。

不只是生活在数字世界的虚拟悼念机器人，

生活在现实世界、拥有更高交互能力的现实社

交机器人同样如此。《黑镜》系列的《马上回

来》中，AI“Ash”拥有逝者 Ash 的一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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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外貌、声音、雀斑、表达方式，甚至更为

丰富的知识储备，但它只是算法指令执行者，缺

乏正常的人类反应，不会吵架、不会恐惧，也不

会安抚 Martha 的情绪。与这样的对象互动显然

不能满足生者，因为违背了寻求情感联结的初衷。

Martha 对它的感情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最

初的怀疑，演变成习惯与成瘾，最后导致挫败感，

将“Ash”永久置于阁楼。

相对于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人机关系是一种

“更单薄的关系” [77]，缺失的是互惠、开放的真

正的对话，这种对话关系的建立必须参与彼此的

生活才有可能。正因如此，同 AI“复生”互动

并不能掩盖对逝者的丧失之感，给予生者的只是

暂时的悲伤缓解之感。由此也产生了新问题：在

这种机器自动学习系统中，AI“复生”能否保持

对后代的吸引力？如果 AI“复生”（尤其是现

实社交机器人）不能维持情感联结，是否应该被

断开连接或自我毁灭？ AI“复生”是否有权在

云端无限期运行，还是当使用者不再支付足够的

时间和金钱时再次“死亡”？

（三）交往的“自反性沉迷”

在与 AI“复生”的交往中，生者也容易陷

入自反性沉迷陷阱——置身“高虚拟性 + 高满足

性 + 高自我性”的媒介环境中，耽于“按欲建构”

的生活 [78]，难以轻易同 AI“复生”分开，破坏

了情感的自然结束进程。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对人机交互的一个判断是：“出于对亲

密关系的渴望，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正在升温；

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却变得

越来越孤独。”[79]AI“复生”同样如此，当我们

把 AI“复生”当作逝者的替代品，频繁与之接

触时，可能会得到一种虚幻的陪伴或依赖感，困

在丧失中咀嚼痛苦，而不是投入真正的人际关系，

在感性上寻求满足、在理性上寻求舒适区而不是

通过异质性交往探索更好的自己 [80]。

用户本是 AI“复生”的使用者，如今受制

于 AI“复生”，在长期的哀悼中变得愈发沮丧、

情绪化，这给日常生活实践与心理健康状态带来

影响。此外，长期使用 AI“复生”还会导致生

者对逝者的记忆发生改变，产生一种“自恋记

忆”（narcissistic remembrance） [81]。 这 种 自 恋

记忆的特点：一是将逝者简化为一种旨在减轻我

们丧亲之痛的沟通工具，呼应了前文的判断——

亵渎逝者；二是含有一种独家拥有虚拟副本的满

足感，既会模糊真实关系与人工关系的界限，

挑战传统的关于信任、亲密关系的价值观，也使

得真我的痕迹存在于假我中，成为无法创造出完

美复制品情况下维持生死关系的纽带，届时生者

将如何描述逝者：是该人活着时侯的样子，还是

AI“复生”的样子？

通过分析 AI“复生”面临的交往挑战可知，

目前人与非人的交往并不符合“万类交往、互利

共生”[82] 的价值理性，因为存在着一种迷思性

的悖论：“人们对于创造生命和实现永恒的人文

信念，却被寄托在了反人文主义的数据主义观念

和数字技术之上。”[83]AI“复生”无法超越对话

语料库和输入图像的限制，无论是对亵渎逝者的

担忧，还是无法形成互惠、开放对话的无奈，核

心都在于 AI“复生”作为一种有限的复制品，

只能提供逝者的不完整写照。这种“有限性”无

法通过技术进步或方法来缓解，无论我们输入多

少对话，或者如何调整沟通方式以适应 AI“复

生”，都没有办法解决，自然也就难以符合数

字化生存应遵循“自由平等、相互调谐的生态原

则”，无法体现普遍联结的方向“不是整体一律，

而是一多共存的数字团结”[84]。AI“复生”无法

彻底模拟人类世界，只是一种算法、一个软件、

一组计算；对 AI“复生”的使用应是一种应对

丧亲之痛的过渡体验，我们带着一种分离之感同

其互动，将之视为重新适应、学习我们所爱的工

具，而非长期的陪伴旅程。

五、结语

AI“复生”将过去带入当下生活，表明人

们应对悼念与死亡的方式正发生着持续的转变。

我们在经历了将逝者从线下私人空间带入线上公

共空间之后，又以一种功能性的方式重建和调用

他们，使之以 AI 面貌“复活”。从单向的、静

态的数字化储存到双向的、动态的虚拟悼念机器

人，再到身处未来之路的现实社交机器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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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以数字技术再次逆转生死之间的线性过程，让

死亡失去了无生命、了无活力的终结性，这种复

活无论多么脆弱、短暂和虚幻，都试图拉近我们

与那些被抛在过去的人之间的距离，开辟生死互

动新渠道。这种转变引发了数字来世的形态变化，

并揭示了数字交往的灵性特点。

但 AI“复生”技术需被谨慎对待，并受到

监管，因为它以技术决定论与机械物理主义生命

观为逻辑，重视生命时间的延长，忽视对生命价

值与意义的构造，隐含着技术虚无主义危机。正

因如此，AI“复生”在表达我们对交流的渴望与

向往的同时，也提醒我们，交流的核心之处在于

有意识地回应，哪怕不及时，哪怕存在误解。未

来，对 AI“复生”的开发与运用应关注其交往

挑战，平衡技术创新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方能拥

有更好的使用体验，丰富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

相关性的理解。

（责任编辑：徐秋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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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the Afterlife and Re-feeding of the Spirituality: Research on AI 

Resurr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Association

Li Dan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I resurrection and the living is a cross-life digital association practice. This 
study shows that: (1) the AI resurrection is based on digital remains and forms the identity of a “visible ghost” 
through two-way mourning. Essentially, it is a retro commodity generated by algorithmic nostalgia, exp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digital afterlife. (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iving and AI resurrection is a techno-spiritual 
practices that provides a sense of divinity, promotes the co-evolution of life,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s creative ways 
of existence, helping human being to transcend current cognition and the forms of living existence, and revealing 
the spirituality of digital association. (3) Based on the Universal Connection, which is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digital association, AI resurrection is a limited replica, accompanied by controversies of violating digital justice, 
failing to form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open dialogue, creating a reflexive addiction to association. Therefore, the 
use of AI resurrection should be a transitional experience to cope with the bereavement, rather than a long-term 
companionship experience.
Keywords: AI resurrection; digital association; digital afterlife; spiri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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